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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前沿丛书”总序





“语言学前沿丛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开发的一个语言学系列出版物。截至2009年，丛书在十年间恰好推出了语言学著作10种。就每部作品而言，真可谓是精益求精；而就整套丛书而言，也可算得十年一剑，都在汉语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得到了普遍好评。

为了进一步提高丛书的质量，扩大丛书的影响，推动语言学特别是汉语语言学研究，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经过缜密筹划和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友好协商，决定从2010年起，双方共同建设《语言学前沿丛书》。新版“丛书”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组建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提供出版经费，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用时下流行的商业语言说就是，丛书只是换了“老板”，但“字号”不变。

新版“丛书”定位于国内高端、国际一流的语言学著作系列出版物。但考虑到丛书的特色，进入“语言学前沿丛书”的各类著作将以汉语研究特别是现代汉语研究为主，即主要为（但不限于）下列几个方面：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词汇和文字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计算语言学和汉语语料库研究；现代语言学其他前沿学科。

新版“丛书”所收的各种著作，对使用的语言不作限制、对作者的身份不拘一格，对研究的内容也不分厚薄，但对作品的质量和取向却有明确的要求，即希望所有入选著作都应能突出“体现当代意识的语言学研究”、“坚持理论指导的语言学研究”和“面向汉语事实的语言学研究”。这三个关键正是“丛书”所试图实现的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导向”。

什么叫“体现当代意识”？所谓“当代”，或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研究成果完成的时间更晚近些。丛书所收作品的内容都应能代表研究者甚至是该研究领域近年来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这当然毋庸置疑。不过“当代”更主要还是指科学研究中具有超过前人和超越传统的当代意识。这种当代意识可以表现在新的理论和方法上，即在研究中积极运用当代各种语言学理论：其中既包括公认的引领潮流的“地标”性理论，如生成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功能语言学理论、构式语法理论等，也包括至今仍表现出历久弥新魅力的“传统”理论，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结构语言学理论等。这种当代意识也可以表现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即在研究中注重解决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其中既可以包括像把字句、被动句、疑问句，以及语气词、合成词、连读变调这样一些老现象，也可以包括诸如合并、提升、焦点、量化、约束这样一些新发现。这种当代意识更可以表现在新的思路和取向上，即在研究中注意采用各种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其中不仅可以包括动态观、主观化、类型学、像似性等宏观建构，也可以进行韵律与构词、句式与结构、转喻与语法等界面分析。一句话，新版丛书将大力提倡研究者都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当代科学意识。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丛书的研究成果真正能有更多“神来之笔”，甚至“石破天惊”。

什么叫“坚持理论指导”？其实“前沿”二字开宗明义，就是要运用当代语言学的前沿理论来研究汉语问题。我们也毫不讳言：建立理论是解决实际语言现象的“钥匙”，是科学研究之“魂”，是万变不离之“宗”。当然所谓“理论”，大一点的可以是上面提到的生成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等，小一点的也可以包括像题元理论、语序理论、空语类理论、焦点量化理论、空间参照理论、优选理论等，甚至也可包括诸如当代音韵学理论、当代训诂学理论等“涅槃”于汉语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希望丛书的所有著作都能充分体现以理论“导夫先路”、对理论“一以贯之”这样一种精神，都能突出“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需要先进理论指导”这样一种态度，套用一句流行语就是，“理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理论是万万不能的”。一句话，新版丛书将积极鼓励研究者都能运用理论和方法的“十八般兵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丛书的研究成果真正能做到“高屋建瓴”，乃至“举重若轻”。

什么叫“面向汉语事实”？这也是这套丛书不同于那些只是介绍甚至照搬国外论著的一大特色，即丛书著作的内容都要敢于面对大家关心的汉语事实，都要敢于解决大家伤脑筋的汉语难题。现在用当代理论做汉语研究的学者其实也不算少，著作也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还是常常被人说成“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被指责为“花拳绣腿”、“隔靴搔痒”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很多人看来用当代的新理论来解决汉语问题时还拿不出自己的“绝活”和“高招”，或者说还不能让人搞明白你在做什么和你能做什么。面对那些质疑，光生气没有用，光着急也没有用。要让别人服气，要让当代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成气候，说到底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因此我们希望丛书著作所研究的题目都应该是大家感兴趣的汉语难点热点，而不能故意回避汉语中的难题而让人觉得装聋作哑；所面对的材料也都应该是汉语中大家都能说的真实语句，而不能一味套用外语用例而让人觉得削足适履。因为如果丢掉了“汉语的事实”，那么即使有再好的理论也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有再好的方法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句话，新版丛书将特别要求研究者都能具有面对汉语事实的“底牌和底气”。因为只有这样，也才可能使得丛书的研究成果真正能让人“心悦诚服”，甚至“拍案叫绝”。

当然上面说的还只是对进入丛书的作品的要求，进一步就丛书整体意义说，我们相信它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远不止上面说的这几点。“语言学前沿丛书”作为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相结合的一个“样本”，其整体成果还应能进一步启发大家思考“汉语研究应当如何借鉴别人的理论”、“汉语研究应当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汉语研究应当如何寻求自己的突破”这样几个大问题。而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毛泽东主席当年曾经讲过的几句话：一是“洋为中用”，二是“百花齐放”，三是“推陈出新”。这三句话虽不是对语言学研究说的，但或许正好可以用来回答这几个问题。“洋为中用”的意思很清楚：一方面要肯定“洋”的东西可以“中用”，不是不用；另一方面则也要明确“洋”的东西怎么“中用”，不能瞎用。“百花齐放”意思也很清楚：自己的优秀遗产固然要“走向世界”，因为“越中国才越世界”，人家的先进思想当然也是“他山之石”，因为“科学没有国界”。“推陈出新”意思就更清楚：一方面是要破除“陈旧”的观念和方法，不能敝帚自珍、抱残守缺；另一方面就是要走出“创新”的路子和方向，不能自以为是、故步自封。说到底，上面这些想法，即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必须突出“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导思想和“体现当代意识”、“坚持理论指导”、“面向汉语事实”的科学态度，其实也正是这套“语言学前沿丛书”的使命和追求。

如果说十年是一个轮回，那么从现在起“丛书”已开始了新的征程，跃上了新的台阶。我们过去作为丛书的读者，本来就对丛书充满情感；我们现在作为丛书的编者，当然就更对丛书负有责任。我们和丛书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愿意和国内外的语言学专家学者一起，和广大的语言学读者朋友一起，在“丛书”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播种，在“丛书”这个平台上展开色彩斑斓的画卷、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将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丛书的下一个十年和更多的十年，我们也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美好明天和语言科学的辉煌未来。





丛书编辑委员会：沈　阳、石定栩

2010年1月10日，于香港


前　言

正如事物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一样，名词是自然语言中最基本的成分之一。虽然据说有些语言中没有句法范畴，因而也就没有名词这样一个类别（Gil 2005），但表示事物的那些词汇是一定存在的。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描述周围的世界，通常都会牵涉到事物，需要使用表达事物的语言成分，名词或者类似的成分因此在语言运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在继承百年来语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现代汉语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句法地位、句法功能和句法特性。不过，本书并不拘泥于传统语法的理论与方法，也不面面俱到地讨论同名词相关的所有问题，而是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框架，沿用形式句法的方法论，重点讨论几个关键的概念，澄清一些理论上的误解误判，并试图为几个有争议的难题提供新的、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

本书第一章要解决的是名词和动词，以及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划界问题。目前的主流意见是按照句法功能或结构关系来划分词类，而实际做法只能是使用多重标准，因为实词的类别和句法功能或结构关系并不能一一对应，即使在形态较为发达的印欧语系中也同样如此。本书主张实词的类别应该按照意义来划分，这样可以避免以功能确定词类，然后以词类来描述功能的循环论证，从而更为准确地描述实词的类别与句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按照意义划分词类之后，能够兼类的实词很少，一个实词是否已经转类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

第二章讨论实词类别与句法功能的关系，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关系。实词的分类只取决于语义，也就意味着实词的类别不会因为所发挥的句法功能而改变，不应该依句辨品。只要意义没有改变，名词在充当各种句法成分时都仍然是名词，动词也同样如此。当然，即使处于同一个结构位置上，同一类实词的句法表现也不尽相同。同样是充当宾语，有些动词实际上在充当名词短语的核心，在发挥名词的句法功能，已经名词化了；有些仍在充当动词短语的核心，但整个动词短语套上了名词短语的外壳，已经名物化了，整体上在发挥名词短语的作用。

第三章继续探讨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句法地位。在分析充当主语或宾语的谓词性成分时，传统语法主张有一种是表示“指称”的，可以用“什么”来提问，还有一种是表示“陈述”的，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按照现代语言学的习惯，“指称”用来描述词语和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陈述”用来描述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两个概念不在同一个语法层次上。按照汉语的实际使用习惯，“什么”可以针对主语、宾语、定语提问，“怎么样”可以针对谓语、状语、补语提问。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的谓词性成分，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的都不是真正的宾语或主语，而是主语小句或宾语小句的谓语。有些出现在主要谓语前的谓词性成分是状语，所以也能用“怎么样”来提问。真正的谓词性主语或谓词性宾语都只能用“什么”提问，要么其核心已经名词化了，要么整个短语已经名物化了。

第四章讨论的是另一种词类与句法功能的关系。按照传统语法的习惯说法，其短语可以直接充当谓语的是谓词，短语不能够充当谓语的是体词。可是，有些体词短语显然可以不需要动词的帮助而直接充当谓语，这就是体词谓语句，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独立充当谓语的体词短语实际上有两种，一种保留了体词的原始意义和句法地位，但句法上是动词性谓语的一部分，只是动词短语的其他部分在一定条件下省略掉了；还有一种体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表达手段临时表示性质或动作，这种体词应该相应地分析为形容词或动词。

第五章讨论与名词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以谓词性成分作为定语的定中结构。定中结构可能是复合词，也可能是短语，传统语法通常以能否扩展来加以区分。不过，如果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没有“的”，能扩展的和不能扩展的其实具有相同的句法表现；而定中之间以“的”为标记的，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句法特性。正因为如此，扩展法并不是可靠的判断方法。从句法特性的角度说，定中之间有“的”的是短语，没有“的”的都是复合词，在复合词中充当定语的谓词都名词化了。

第六章接着讨论定中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派生过程以及复合词的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复合词的构成是近年来形式句法的热门话题之一，通常以形态派生的方式来解释复合词的结构形式和所受的限制。汉语定中复合词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远非形态派生理论所能涵盖；相反，传统语法所遵循的、按句法关系描述复合词内部结构的做法更为合理。就动词性成分充当定语的复合词而言，动词和中心语以及其他名词的选择关系是一种句法—语义关系，可以用小句中动词和论元或附加成分的关系来描述。句法允许具有不同地位的名词出现在定中复合词里，但韵律、语义、语用等其他因素往往会将某些组合排除在外。

“的”字结构虽然本身不是名词，但却与名词性成分息息相关，所以第七章着重解决与“的”字结构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的”应该有自己的最大投影，即以“的”为核心、与“的”前成分共同组成的短语，该短语的功能应该像传统语法那样分析为定语或同位语。与“的”字结构相关的还有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这一对概念。结构主义曾经将“的”字结构视为离心结构的典型，但独立使用的那种“的”字结构显然又不像离心结构，所以传统语法引进用了“自指”和“转指”这一对概念，来解释独立“的”字结构与不能独立的“的”字结构之间的对立。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对立其实并不反映句法现实，“自指”和“转指”的对立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句法差别，相关现象都可以改用现代语言学的其他概念来加以解释。

“的”字结构为什么能够独立使用，独立的条件是什么，以及独立后的所指由何而来，这些是第八章讨论的重点。只要有适当的上下文，所有“的”字结构都能够独立使用。独立“的”字结构的意义与“的”前成分相关，但其所指来自在上文出现过的，或者是可以从语境中找到的另一个名词性成分。如果假设独立“的”字结构类似于不独立“的”字结构，也是定中结构里的修饰语，只是所修饰的中心语没有语音内容，是个指代成分，大部分相关的句法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这个没有语音内容的指代成分同样与定语小句中的一个位置相关，“的”字结构能否独立因而会受到结构限制；指代成分和前指的关系会受到篇章、语境、甚至认知能力的影响，因此“的”字结构能否独立还与一些非句法的因素相关。同位“的”字结构的独立条件与此相类似。

各章中关于名词性成分的分析和关于形式句法理论的探讨相对独立，对句法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依次阅读，不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跳跃式阅读，跳过理论部分直接去看后面的分析，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第一章　名词的词类地位

1.1　名词与名词划分的理论基础

从《马氏文通》引进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分析开始，汉语的词是否应该分类，能不能分类，以及如何分类，就一直是语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早期的马建忠（1898）和陈承泽（1922）等以“字”为句子的最小单位，但马建忠主张“字无定类”，而陈承泽认为“字类”可以“界划”，而且“字”的“本用”应该按其句法功能来确定。刘复（1920）、黎锦熙（1924／1992）等改用“词”为句子的最小单位，而且或多或少地都按照词在句子中所充当的成分来替词分类，最典型的便是黎锦熙先生的名言“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了。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有人对“词无定类”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试图为汉语找到更好的分类方法。除了严格的意义标准、意义加功能标准、广义的形态标准以及着眼于句子成分之间关系的语法功能标准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何容提出的表意标准，即“词的类是从语言自身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何容1942／1985：42）。

50年代的语法大讨论以词类问题为起点，开展得轰轰烈烈。就划分词类的方法而言，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突破，但各种观点都有了详尽而系统的表述，因而也就更加旗帜鲜明。讨论的结果是采用结构标准，因为“结构关系能照顾的面最大，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以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不是‘依句辨品’”（吕叔湘1954／1990：271）

60年代初期朱德熙先生提出“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性质分出来的类”（朱德熙等1961），到了80年代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而且“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朱德熙1982b：37—38）吕叔湘先生也明确指出，汉语在划分词类时，“不能不主要依靠句法功能”（吕叔湘1979／1990：504）。依照语法功能来划分词类的观点现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成为主流意见（杨成凯1996，方绪军2000，范晓2005）。

不过，吕先生说的是“主要依靠句法功能”来划分词类，因为作为一个单一标准，语法功能并不能真正解决所有的划类问题。实际的做法是“不得不采用多重标准，而多重标准的结果总是参差的”。（吕叔湘1979／1990：505，黑体为引用者所加）正因为如此，一直有人试图找出更合理的分类方法，用单一标准来为所有的词分类，其中最典型也最富创意的是郭锐（2002）的表述功能标准。郭锐继承了朱德熙先生用功能作标准的做法，但并没有沿用句法功能这个概念，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借用何容（1942／1985）的做法，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表述功能”或者说“词语表达语义的模式”，主张“句法成分是从直接成分间的关系出发的，而表述功能是就词语本身的性质而言的”，所以“表述功能实际上就是词性”，可以依此来划分词类（郭锐2002：84—89）。换句话说，表述功能标准的基础是词语的语义，只不过是用语义的外部表现作为判断标准。

这一思路同现代句法理论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现代句法的理论模式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将原有的生成-转换过程尽量简化，以外部合并（external merge）取代了生成，以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取代了转换，而且将生成过程细化，分成若干层阶（phase）。每个小句的结构至少需要两个层阶才能生成，然后经由内部合并进行调整，形成最终的结构形式。结构式再移交（transfer）给语音部分和语义部分去处理，前者最后形成语音表达式PHON，即人们所说出和所听到的语音形式；后者最终产生语义表达式SEM，即人们所表达和所理解的意义（Chomsky 1995，2001，2002；石定栩2002b，2003a）。

这些过程几乎都不牵涉到具体的语言，也就超脱了语言差异的束缚，但这并不等于语言之间的差别从此失去了地位。恰恰相反，语言之间的差异被赋予极为重要的、超越过往的理论地位，只是不再由句法结构来体现这种差异，而是将其归纳为具体的词语和功能性成分（functional category）在形态、句法功能以及语义方面的差异，并且将所有的信息全部纳入词库LEX，整个句法运算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从词库里挑选词语和功能性成分。

理论句法的技术细节同这里的讨论无关，功能性成分和词的区别也不是这里要关心的，但形式句法的哲学理念应该可资借鉴，作为词类划分的理论基础。这种理念的基本点是所有语言都具有相同的结构规则和类似的基本结构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单个词和功能性成分的形态、功能以及语义。说话的人要表达某个意思，就必须从词库里挑选所需的成分，按照结构规则，经由句法过程组合成句子。词库是个庞大的体系，里面的每个词都是一整套信息的总和，包括语音、语义、形态特征以及同组合要求相关的所谓φ特征。直接同句法过程相关的是语义、形态以及φ特征，而同结构位置相关的特征则是在句法过程中追加的。也就是说，在理论句法的体系里，句子的整体结构并不直接取决于单个词条的类别。

这一结论还同理论句法的另一个基本观点相关。现代句法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单个的词不直接参与句子的构成。单个词先构成短语，短语再进一步结合成句子，所以词的性质同句法结构没有直接关系，根据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来判断词性也就缺乏理据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形式句法中没有词类这样一个概念。恰恰相反，词的类别是形式句法的基石之一，自始至终在句法过程中发挥作用。自然语言的表现形式其实是语流，将其分解为句子、短语、词、语素、音节直至音位都只是分析的手段。同样，将词分成各种类别也是一种手段，是语法分析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分类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最省事的做法当然是有一个词就设立一个类别，只不过这样做等于没有分类，因为分类的本质是将性质相近的成分归纳在一起，不进行归纳也就失去了分类的意义。

归纳的实质是寻找共同特点，然后将具有共同特点的词都归入同一个类别。比如说将词汇划分成实词和虚词这两大类，其根据就是有些词在句子里发挥句法功能，却基本上不表示实在的意义，将所有具有这种特点的词归纳在一起，就成了一大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虚词（function word）。由于虚词只有句法功能，所以对虚词进行再分类时，就只能以句法功能为根据。

与虚词对立的是实词，即表示实在意义的词。实词当然也有句法功能，但那是第二位的，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将实词组织成句子时所赋予的一种外在性质。既然实词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实在的意义，对实词进行再分类时，也就应该以语义为根据。

人类用语言对物质世界和内心世界进行描述，依靠实词来描述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动作以及事物和动作的性质。实词的意义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也就可以参照对物质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分类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将世间的一切分为事物、动作与性质这三大类别，也就可以将描述世界的实词分为三大类。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找到第四个类别，自然还可以再增加一种描述该类别的实词。

描述事物的是名词。根据所描述事物的特性，名词可以进一步分成若干小类，而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法。常见的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之间的对立，是将表示人名、机构名称等的名词归为一类，这一分类在词典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对句法分析来说也有一定的意义，其差别可以不在这里讨论。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是将表示数的划出来算一类，将表示量的也另列一类，即所谓的数词和量词。还可以将本身不直接描述事物，而是代替其他名词起作用，并通过所替代名词间接描述事物的另划为一类，即所谓的代词。数词和量词各自描述一种特殊的事物，而代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描述事物，再加上描述一般事物的名词，这些词可以归为一大类，统称为名词性成分（nominal elements）。

名词性成分的范围同朱德熙先生（1984a）所说的体词相近，但后者是按照句法功能建立起来的概念，以不能充当谓语作为判断标准，所以两个概念在技术细节上有些差异。另一个差别在于名词性成分不单单是词，还包括由名词、数词、量词或代词为核心的短语，以及名词性的非自由语素。

1.2　词类划分的方法论

按照严格的语义标准来划分词类，并不是什么新发明。王力先生（1944／1984：28）早就明确地说过，“至于中国的词呢，它们完全没有词类标记，正好让咱们纯然从概念的范畴上分类，不受形式的拘束”。吕叔湘先生（1942／1982）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不过，语义标准的确还存在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意见。郭锐（2002）指出，主要的问题是词义本身不可明确观察，因而难以操作；以及词义与词的语法性质并不完全对应，根据词义划出的词类与句法的关系不大。

这些困难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套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老话来说，过河并不困难，关键是找到正确的过河方法，或者说要有合适的方法论。前贤和当代学者的研究，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解决办法，只要能够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词语在单独出现时难以确定语义，这并不是汉语独有的问题。王力先生（1944／1984）就指出，英语、法语这些语言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只是通常可以依靠形态标记加以区分。即便如此，有时候也还是会出现无法确定的情况。比如说英语的lead可以做动词，表示领导、带领或指向等意义，同时也还可以做名词，表示线索、主题、带头作用等意义，两种意义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差别。即使引入形态标志作为参考，也还可能出现问题。表达线索义的lead有单复数的区别，复数的名词leads和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的动词leads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不放到句子里还是无法区分。

汉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没有太多的形式依据可供参考，要想在词语单独出现时“明确观察”其语义，自然更加困难。不过，要求词语在单独出现时就可以确定词义，对于大多数语言来说并不合理。所谓的形态标记，也只是在词已经进入句子，同其他成分发生搭配关系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变化，脱离实际运用去讨论词的语义或形态，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人们将词语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意思。除非说话的人故意制造混乱，正常情况下句子里每一个实词都必须有明确的意义，而且是说话和听话双方都承认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才能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Grice 1978）。也就是说，实词的语义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句子里都可以明确地观察到，也就可以根据语义将相关的实词分类。

实词在句子里的意义不受其结构位置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个实词在不同的句子里也不会有相异的意义。既然如此，同一个词的基本类别在所有的句子里就都应该是一样的，不会出现“词无定类”的现象。比如说下面几个例子中的“争论”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结构位置上，以其为核心的短语在例（1）中充当主语，在例（2）中充当谓语，在例（3）中充当体词性宾语，在例（4）中充当谓词性宾语，在例（5）中充当定语，在例（6）中充当介词宾语，以及在例（7）中充当状语，但却都表示一种动作，即持不同意见的人互相交锋，互相辩论，根据语义来分类的话，这些“争论”都是动词。





（1）争论并不能解决问题。

（2）他们俩争论了半天。

（3）我讨厌争论。

（4）他们又开始争论了。

（5）真相在争论过程中变得更清楚。

（6）事件通过争论得到了解决。

（7）这真是不争论不成好朋友。





词语的意义不容易确定还有另一个含义，即动作与事物之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形成一个连续体，因而必然存在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Lyons 1977，1995；张伯江1994；马彪1994）。动作与性质之间以及性质与事物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经典例子“战争”和“战斗”之间的区别，就事论事恐怕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一旦放入具体的句子，就会发现“战争”总是用来描述事件，而不会用来描述动作，甚至不会用来描述过程，从语义的角度分析，“战争”只能是名词。“战斗”的情况则不同，其基本意义仍然是像例（8）那样表示动作，应该是动词。问题在于像例（9）那样的句子中，“战斗”可能描述事件，也可能描述过程或者动作，所以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就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向了，也就是说，例（9）中的“战斗”处于灰色地带，可以算作兼类词，也可以算作意义转变之中的词。尽管如此，“战争”与“战斗”之间的差别应该是一清二楚的，而灰色地带的问题，则留待下一节再讨论。





（8）我们誓与敌人战斗到底。

（9）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





实词的语义发生变化，从一类词变成另一类词，在各种语言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而并非汉语特有。有些词的转变过程已经完成，比如“思想”原本表示动作，是动词；但到了今天，则主要表示思维活动的结果，以及念头、想法等抽象的事物，成了名词。动词意义则只见于“前思后想”之类的熟语，或者半文半白的诗词戏文之中了。又如“阳光”，直到上个世纪中后期还只表示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具体事物，是典型的名词。到了世纪之交，有人开始用“阳光”来描述人物的特点，表达积极开朗、充满青春活力等性质，因而有了“阳光少女”之类的说法；后来义扩展到描述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公务，表示公开透明等性质，从而形成了“阳光工程”甚至“阳光运作”等新词语。这些词语所表示的都是事物的性质，是典型的形容词意义，因此可以认为“阳光”已经开始分化，分出了一个引申义的形容词，但基本义还仍然是名词。

由此可见，只要能处理好灰色地带，实词的意义在具体的句子里是可以确定的，也就可以依照语义判定词类。不过，郭锐（2002）还有一个针对语义标准的诘难，即词义与词的语法性质并不完全对应，所以根据词义划出的词类与句法的关系不大。词义与词的句法功能并不一一对应，这当然是事实，但却并不意味着语义不能作为判定词类的标准。词义本来就不可能同句法功能一一对应，词类也就不可能同句法功能一一对应，这是由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在组织句子时考虑的是表达意思，同一个实词必然有可能在不同的结构位置上出现，发挥不同的句法功能。除非不折不扣地采纳“依句辨品”的主张，完全按照句法功能来划分词类，而且允许一词多类，不然的话，用任何其他的分类标准，包括用郭锐（2002）的表述功能标准，划出的词类都不可能同句法功能一一对应，一个词类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句法功能是必然的。

将词类同句法功能一一对应起来的设想由来已久，除了黎锦熙（1924）的“依句辨品”之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下面的两张图表（朱德熙1985a：4—5，1985b；邵敬敏主编2001）。一般都认为图一是说在英语之类的印欧语言里，每一个词类都和一个句法功能对应，而图二则表明汉语的词类与功能并不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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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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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不过，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朱德熙先生（1984a，1985a）的解释，就可以发现他的原意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陆俭明1993）。英语的动词其实也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只不过做主语和宾语的必须是像（10a）那样以不定式动词（infinitive verb）或像（10b）那样以动名词（gerund）为核心的动词短语
①

 ，而不能是定式动词（fiinite verb）为核心的短语，后者只能像（10c）那样充当谓语。英语的动词短语还可以充当定语，但实际形式必须是（11a）那样的不定式短语、（11b）那样的现在分词（present participle）短语或者（11c）那样的过去分词（past participle）短语。英语动词短语也可以充当状语，只是必须像例（12）那样，以不定式短语、现在分词短语或过去分词短语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英语的动词短语在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状语或谓语时有着不同的句法-形态地位，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外部形态标记。





（10）a. To seek to eliminate it from the environment is impossible.

b. My having had what I describe as a mental image of Charlotte Street was necessitated by one or another of certain neural events.

c. Another glance showed me that it was carried on a stick by a man.

（11）a. Its absence was a factor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b. Interest is now developing i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involving reflection of Alfvén waves.

c. The US yesterday welcomed a proposal made by the president of Colombia, Peru and Bolivia.

（12）a. She called me to say a lawyer was starting divorce proceedings.

b. He got up and refilled the teapot, then his cup, adding a touch of skimmed milk.

c. We measured a seasonal total of 56.99cm precipitation in the two caged rain gauges, compared to 56.78cm on the open plots.





同样，英语的名词短语除了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之外，也可以充当定语和状语，只是在发挥这些功能时并没有形式上的差别。英语的形容词短语通常只能做定语，如果要充当主语、宾语、普通谓语或状语，就必须依赖动词的协助，以各种形式的动词短语出现。换句话说，英语实词短语和句法功能之间的关系应该用图三来表示，而不是用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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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其他印欧语言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有些语言的形容词短语可以独立担当定语之外的句子成分，其中有些需要特殊的形态标记，有些则不需要；动词短语也是这样，除了充当谓语之外，还多半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充当其他成分。极少有印欧语言完全符合图一的描述。

这些十分繁杂的现象说明了一个简单的本质问题：词类同句法功能并不一一对应，大部分的实词短语具有不止一种的句法功能，可以充当各种不同的句法成分，只不过有些语言的形态系统较为发达，使用不同的形态标记来表示实词的不同功能。汉语实词的功能并不比印欧语言实词的功能复杂，只是汉语的形态系统表面上比较简洁，极少用形态标记来显示实词短语的不同功能而已。

1.3　判定名词地位的方法论

严格地按照语义来鉴定实词的类别，理论上应该可以准确地替每一个词分类，但实际操作上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必须解决，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兼类和怎样处理灰色地带这两个问题。

兼类问题包括几个方面，都可以在现代语言学的框架里加以解决。比如常见的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兼类，只要严格按照语义来分类，而且有办法处理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词，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锁”、“坑”、“包裹”、“翻译”、“代表”、“领导”这些典型的例子都有两个意义，一个表示具体的事物或人物，另一个描述动作。这两个意义虽然相关，却并不相等，而且极少在实际交际中造成混淆，所以完全可以据此划分出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事物的是名词，描述动作的是动词，所以表示凹下去的地方或地道的“坑”是名词，而表示活埋或者设计陷害的“坑”是动词。两个“坑”在词库里应该分列，而且都不属于兼类词（朱德熙1982b，姚振武1996）。

名词和形容词的兼类也是如此。只要严格依照语义分类，而且能够妥善处理处于灰色地带的词，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文献中经常引用的例子，如“典型”、“科学”、“神气”、“机械”、“肥”、“草”等，都有两个明确的意义，一个表示抽象的或具体的事物，另一个表示性质特点，完全可以依此分出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机器或其他类似装置的“机械”是名词，而表示呆板、不灵活等性质的“机械”是形容词。尽管表示性质义的“机械”是由事物义引申而来的，但两个意义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不宜再将两者视为同一个词的两个意义，也不足以将“机械”视为兼类词。“草”的事物义和性质义只有间接关系，更不应该视为兼类词了。

兼类问题还有一个热门话题。以动词或形容词为中心语的短语可以充当主语或宾语，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以前一直有人认为这种位置上的动词或形容词已经变成了名词（黎锦熙1924，中学汉语编辑室1956，高名凯1960，史振晔1960），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名词化和名物化，或者说动词或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兼类成为名词。前面说过，动词在充当主语或宾语的核心时通常并不改变意义，所以也就不改变词性，不应该视为兼类词。至于如何按照现代句法理论去分析处理这种动词，留待第二、三章去讨论。

与此类似的是体词成分充当谓语的问题。按照朱德熙先生（1982b）的说法，体词包括名词、方位词、时间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以及一部分代词，“主要功能是做主语、宾语，一般不作谓语”（朱德熙1982b：40）。在实际应用中，有些体词短语有时候是可以充当谓语的，这就是朱先生所说的体词谓语句（1984a）。体词在充当谓语的核心时是否改变词性，变成了兼类词，一直有争议，但只要严格按照语义来划分词类，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具体的分析讨论留待第四章去处理。

兼类词中比较难以处理的是表示抽象动作和抽象性质的实词，亦即总是处于灰色地带的那些实词。像“战斗”、“处分”、“假设”这样的抽象动作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过程，甚至是抽象的事件或事物，表示这类动作的实词究竟应该算作动词还是名词，还是应该算作身兼二任，就值得探讨了。同样地，“危险”、“意外”、“实惠”之类抽象的性质也可以理解为抽象的事物或概念，表示这些性质的实词究竟应该归入形容词还是名词，或者视为兼类词，也是有商榷余地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实词同朱德熙先生（1982b）所说的名动词和名形词有些相似，但所涉及的范围要小得多（胡明扬1996，贺阳1996）。也正因为涉及范围较小，而且这些实词的意义原本就在动作和事件之间，以及性质和事物概念之间摇摆，或者说两种意义本来就密不可分，所以可以将这些实词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兼类词（朱德熙1982b），或者说狭义的兼类词（郭锐2002）。

每个兼类词在词库里都只出现一次，而不是作为两个词条分列，其兼类的地位则体现在进入句法过程时可以有不同的身份，可以分别作为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或名词短语的核心成分。至于在词库里是列为动词、形容词还是名词，甚至干脆列为动-名兼类词或形-名兼类词
②

 ，都不影响其句法地位。换句话说，兼类词在进入句法过程时先要经过一个转换过程以确定词类，至于是由动词转换为名词，还是由名词转换为动词，则是个实际操作上的问题（empirical issue），并没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

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套可靠的操作系统，以便判定兼类词最终进入的是哪一种句法结构，是名词短语、动词短语还是形容词短语，从而解决灰色地带的问题。文献中关于词类划分的讨论，特别是吕叔湘先生（1954／1990）和朱德熙先生（1982b）关于词的语法功能的论述，其实已经为这种操作系统奠定了语言事实的基础，现代形式句法则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现代形式句法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早期的理论并不强求各种短语都有一致的内部结构（如Chomsky 1957，1965），所以动词短语的结构可以完全不同于名词短语，句子结构与短语结构也毫不相干。近期的理论则追求短语结构的一致性，假设所有的短语都具有图（四）那样的抽象结构，就连小句也被视为短语（如Chomsky 1995，1999，2001），而且分成下层的IP和上层的CP两层，都具有图四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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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图四结构中的X是短语的核心成分，与通常所说的中心语有些相似。短语的核心可以是任何一种实词，也可以是介词、副词和结构助词，甚至还可以是所谓的功能性成分。结构中的YP是另一个短语，是X的补足语（complement）
③

 。常见的补足语有动词的宾语、介词的宾语、名词的同位语以及功能性成分的广义宾语等。Spec的地位比较特殊，70年代刚刚问世时几乎可以用来容纳任何不属于核心与补足语的成分（Chomsky 1970）。到了近期（Chomsky 1995，1999），Spec的地位才变得明确了，主要在功能性成分的短语中起作用，供相关的短语进入，同实词短语相关的只有内部主语假设，即假设小句主语的最初位置在动词短语的Spec里，后来才一步一步爬升到最终的位置里去。就本书的讨论而言，短语的Spec中出现什么成分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核心X与补足语YP由什么成分充当，以及各个成分的修饰语由什么成分充当。

短语的性质取决于核心成分，或者说中心语决定短语的地位。“看电影”的核心成分是动词“看”，所以是个动词短语。“他的遗产”的核心成分是名词“遗产”，所以是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在农村”的核心词只能是介词“在”，而形容词短语“极其慷慨”的核心词只能是形容词“慷慨”。小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的IP以抽象的I（inflection）为核心，而高层的CP以抽象的C（complementizer）为核心。也就是说，包括小句在内，所有的短语都是向心结构（请参阅第七章的讨论），这正是现代形式句法的基本假设之一。

图四的结构只牵涉到短语内部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占据每个位置的具体成分。只有到了句法过程的一定阶段，具体的词、功能性成分、短语或者空语类才会进入有关位置。除了核心成分以外，各个位置都有可能闲置不用。

由此可见，现代句法理论中的短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传统的说法是“词和词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成为短语。短语又称词组”（钱乃荣主编1995：112，张斌主编2002：351），也就是每个短语至少要包含两个词。现代句法理论却允许短语的核心成分单独出现，这也更符合汉语的事实。例（13）中的“书”虽然只有一个核心成分，但完全具有名词短语的地位，例（14）中的谓语虽然只包括一个核心成分“走”，却完全应该视为动词短语，而例（15）虽然只有一个形容词“漂亮”，但仍然应该视为形容词短语，而且应该进一步赋予其小句的地位。也就是说，例（15）具有完整的小句结构，最上层是小句的CP和IP，中间是形容词短语AP，最下层是核心成分形容词A。





（13）书卖完了。

（14）你们走吧。

（15）漂亮！





核心之外的哪些位置最终由短语或空语类占据，哪些赋闲不用，都取决于进入核心位置的是什么词。不仅如此，哪些成分可以进入这些位置，哪些不行，也同样受制于核心成分。用现代句法的术语来说，就是核心成分对短语里的其他成分具有选择性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所谓的选择性限制其实就是广义的搭配关系要求，在不同的层次上都会体现出来。不但核心词对其所属成分有选择性限制，而且各种短语对于从属成分也具有选择性限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正常情况下名词短语的修饰语不会是副词短语，表面上能够接受副词短语修饰的名词短语通常都有另外的句法地位（张谊生2000）；而且汉语名词短语的修饰语也不会是介词短语，介词短语只能作为“的”字短语的一部分来修饰名词短语
④

 （陈昌来2002）。在高一点的小句层次上，某一特定的动词短语只能与某一类特定的名词短语相配合成句，换了一类就可能会行不通。如动词短语“吃饭”要求带表示人类的名词短语做主语，说“石头吃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就行不通。

选择性限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观察，偏正结构中的修饰成分同样对中心语有着严格的搭配要求。副词短语只能修饰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和某些副词短语，介词短语只能修饰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选择性限制是双向的。

这种选择性限制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文献中关于词类同句法功能关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描述各种实词的选择性限制，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可供实际使用的操作系统，判定兼类词最终进入的是哪一种句法结构，从而解决灰色地带的问题；这种操作系统还可以用来判断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在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句法地位，以及体词性谓语的句法地位，判定这种成分是名词短语、动词短语还是形容词短语。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之一是设立初始概念（primitives）。语言研究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朱德熙先生（1984a）就曾经指出，有些人给定语下定义为修饰名词的成分，然后又以受定语修饰为标准来认定名词的地位，由此而得到的论证结果自然就靠不住。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简单易行的办法之一是设立可以独立存在的初始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其他的概念来，再进一步建立完整的体系。初始概念往往是不加论证而直接认定有效的、公理性的东西，因此挑选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力争在公认的事实基础之上设立初始概念。

从以往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名词、动词等实词的基本句法功能与常见的分布情况其实十分清楚，有争议的多半是那些比较特殊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用法（朱德熙等1961，朱德熙1984a，胡裕树、范晓1994，王珏2001，郭锐2002，刘顺2003）。避开容易引起争议的、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不谈，在各类实词中总能找到一些公认的基本词汇，即所谓的“原型词汇”（prototype words）（Hopper & Thompson 1985，Taylor 1995，袁毓林1995a），并且可以从这些词汇中归纳出该词类的基本功能与分布。

例如描述具体事物的词大家都承认是名词，表示实际动作的则都可以接受为动词。以这些名符其实的名词与动词为基础，就可以确定一部分只能同名词性成分搭配的成分和一些只能和动词性成分搭配的成分。从现代句法分析的角度来描述的话，就是某些结构的特定位置只允许名词性成分进入，而另一些位置则只允许动词性成分进入。比方说“个、种、块、张”这些量词只能说明事物的数量，通常称之为名量词（张静1987，何杰2000）；而“次、遍、回”等量词只能说明动作的数量，一般叫做动量词（邵敬敏1996a，何杰2000）。动量词结构很少与名词性成分搭配，而是通常出现在动词的后面，充当所谓的动量补语（刘月华等2001）
⑤

 ；而数词＋名量词组合总是同名词性成分搭配。

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量词可以作为核心而拥有自己的短语ClP
⑥

 ，量词短语ClP是数词的补足语，而量词的补足语是名词性短语（Abney 1987，Gao & Sampson 1994，Li 1998，Wu 2004）。如果将范围再收窄一点，只讨论以名量词为核心的短语，这种严格的选择性限制就可以用作鉴定词类的手段。也就是说，能够在名量词短语里充当补足语的，就一定是名词性成分。

在形容词、副词这一大类里，也能找到一些只说明事物特征的成分，如“很多、不少、许多、好些”等等（朱德熙1984a）；还有一些只能说明动作特性的成分，如由单音节词素重叠而形成的“快快、早早”之类（张谊生2000，2004；石定栩2001），表示状态的“已经、忽然”之类（朱德熙1961），以及所谓的绝对程度副词（周小兵1995，马真2004）。受前者修饰的就应该是名词性成分，而受后者修饰的则是动词性成分。

确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不会有太大争议的结构位置与修饰语之后，就可以建立比较可靠的选择性限制框架，并以此来判定某一个短语的核心是动词还是名词。比方说名量词的补足语只能是以名词为核心的短语，也只有以名词为核心的短语才会选择“很多、不少”之类的修饰语。这种推理方法实质上是类比，按照典型名词的特点建立一个典型的名词选择性限制框架，能够进入这个框架的就应该是名词。同样地，也可以为典型的动词建立一个选择性框架，能进入此框架的就应该是动词。反过来也一样，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框架，都可以把典型的名词或动词放进去，以此来确定该框架选择名词还是动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同典型词进行类比的方法有点像结构主义用分布来确定词类的方法（Bloomfield 1933，朱德熙1961，袁毓林1989），虽然并非滴水不漏，但却比较可靠而且不牵涉定义上的争论，可以用来鉴定处于灰色地带的词最终进入了什么结构，也可以对动词短语充当主宾语，或者是体词充当谓语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

比如说，“慢慢折磨”中的“慢慢”是重叠式副词短语，只能修饰动词短语（石定栩2001），所以此“折磨”一定是动词短语；这里的“折磨”以光杆形式出现，同时具有核心地位与短语这两种地位，作为动词短语核心的“折磨”就一定是动词。“一种折磨”中的“种”是名量词，其补足语“折磨”就一定是名词短语；这个光杆形式的“折磨”既是名词短语又同时是其核心，就一定是名词。如果认定“折磨”是处于灰色地带的词，或者是狭义的动-名兼类词，那么在“慢慢折磨”中就起了动词的作用，而在“一种折磨”中则充当了名词。如果认定“折磨”表示动作，那么在进入名量词短语框架“一种～”时，“折磨”就是名词短语的核心，即起了名词的作用。

同样地，例（16）里的“争吵”、“决定”以及“批评”等都以光杆形式出现，既具有核心地位也同时具有短语的地位，只要确定了其所在短语的句法性质，也就自然确定了它们所属的词类。按照上面所说的框架，例（16）中A组里的都可以看成动词短语，其核心自然也就是动词；而B组里的都可以当成是名词短语，其核心自然是名词。同样地，例（17）中A组里的都可以看成形容词短语，其核心自然也就是形容词；而B组里的都可以当成是名词短语，其核心自然是名词。





（16）　　　A　　　　　B

　　　　忽然争吵　　一点儿争吵

　　　　已经决定　　那个决定

　　　　悄悄梦想　　这个梦想

　　　　经常讨论　　很多讨论

（17）　　　A　　　　　B

　　　　极其聪明　　此类聪明

　　　　很快乐　　　这快乐

　　　　相当困难　　那些困难

　　　　十分幸福　　这种幸福





例（16）中各个短语的核心都表示动作，应该可以视为动词，而例（17）中各短语的核心都描述事物的性质，可以看作形容词。一般说来，这种动词和形容词的短语应该可以做谓语，而且A组的短语的确也都可以充当谓语。不过，同样是以这些动词和形容词为核心，B组的短语却不能单独充当谓语，所以（18b）与（19b）都不能说。这就进一步证明上面B组里的短语是名词性的。





（18）a．部门经理已经决定了。

b．*部门经理那个决定了。
⑦



（19）a．老师的女儿极其聪明。

b．*老师的女儿这种聪明。





例（18）与（19）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上面的选择性限制框架可以准确地判断一个词最后以什么身份进入句法结构，因而可以用来描述兼类词的句法作用，也可以用来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现象做出判断。前面说过，以动词为核心的短语可以充当主语或宾语，而且这种动词通常并不改变其基本意义。按照以语义划分词类的做法，这些动词仍然保持着原本的词类地位，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一定在发挥动词的句法作用。使用这种选择性限制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加以判断。

注释


①
 　这里的英语例句都选自Biber et al.（1999）．


②
 　当然，这样一来词的类别就会增加，理论上并不可取。


③
 　有人将complement译为“补语”，而complement同汉语语法中的“补语”概念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这里采用吕叔湘先生的做法，将其译为“补足语”。


④
 　唯一的例外是“在位君主”，“对敌策略”等复合词。不过，由单音节介词和单音节名词性成分为宾语的介-宾结构可以视为复合词，而非介词短语，所以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⑤
 　动量补语是指“老师傅把头轻轻点了一下”里的“一下”。这类成分如何分析有争论（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92，石定栩2006a），但对这里的讨论没有影响。


⑥
 　也有叫KP的，大概是要避免同表示小句的CP相似，以防止混乱。


⑦
 　按照现代语言学文献的惯例，在正常情况下不能接受的例子用星号“*”来表示。


第二章　动词的名词化与动词短语的名物化

2.0　背　景

动词和动词短语在一定条件下发挥相当于名词及其短语的作用，是许多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的现象，汉语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不过，在以形态变化来标记句法地位的语言中，包括形态系统发达的俄语和形态不甚发达的英语，动词的不同句法地位可以由相应的形态变化显示，而汉语的显性形态标记极少，动词短语在充当主语、宾语以及介词宾语时并不一定有可见的形态变化，其句法地位就成了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这种现象曾经被归纳为动词的名词化或名物化（黎锦熙1924，中学汉语编辑室1956，高名凯1960，史振晔1960），即动词在充当主语或宾语时，其句法地位或者说词性发生了转化。但60年代以来的主流看法却与此相反，认为动词不改变词性就可以自由充当主语或宾语，或者说动词的功能之一就是充当主宾语（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朱德熙1984a，齐沪扬2000，郭锐2002）。在此基础上还将实词划分为两大类，不能充当谓语的是体词，可以充当谓语的是谓词（朱德熙1982b，1984a）。体词包括名词、方位词、时间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以及一部分代词；谓词包括动词、普通形容词和一部分数量词。

大部分的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将充当主语或宾语当成一种内部统一的句法功能，或者将做主宾语的所有动词都视为名词，都经过了名词化或名物化；或者把它们一概归入动词范畴，完全否认动词的句法地位会因此发生变化。

本章借鉴现代句法理论的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一现象。不但考察动词和动词短语的结构位置，而且考察它们的句法特性，以句法表现作为判断的主要根据，也就是将动词的词类地位和句法地位分开讨论，并且从词和短语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以寻求描述动词及相关短语句法特性的最佳方法，并且据此对有关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2.1　动词的名词化

第一章里说过，词类划分的标准应该是语义，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找出一些原型词汇，以它们的句法表现作为基础，建立一些数量不多而又不会有太大争议的选择性限制框架，并以此来判定某一个短语的核心是什么词类。这是现代句法研究中常用的手段，也是本节讨论某些动词句法地位的出发点。

2.1.1　准谓宾和动词的名词化

一般都认为，以动词为核心的短语在充当宾语时可以有两种形式，像例（1）那样的通常称为谓词性宾语或谓宾，即充当宾语的动词短语保持了原有的形式与特性。像例（2）那样的通常称为准谓宾，即充当宾语的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词短语，而是核心动词兼有名词特性的特殊短语（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朱德熙1982b，1984a）。





（1）她很喜欢在课堂上说话。

（2）他们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





文献中所说的准谓宾范围非常狭窄，能够带准谓宾的只限于通用动词“有”、“加以”或“进行”等等，充当宾语的是一类特殊的谓词。整个动宾短语表示一个实实在在的动作，而动作的受事多半以介词宾语的形式出现，就像例（2）那样。

由于不承认动词可以转化为名词，所以准谓宾的核心词通常称为名形词或者名动词（朱德熙1982b，1984a），即兼有名词特性的形容词或动词。名动词的特点包括可以修饰名词，可以受光杆名词修饰，以及可以做“有”的宾语。将这类词归纳为名动词或名形词的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是能够充当准谓宾的谓词性短语数量不多，其核心词属于一个可以一一列举的封闭系统，所以不必专门设立名词化这样一种特殊的句法过程；二是名动词的名词形式与动词形式的词汇意义相同，因而不同于文献中所说的名动兼类词，如“锁”、“包”之类（朱德熙1982b）。

这样的分析对于狭义的准谓宾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问题在于谓词和谓词短语充当宾语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只要将讨论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会遇到许多困难。比如说例（3）和例（4）中宾语的核心词显然都表示动作，而且通常都会带着宾语充当谓语，所以应该是及物的二价动词；而例（5）和例（6）中宾语的核心词虽然也表示动作，但通常不带宾语，属于不及物的一价动词。不过，“销毁”、“冲击”、“缓和”和“流失”在这里都受“的”字结构的修饰，整个宾语应该是体词结构（朱德熙1982b，王珏2001，刘顺2003），那么作为其中心语的“销毁”、“冲击”、“缓和”和“流失”是名词、动词、兼类词还是名动词呢？





（3）食物环境卫生署统筹患病鸡鸭的销毁。

（4）警方全力堵截示威韩国农民对世贸会议的多次冲击。

（5）政府的让步终于带来了局势的缓和。

（6）国企改革必须防止国有资产的这种实质性流失。





“销毁”、“冲击”、“缓和”和“流失”虽然是宾语的核心成分，而且受“的”字结构修饰，但仍然表示动作，词汇意义与充当谓语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些词仍然保留了动作意义，因而与“锁”、“包”、“坑”之类不同，不能从意义上划分出名词和动词两个类别来，也就不应该视为兼类词。

另一方面，这些词可以用来修饰名词，如“销毁行动”、“冲击波”、“缓和过程”与“流失趋势”之类，也可以接受某些光杆名词的修饰，如“人道销毁”、“正面冲击”、“部分缓和”与“水土流失”之类。这些都是一般名词的特点，而可以受“的”字结构的修饰，是名词短语的特性，所以“把握”、“冲击”、“缓和”和“流失”在这里的句法地位应该不是动词，而是既有名词的地位，又有名词短语的句法特性，也就是起了名词性成分的作用（朱德熙1982b，1984a）。

从句法理论的角度来说，动词在某些句子里表现出名词的一般特性，而且名词形式和动词形式的基本意义相同，可以有两种解释方法。一是将其视为名动词，以准谓宾的特殊句法地位来解释上述特性。不过，这样做会碰到一些不好解决的困难。文献中所说的名动词数量很少，形成一个不能扩大的封闭系统，而“销毁”、“冲击”、“缓和”和“流失”等并不在该系统之内；例（3）、（4）、（5）和例（6）的主要动词与“进行”、“加以”、“有”之类的动词不同，并非表示抽象活动的通用动词，而是表示具体动作的实义动词，所以这些句子不在朱先生所说的准谓宾结构范围之内。事实上，大部分的双音节动词都能出现在类似（3）、（4）、（5）、（6）的结构里，如果把这么一大批动词都归纳为名动词，就会违反设立这个概念的初衷，在方法论上不可取。

还有一种解释方法是说这些词虽然保留了动作义，因此是词类意义上的动词，但在句法上起了名词的作用，所以已经名词化了（nominalize）。特别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名词化是以动词在句子里的句法表现为依据的，而且只涉及一部分充当宾语或主语的动词，不像早期的名词化理论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充当主语、宾语的动词性成分都归入名词化的范畴（黎锦熙1924，中学汉语编辑室1956，史振晔1960）。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名词化不牵涉到形态标记，不涉及进入狭义“的”字结构的动词性成分（朱德熙1983）；也不牵涉到动词性成分与名词性成分同音同形的情况（姚振武1996），即不涉及名动兼类或名形兼类的情况。

引入严格意义上的名词化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动词性成分在句子中的作用，特别是谓宾结构的分布。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刘月华等2001，王冬梅2003，高顺全2004），以及物动词为核心的结构在充当宾语时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受事成分在动词后面的动-受式，另一种是受事成分在动词之前的受-动式。这两种形式有时候会呈互补分布，到底用哪一种形式取决于谓语的主要动词。比如例（7）和例（8）的宾语只能是动-受式，而例（9）和例（10）的宾语只能是受-动式，换一种形式就会破坏句子的可接受性。





（7）a．市政府打算处理这里的污水。

b．*市政府打算这里的污水处理。

（8）a．新来的工人想修理设备。

b．*新来的工人想设备修理。

（9）a．市长非常熟悉污水处理。

b．*市长非常熟悉处理污水。

（10）a．新来的工人不懂设备修理

b．*新来的工人不懂修理设备。





这两种宾语在相关句子中的句法特性也有很大差别。同它们有句法关系的成分基本上呈互补分布，修饰成分更是如此。从例（11）中各句的对比可以直接看到，介词短语和重叠式的形容词在这类句子中可以直接修饰动-受式，而不能直接修饰受-动式。另一方面，从例（12）可以看到，这类句子中的受-动式可以受“的”字结构的修饰，而动-受式则不能。例（13）中各句则告诉我们，受-动式前面可以出现的数量成分或指示成分，不能出现在动-受式的前面。





（11）a．市政府打算在山下处理这里的污水。

b．市政府打算慢慢处理这里的污水。

c．*市长非常熟悉在山下污水处理。

d．*市长非常熟悉慢慢污水处理。

（12）a．市长非常关心我们的污水处理。

b．新来的工人不懂由电脑控制的设备修理。

c．*市政府打算我们的处理这里的污水。

d．*新来的工人想由电脑控制的修理设备。

（13）a．市长非常关心明天的两次污水处理。

b．新来的工人不懂这种设备修理。

c．*市政府打算明天的两次处理这里的污水。

d．*新来的工人想这种修理设备。





汉语的介词短语可以直接修饰动词短语，充当地点状语、工具状语及方式状语等。但介词短语一般不能直接修饰名词性短语
①

 ，一定要让介词短语充当定语的话，就要像例（14）那样将介词短语放到“的”字结构中去（张谊生2000，陈昌来2002）。





（14）我们向来重视与中东各国的友好关系。





重叠式形容词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表面上看，重叠式形容词可以作定语也可以作状语。不过，在修饰动词时，重叠式形容词可以带“地”，也可以不带“地”而以光杆形式修饰动词；在修饰名词性成分时候，重叠式形容词多半必须以“的”字结构的形式出现，能够直接修饰名词的只限于一些表示感情色彩的“小小发明家”之类，以及由此而固定下来的“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等（朱德熙1982b，王国璋等1996，石定栩2000b，李珊2003）。

就受介词短语和重叠式形容词修饰的情况而言，这类句子中的动-受式谓宾显然保留了动词短语的特点，而受-动式则失去了动词短语的特点，表现得非常像名词性成分了。

在接受“的”字结构修饰时，这类句子中的谓宾也有不同的表现，即受-动式可以受“的”字结构修饰，但动-受式则不能。当然，这里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的”字结构，而不是兼容“的”、“地”的那个“de”字结构（朱德熙1961，1966，1984a）。既能带“的”又能带“地”的修饰语通常都是双音节形容词，如“严格de”之类。也只有带这类修饰语的谓词结构，如“严格de规定”之类，才会产生歧义，既可能是状-中结构，也可能是定-中结构。而由名词性成分或主谓结构形成的“de”字结构，则只能充当定语修饰名词性成分。比如例（15）中的“今天de”，就只能像（15a）那样修饰名词性成分，而不能像（15b）那样修饰动词性成分。实在要让“今天”充当状语的话，就只能像（15c）那样用光杆形式。





（15）a．我买了一份今天de报纸。

b．*厂长今天de去北京。

c．厂长今天去北京。





例（12）中所用到的“的”字结构，一个由代词“我们”形成，表示领属，另一个则由主谓结构形成，两个都不可能理解为充当状语的“地”字结构。也就是说，例（12）中的“的”字结构只可能是定语，能受其修饰的受-动式谓宾只可能是名词性成分，而不能受其修饰的动-受式应该还是动词性成分。

数量成分同相关成分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描述方式。传统语法将量词分为动量词和名量词两种，认为数词与名量词组合的主要功能是修饰名词性成分（朱德熙1982b，方绪军2000）；而当代的形式句法则将数词和名量词分别视为核心成分，数词以量词短语为补足语，而量词以名词性成分为补足语（Tang 1990，Gao & Sampson 1994，Li 1998，Wu 2004）。尽管描述手段不同，基本精神却都是一致的，都主张数词与名量词组合的后续成分必须是名词性的。数词与动量词的组合通常与动词共同起作用，但其位置一定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次数（方绪军2000，刘月华等2001，石定栩2006a）
②

 。

指示代词与名量词所形成的组合，其功能和数词与名量词的组合相似，如果有后续成分的话，该后续成分一定是名词性的（方绪军2000，刘月华等2001，王珏2001）。因此例（13）中（a）、（b）两句的谓宾是名词性的，而（c）、（d）两句的谓宾则仍然是动词性的。

就这类句子而言，将动-受式谓宾和受-动式谓宾归纳为同一种结构显然不合理。就句法特性而言，前者与动词短语相同，而后者与名词性短语相同。最合理的描述方法是将动-受式谓宾仍然视为动词短语，而将受-动式视为名词性短语。

必须要指出的是，句子中谓宾的句法地位与主要动词有关。“懂”、“熟悉”等动词主要带名词性宾语（孟琮等1999），如果其宾语的核心是谓词，就应该是名词化了的，类似的动词还有“检查”、“发展”等。而“打算”、“想”等动词则不能带名词性宾语
③

 ，只能带动词性宾语，而且正如例（7）、（8）、（11）所示，它们的谓宾丝毫没有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特性，而是保留了动词短语的特性，也就是没有成为名词性成分。类似的动词还有“希望”、“要”等。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能够带谓宾的动词中，只能带名词化宾语的或者只能带动词性宾语的不算太多，大多数动词都像例（16）中的“学习”、“喜欢”那样，可以带两种宾语中的任意一种。





（16）a．老工人也会学习／喜欢操作电脑。

b．老工人也会学习／喜欢电脑操作。





2.1.2　名-动复合词与动词的名词化

不过，将这种受-动式谓宾视为名词性成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作为动词短语，动-受式谓宾的核心词理所当然地是动词。但作为名词性短语，受-动式谓宾中核心词的地位却还有探讨的余地。上面说过，这些受-动结构的核心词本质上是动词，没有理由将它们归入名词或者将它们视为兼类词。既然如此，那就剩下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该动词的句法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通过某种句法过程取得了名词的地位，此过程可以称为名词化；另一种是该动词的地位没有变，但整个短语的句法地位却被某种句法过程改变了，使之成为名词性短语，这后一种过程可以借用另一个50年代用过的概念，称之为名物化。

受-动式谓宾的变化属于哪一种过程，取决于其核心成分在句子里的地位，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句法特性的测试加以判定。例（9）和例（10）中a、b两句的可接受性完全相反，由此可知在这类句子中受-动式谓宾和动-受式谓宾形成对立，也就是说，受-动式谓宾中的宾语已经无法再出现在动词后面了。在一般的汉语句子里，无标记的受事宾语通常出现在及物动词后面
④

 ，如果受事成分是定指的，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现在句子谓语的前面，成为话题或者焦点（石定栩1998；徐烈炯、刘丹青1998，2003；Shi 2000；陈昌来2000，2002；许余龙2004），而不定指的受事一般不能出现在谓语前面（张云秋2004）。例（9）和例（10）中的情况正好相反，表示受事的名词性成分是不定指的，甚至是泛指或无指的，而且只能出现在及物动词前面，而不能出现在后面，所以这种受-动结构应该没有谓语的地位，不是动词短语，而是一种名-动复合词。





（9）a．市长非常熟悉污水处理。

b．*市长非常熟悉处理污水。

（10）a．新来的工人不懂设备修理

b．*新来的工人不懂修理设备。





这种名-动复合词数量极大，而且几乎可以随意创造，其中由双音节名词和双音节动词组成的为大多数，单音节名词和单音节动词构成的则较少，下面分别举出一些常见的例子。





（17）成果验收　手机制造　旧房拆除　街道改造　人才培养　道路拓宽

病鸡扑杀　伤员救治　犯人收容　证据搜集　药材粉碎　废物处理

金属切削　大梁锻造　新生教育　种族歧视　财富积累　尸体掩埋

伤口清洗　材料筛选　原棉加工　生丝洗涤　人群控制　矿砂精选

水源污染　干部考察　生猪屠宰　皮革剪裁　质量监督　疑犯追捕

案件侦破　血型鉴定　疫苗注射　效益审计　房屋装修

（18）机修　药检　边防　政改　疾控　房管　军售　军购　银监　城建

车检　环评





作为复合词，这种名-动结构在句法上的作用相当于光杆词，整体句法表现基本上取决于其词性，因此可以从句法表现中找到线索，判定其句法地位。比如说，从下面几个例子里（a）句和（b）句的对立中可以看到，动态助词“着”、“了”、“过”不能够附着在这种名-动复合词上，而相应的动词却不受这种限制，所以这种名-动复合词的句法特性显然与一般的动词不同。





（19）a．检查团已经验收了成果。

b．*检查团已经成果验收了。

（20）a．医生曾经清洗过伤口。

b．*医生曾经伤口清洗过。

（21）a．造纸厂的废水污染着水源。

b．*造纸厂的废水水源污染着。





与此相仿的是，一般的光杆动词在句子里可以直接跟在情态动词后面，就像（22a）和（23a）那样，而这种名-动复合词却没有这种能力，所以（22b）和（23b）都是不能说的。（22a）和（23a）里的动词当然同时具有动词短语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这里的论证，因为作为光杆词，名-动复合词在这里同样应该具有短语的地位。





（22）a．废旧塑料也可以加工。

b．*该装置可以废旧塑料加工。

（23）a．材料在加工前同样必须筛选。

b．*加工前同样必须材料筛选。





光杆动词在句子里是可以像（24a）和（25a）那样被否定的，而这种名-动复合词本身却不能被否定，所以（24b）、（24c）和（25b）都是不能说的。





（24）a．我们没有开展新生教育。

b．*我们没有新生教育。
⑤



c．*我们不新生教育。

（25）a．非疫区不实行病鸡扑杀。

b．*非疫区不病鸡扑杀。





上一节讨论例（11）时已经说过，这种名-动复合词不能为状语所修饰，而一般的动词在例（26）和例（27）中那样的句子中单独出现，从而具有动词短语的地位时，是可以受状语修饰的。





（11）c．*市长非常熟悉在山下污水处理。

d．*市长非常熟悉慢慢污水处理。

（26）这件事情以后慢慢处理。

（27）这种事情只能在校内处理。





显而易见，这种名-动复合词尽管有着光杆词的地位，却不能带动态助词“着”、“了”、“过”，不能充当情态动词的补足语，不能被否定，也不能被状语修饰，因此与动词单独出现时的一般性质不同，也就不应该视为动词。另一方面，这种名-动复合词具有名词性成分的特点，在句法上应该是名词。对此最直接也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是，这种名-动复合词的核心虽然在意义上是动词，但在句法上已经名词化了，成为句法功能上的名词了。

2.1.3　名词化名-动复合词的特点

这种名-动复合词的核心成分具有双重地位，即语义上是动词而句法上是名词。核心前的名词在语义上是动词的受事，但句法上则应该是名词的修饰成分，相当于定语。既然如此，充当修饰语的名词就不应该只限于受事，与动词相关的各种名词性成分，特别是动词的论元以及比较重要的附加成分，都应该可以成为名-动复合词的修饰部分。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28）行政干预　客户监督　学生出走　候鸟迁徙　物种灭绝　生物进化

（29）数码控制　高空飞行　轨道运行　蒸汽熨烫　电脑喷绘　年终盘点





例（28）的名-动复合词中，动词有二价的也有一价的，而动词前的名词都是施事。例（29）中的动词同样包括二价和一价的，只不过动词前的名词并非论元，而是表示方式、地点、工具和时间的附加成分，也就是相当于状语的修饰语。

例（28）中的名-动结构由双音节的名词和双音节动词构成，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施-动关系，可以理解为主-谓关系。这类名-动复合词往往因此会有歧义，既可以理解为表示动作的名-动复合词，又可以理解为表示事件的小句。例（29）中的名-动结构同样有可能产生歧义，因为有一些结构具有双重身份，既可能是光杆的名-动复合词，也可能是受名词短语修饰的动词短语。不过，在短语或者小句的层次上，方式状语、地点状语和工具状语通常以介词短语的形式出现；而在复合词的层次上，表示方式、地点以及工具的修饰语可以是光杆名词。正因为如此，（30a）和（31a）那样以介词短语为状语的句子可以说，而（30b）和（31b）那种用名-动复合词作谓语的句子是不能说的。这种对立也正好说明这种名-动复合词在句法上是名词性的，一般情况下不能作谓语。





（30）a．这种飞机从来没有在高空飞行过。

b．*这种飞机从来没有高空飞行过。

（31）a．有洞的衬衫肯定用蒸汽熨烫过了。

b．*有洞的衬衫肯定蒸汽熨烫过了。





此类名-动复合词还有用两个单音节成分构成的。例（32）中的名词性成分是表示施事的修饰语，例（33）里的名词性成分是表示时间的，例（34）中的名词性成分是工具，例（35）中的是地点，而例（36）中的是原因或方式。这里的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都有可能是黏着语素，如“民”、“砂”、“化”、“盆”，以及“营”、“检”、“解”、“亡”之类，由黏着语素组成的结构不可能是短语，只可能是复合词（石定栩2002a），或者用陆俭明（1988）的话来说，是按照文言文的句法规则构成的复合词。





（32）民办　省辖　海啸　雪崩　地裂　脑残　心跳　肝肿　脸红

（33）夜盲　冬闲　春耕　夏种　秋收　日托　月入　年检　春运

（34）砂洗　蜡染　电击　油压　化疗　盐腌　兵谏　电解　法治

（35）窑变　海葬　野战　家生　圈养　笼养　盆栽　罐装　棚栽

（36）伤退　病休　情殇　血晕　仇杀　烟醉　脑瘫　理疗　海选





由两个单音节成分组成的名-动复合词都表示动作，从语义上说都是动词，而且大多数类似的名-动复合词也的确是动词，可以像下面几例那样直接充当谓语的核心成分。





（37）小张这几天老头疼。

（38）这只棕熊已经冬眠了好几个月了。

（39）凶手早就被枪毙了。

（40）邻居的孩子不幸在伊拉克阵亡。





不过，这种名-动复合词中也有一些不能直接充当谓语的，例（32）到（36）中所列举的那些就是如此。例（41）到例（45）中（a）句和（b）句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种名-动复合词是否直接充当谓语。





（41）a．*世界经济制度质变了。

b．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质变。

（42）a．*乡亲们紧张地春耕。

b．乡亲们紧张地进行春耕。

（43）a．*工人们正在盐腌萝卜。

b．工人们正在用盐腌萝卜。

（44）a．*这支部队特别野战。

b．这支部队特别擅长野战。

（45）a．*部落之间常常为了争夺地盘仇杀。

b．部落之间常常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仇杀。





不能直接充当谓语的名-动复合词，却可以充当句子的其他成分，如在例（45b）中充当宾语，例（46）中充当主语，在例（47）中充当定语，或者像例（48）那样作为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受“的”字结构的修饰。这些都是名词的常见功能，所以说这种名-动复合词可以发挥名词的作用。





（46）窑变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种复杂过程。

（47）圈养熊猫的成活率正在逐年提高。

（48）由张、杨两位将军发动的这场兵谏成了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事实上，除了名词性成分表示受事的，以及名词性成分表示方式、地点、工具的名-动复合词以外，一般的动词在进入句法过程，构成名-动复合词时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以动词的身份发挥作用，二是先经过名词化，作为名词和另外一个名词构成复合词。至于到底选用哪一种方式，则取决于说话人的意愿了。

2.2　动词短语的名物化

有些表示意向的动词，如“反对”、“支持”、“考虑”、“赞成”之类，可以像例（49）那样带有三种形式的谓宾
⑥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49c）为代表的复杂结构。





（49）a．我赞成不见记者

b．我赞成她不见记者。

c．我赞成她的不见记者
⑦

 。





例（49c）中的宾语是个广义“的”字结构，是公认的名词性成分。传统的做法是将“的”字结构的前半部分分析为定语，后半部分分析为被修饰的名词性中心语（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王珏2001，周国光2005），所以整个“的”字结构的句法性质应该取决于后半部分。而近年来生成语法引进了功能性成分的概念，有人就将“的”也视为功能性成分，以“的”为核心形成“的”短语。具体做法上有一些不同，早期沿用英语关系从句的分析方法，以“的”为上层小句CP的核心C，CP直接修饰后面的名词性短语；近期有不少人借用Kayne（1994）的做法，主张“的”相当于限定词（D），以上层小句CP为补足语。在句法过程中多次进行移动和爬升，最后形成“的”字结构的常见形式（Wu 2000，2004；Chen 2005；熊仲儒2005）。

无论采用哪一种分析方式，“的”后部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名词性的。也就是说，既然（49c）的整个宾语是名词性结构，其中的主要部分“见记者”就应该是名词性的
⑧

 ，尽管“见”表示动作，是个公认的及物动词（孟琮等1999）。

就整体句法性质而言，这里的“见记者”也的确有点不像动词短语。除了可以像（49c）那样作为“的”字结构的一部分之外，“见记者”还可以像例（50）中那样作为指示代词与量词组合的后续成分，或者用生成语法的术语来说，充当量词的补足语，这些显然都是名词性短语的特性（Tang 1990，齐沪扬2000，王珏2001，Wu 2004）。





（50）我赞成她的这种不见记者。





另一方面，例（49c）中的“见记者”是典型的动-受结构，而且在类似的结构中动词的受事可以像例（51）那样是个人名，像例（52）那样是个代词，也可以像例（53）那样是个受“的”字结构修饰的复杂名词短语。人名和代词在现代句法中都归入限定词短语（Gao & Sampson 1994；Wu 2000，2004），受“的”字结构修饰的一定是名词短语（石定栩2002a）。既然是名词性短语，这种受事成分就必然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宾语地位，整个动-受结构也就应该是动词短语。





（51）我赞成她的不见肖玉兆。

（52）我赞成她的不见你。

（53）我赞成她的不见任何未经审查的记者。





通过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就其本身的句法特性而言，这里的“见记者”、“见肖玉兆”的确很像动词短语。“见记者”不但像（49c）那样可以受到否定副词短语的修饰，而且可以像（54）那样受介词短语的直接修饰，像例（55）那样直接受重叠式形容词的修饰。这些都是动词短语的典型句法特性。





（54）我赞成她的不在办公室见记者。

（55）我赞成她的在办公室悄悄见记者。





更重要的是，例（56）和例（57）里的句子都不能说，意味着其中的受事不能出现在动词前面，即使受事是定指的也不行。从上一节关于名-动复合词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如果动词已经名词化了，其受事就必须出现在动词前面，成为修饰语。很显然，这种动-受结构的核心似乎还保留了动词的特性，没有成为名词。





（56）a．*我赞成她的记者不见。

b．*我赞成她的不记者见。

（57）a．*我赞成她的肖玉兆不见。

b．*我赞成她的不肖玉兆见





由此可见，（49c）的“不见记者”、（51）的“不见肖玉兆”和（52）的“不见你”同时具有两类相互矛盾的句法特性，简单地将其归入名词性短语或动词短语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不过，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见记者”等结构的表现其实是内外有别，在同外部成分发生联系时表现得像名词短语，但其内部句法性质仍然保持了动词短语的特点。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在人类语言中并不少见，用比较形象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动词短语有了一个名词性短语的外壳。

上面说过，有两种可能的途径让动词成为名词性短语的核心词。一是该动词的句法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通过某种句法过程取得了名词的地位，也就是名词化了；二是该动词的地位没有变，但某种句法过程改变了整个短语的句法地位，使之成为名词性短语了，这种过程称为名物化。从这个角度来描述的话，可以认为（49c）中的“见记者”本质上是动词短语，其内部仍然保持了动词短语的特性，但经过某种句法过程取得了一个名词性短语的外壳，也就是名物化了，所以其外部句法特征相当于名词性短语。

名物化假设为（49c）中宾语的双重特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也还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49c）与（49b）之间的关系。这两句话的真值相近，表面形式上的差别只在于（49c）多了一个“的”字，因此有不少分析将两者视为相关结构，最典型的便是通过名物变换将（49b）变换为（49c）（胡裕树、范晓1994，范晓2005）
⑨

 。





（49）b．我赞成她不见记者。

c．我赞成她的不见记者





简单地说，名物变换就是在动词性成分中间插入“的”，从而将动词性成分变换为名词性成分。胡裕树、范晓两位先生说的动词性成分，还包括像（49b）的宾语那样的小句，所以可以通过变换将此动词性宾语变成名词性宾语。

就（49c）与（49b）两句的宾语而言，名物变换为它们建立了一种可能的句法关系，也为两者的相似之处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方法，但只要将考察范围稍微扩大一些，就会碰到很多问题。一般说来，每个句法过程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只要找到了符合要求的结构，就可以通过该过程取得应有的结果。有时候某些句法过程的应用会受到一些限制，但可以通过各种测试将这些限制条件一一找出来。在讨论如何通过名物变换将小句变成“的”字结构时，通常都只是说明变换的基本手段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一个“的”字，插入之后得到的结构可以维持小句的原意，也就是没有限制条件，只要是小句就可以进行名物变换。可是，主谓之间可以允许插入“的”的小句并不太多，只要小句的结构稍微复杂一些，比如像例（58）那样的主题句，像例（59）那样在句首有个介词短语状语，或者像例（60）那样有个句首时间状语，就不可能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的”字了。





（58）a．这位记者她见过了。

b．*这位记者她的见过了。

（59）a．在办公室她不见记者。

b．*在办公室她的不见记者。

（60）a．昨天她没有见记者。

b．*昨天她的没有见记者。





另一方面，在考察句法过程或句法规则时，不但要考虑针对输入结构的适用性，而且还要考虑针对产出结构的溯源性。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某个句法规则，一种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结构甲变成结构乙，那么就应该可以依此类推，将所有与甲相同的结构都变成与乙相同的结构；反过来也一样，所有与乙相同的结构都应该有一个与甲相同的对应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该过程建立起来
⑩

 。也就是说，如果（49c）那个“的”字结构的确同（49b）中的宾语小句相关，可以通过名物变换来建立这种关系，那么只要“的”字结构的后半部分是动词短语，就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小句，把“的”去掉就可以得到这个小句。可是，能找到相应小句的这种“的”字结构很少，如果“的”字前面的成分不表示领属关系，而是像（61a）那样是个定语小句，或者像（62a）那样是个形容词定语，那么相应的小句（61b）和（62b）就无法成立。也就是说，这些“的”字结构并没有相应的小句作为变换的输入结构。如果坚持以名物化来描述这种“的”字结构与小句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61）a．我支持李工所主张的在河底开挖隧道。

b．*我支持李工所主张在河底开挖隧道。

（62）a．我不支持这种劳民伤财的挨家挨户拜票。

b．*我不支持这种劳民伤财挨家挨户拜票





总而言之，并非所有的小句都可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的”，而后半部分为动词短语的“的”字结构当中，也不是个个都能找到相应的小句作为原始结构。硬要用名物变换来归纳这两者的关系的话，就只能管住一小部分特例，而无法解释大多数“的”字结构和小句之间的关系，有点得不偿失。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些现象，将这两种结构分开处理，假设两者之间没有句法上的源流关系，就有可能为相关现象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句法上的联系，就没有必要假设名物化可以改变小句的结构，也就没有必要假设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之间能够插入“的”了。这样一来，例（58）、（59）和（60）中的小句没有相应的“的”字结构也就理所当然了。另一方面，这里所说的名物化过程只牵涉到短语，输入结构是动词短语，产出结构是名词性短语。对于（49c）、（51）、（52）、（53）以及类似的结构来说，名物化过程只涉及“的”后面的那一部分，将其由动词短语变成名词性短语，而“的”前与“的”后两部分的关系只是定语同中心语的关系，只要两者语义上没有冲突，（49c）、（51）和（52），甚至（61a）和（62a）那种“的”字结构就可以成立，而且与相关动词短语在句子里的地位无关。

也正因为名物化过程仅仅牵涉到短语，只是给动词短语或者其他谓词性短语添加了一个名词短语的外壳，所以只要是谓词短语就有可能被名物化，而且经过名物化的谓词短语应当可以像名词短语一样起各种作用。除了像例（50）和例（65）那样作为量词的后续成分之外，还可以像例（63）和（64）那样作为普通“的”字结构的后半部分。名物化了的谓词短语除了可以像例（50）和（63）那样做宾语之外，还可以像例（65）那样做主语，以及像例（64）和（66）那样做介词宾语。





（50）我赞成她的这种不见记者。

（63）他已经看过龙井村的现场炒制茶叶了。

（64）韩国农民对昨天的突然冲击警方防线表示歉意。

（65）上次那种在酒吧里采访到明星是只可遇不可求的偶发事件。

（66）由于学生的连日罢课抗议，校方终于做出了让步。





当然，本文的分析也有不利的一面，既然假设（49b）和（49c）之间没有句法上的联系，两者的相似之处就只能归结为巧合了，本文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及以插入“的”为手段的名物化变换。不过，后者只能管住一小部分特例，却无法解释大多数小句和“的”字结构的句法表现，有弊大于利之嫌。本文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小句和“的”字结构，为它们在这方面的句法特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基本上没有管不住的例外，可以说利大于弊。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取舍，应该是不言自明了。

2.3　一些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例（49a）中动词宾语的句法地位。从表面上看，例（49a）中“赞成”的宾语和例（11a）中“打算”的宾语有着相似的结构，似乎都可以视为动词短语，即一般语法书中所说的谓宾（朱德熙1982b，范晓主编1998），或者动宾（孟琮等1999）。事实上这两种宾语也的确具有一些动词短语的特征，如可以像（67a）和（68a）那样接受介词短语的修饰，像（67b）和（68b）那样由重叠式形容词直接修饰，以及像（49a）和（68c）那样受否定副词的修饰。





（49）a．我赞成不见记者。

（11）a．市政府打算处理这里的污水。

（67）a．我赞成在办公室见记者。

b．我赞成悄悄见记者。

（68）a．市政府打算在山下处理这里的污水。

b．市政府打算慢慢处理这里的污水。

c．市政府打算不处理这里的污水。





不过，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这两种宾语同外部成分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句法特性有很大的差异。（49a）的宾语可以像（69a）和（69b）那样受各种“的”字结构的修饰，也可以像（69c）那样作为指示代词与量词组合的后续成分；而（11a）的宾语则显然不具有这些特性，例（70a）和（70b）告诉我们（11a）的动词宾语不能受“的”字结构的修饰，而（70c）则说明该宾语不能作为指示代词与量词组合的后续成分。





（69）a．我赞成你的不见记者。

b．我赞成你提议的不见记者。

c．我赞成这种不见记者。

（70）a．*市政府打算我们的处理这里的污水。

b．*市政府打算我们提议的处理这里的污水。

c．*市政府打算这种处理这里的污水。





显而易见的是，（49a）里“赞成”的宾语同（49c）里的宾语表现完全相同，即内部具有动词短语的特性，而外部具有名词性短语的特性，两者应该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都是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另一方面，（11a）里“打算”的宾语只有动词短语的特性而没有名词性短语的特性，应该还没有被名物化，仍然是个动词短语。按照现代句法理论的习惯来表述的话，就是“赞成”类动词只能选择小句或者名词性短语作宾语，一旦宾语是个动词短语，就必须先经过名物化过程将其变为名词性的；而“打算”类动词只能选择动词短语作宾语，而且不允许名物化改变其谓宾的句法地位。

如果将考察范围局限于“打算”类动词和“赞成”类动词，只要将谓宾分成动词性和名词性两类也就足够了，可是，如果将“熟悉”类动词也包括进来，这一表述就有不足之处了。从（71a）和（71b）中可以知道，“熟悉”类动词的谓宾可以受各种“的”字结构的修饰，显然与“赞成”类的谓宾相似，具有名词性短语的地位。但是，从（72a）和（72b）中又可以看到，“熟悉”类动词所带的谓宾内部不能有介词短语充当的状语；从（72c）和（72d）中可以看到，这些谓宾中也不能有重叠式形容词充当的状语。“熟悉”类动词所带的谓宾因此与“赞成”类的不同，完全没有动词短语的特征。也就是说，“熟悉”类动词的谓宾是彻头彻尾的名词性短语，其动词性核心词已经名词化了。





（71）a．市长非常熟悉我们的污水处理。

b．新来的工人不熟悉由电脑控制的设备修理。

（72）a．*市长非常熟悉在山下污水处理。

b．*市长非常熟悉污水在山下处理。

c．*市长非常熟悉慢慢污水处理。

d．*市长非常熟悉污水慢慢处理。





考虑到这些因素，比较全面的表述应该是“打算”类动词只能带动词性的宾语，即真正的谓宾；“赞成”类动词可以带小句作宾语，也可以带名词性短语作宾语，如果以动词短语作宾语的话，整个短语就必须经过名物化，使之成为句法意义上的名词性短语；而“熟悉”类动词只能带严格意义上的名词性短语作宾语，如果宾语的核心词原本是动词，就必须先加以名词化，使之取得句法上的名词地位。动词经过名词化以后就成为句法意义上的名词，由这种词构成的短语是彻里彻外的名词短语，其内部结构与动词短语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表述比较准确地描述了汉语的实际，但也带来了一个形式句法理论内部的问题。运用形式句法来分析汉语的文献中，一般都仿照对英语动词不定式的分析，将“打算”类动词的宾语视为一种特殊的小句，其主语为空语类指代成分PRO，谓语为非限定动词短语（Li 1990；Wu 2000，2004；邓思颖2004）。也就是说，“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和“赞成”类动词的小句宾语地位相似，至少都包含了一个下层小句IP。

撇开理论内部的争议以及形式句法的术语不计，这种分析法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认定非限定动词小句。汉语很少使用显性的形态标志，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的区分因此很难用实质性标记来界定（Li 1990）。曾经有人以能带“着、了、过”作为限定动词的特点（Huang 1984），但这种分析方法漏洞很大。比方说，一般都认为“强迫”的宾语是典型的非限定动词短语（Huang 1984，Li 1990），但在例（73）中“强迫”的宾语却带有标记“了”，所以很难以此将限定与非限定的区别解释清楚。





（73）我强迫他剃了光头。





这里的分析不拘泥于理论内部的争论，也不涉及限定小句与非限定小句的区分，而是简单地将“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分析为动词短语，既避开了这一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也更符合汉语的实际，可以提供更为直观的描述。

本节集中讨论了谓词性宾语的句法地位，却没有讨论充当其他成分的谓词短语，比如作为介词宾语的和充当主语的谓词短语。介词谓宾的情况相对单纯一些。从（74a）和（74b）的对比来看，介词谓宾的核心词可以经过名词化变成名词，也可以不经过名词化而保留动词的地位。从（74b）和（74c）及（74d）的对照中可以看出，核心词保留了动词地位的短语可以受“的”字结构的修饰，也可以作为指示代词和量词组合的后续成分，这些都是名词性短语的典型特征，由此可以判定，谓词短语在直接充当介词宾语时已经名物化了。





（74）a．对汽车修理很有兴趣

b．对会见记者很感兴趣

c．对董建华的不见记者很感兴趣

d．对这种会见记者很感兴趣





充当主语的谓词短语情况要复杂一些（范晓1992）。通过例（75）中各句可以看到，充当主语的谓词短语情况各异。短语的核心可以是（75a）那种名词化了的谓词，也可以像（75b）那样仍然保持动词的身份；整个动词短语可以像（75c）那样明确地名物化了，也可以像（75d）那样没有外部标记，至少可以从形式上说保持了动词短语的地位。这些不同的表现显然同谓语的性质有关，或者说与谓语的选择性限制相关。不过，谓语的选择性限制相当复杂，第三章还会涉及，但主要内容就不在本书讨论了。





（75）a．汽车修理很难学。

b．在严寒天气中修理汽车很难。

c．董建华的不见记者在新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d．临时会见记者帮不了什么大忙。

2.4　余　论

在讨论谓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和句法地位时，不但要考虑它们的结构分布，还要进一步考察它们在同一位置上的句法表现；不但要讨论可以合法成立的句子，还要讨论不能合法存在的结构，在对比的基础上确定谓词短语的实际功能。成分分布原本是结构主义常用的分析方法，现代句法分析借用了这一手段，并加以发扬光大，引入了句法表现和对比分析作为辅助手段，因而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语言现象。

现代语言学理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是描述语言现象的工具，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对语言的描述也就越来越准确。理论发展的原则之一是不能用反面例子来推翻理论，只能用更好的理论来取代原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在讨论与谓词特性相关的理论时，必须以能否更好地描述谓词和谓词短语的分布和句法特性作为最重要的标准。

现代句法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词和短语分开处理，以短语入句。短语可以是词与词的组合，其句法地位取决于核心词，短语也可以只由一个核心词构成，其句法地位仍然由核心词决定。句法过程可以作用于核心词，也可以作用于整个短语，这也就是将动词和动词短语分开处理的理论基础。

本书依照现代句法理论的一贯做法，将动词的词类地位和句法地位分开处理。词库中的动词进入句法过程时可以改变地位，成为名词短语的核心成分，也可以仍然作为动词去构成短语。动词短语在句法过程中可以维持原有地位，作为动词短语而充当谓语或者其他成分，也可以在句法过程中改变地位，作为名词短语而充当各种成分。也就是说，动词性成分可以通过名词化或是名物化而改变句法地位以及句法作用。名词化是说短语的核心原本是动词，但在进入句法时变成了句词，该短语也就必然按照名词性短语的结构组成。名物化是说短语的核心在词库里是动词，进入句法后形成的也是动词短语。该短语在后来的句法过程中加上了一个名词性短语的外壳，对外是名词性短语，对内仍然是动词短语。

这种分析思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名词化和名物化的分界，谓语对于宾语以及主语形式的选择等等。有此问题需要从语义和句法角度进一步加以探讨，还有些问题则可以通过现代句法的技术手段加以解决。比如例（76）中各句的谓词性宾语都是“泅渡”，但由于这三个“泅渡”都以光杆形式出现，无法通过第一章所说的那种选择性限制框架来判断其句法地位，无法判定每一个“泅渡”到底是名词化了，名物化了，还是仍然保持了动词的地位。





（76）a．我们不打算泅渡。

b．我不赞成泅渡。

c．我不熟悉泅渡。





不过，如果从动词对于宾语的选择性限制来分析的话，还是可以为例（76）里的动词性宾语确定句法地位的。上面说过，“打算”类动词只能选择真正的动词短语作为宾语，“赞成”类动词可以选择小句或者名词性短语作宾语，而“熟悉”类动词只能选择真正的名词性成分做宾语，所以（76a）的“泅渡”仍然是动词，（76b）里的“泅渡”名物化了，而（76c）里的“泅渡”应该名词化了。不过，这种分析法先要证明动词对于宾语的选择性限制，手续相当繁琐，所以实际的句法分析很少从这种句子着手。

当然，这里的困难也正好说明了论证方法论的重要性。现代句法十分注重以句法表现作为论证的基石，所以通常会选用对比鲜明的句子作为证据，而较少选择例（76）那样表面上缺乏区别特征的句子。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讨论词的句法地位不能脱离实际的句子。说话人为了表达一定的意义，会选择一定的句法形式，也就赋予句中所有的词以一定的句法地位，包括赋予动词以名词的地位，或者赋予动词短语以名词短语的地位，所以要讨论词类与句法功能的关系，必须以词在句子中的实际作用为基础，脱离实际的句子，脱离实际表达的意义，就谈不上词的句法作用。

注释


①
 　有些单音节介词和单音节名词形成的复合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在职职工”、“对外关系”之类。复合词和短语的区别请参阅第六章，复合词的特性不影响这里的论证。


②
 　有时候数词和动量词的组合可以出现在动词前面，如“他三次都来了”，“我几次警告了她们”之类。不过，这种用法的数量组合并不表示次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状语。前一句的意思是，在提及的三次会议或商谈中，“他”都在场；后一句的意思是，在几次“我”和“她们”在一起的场合中，“我”警告了“她们”。这类句子同这里的讨论没有矛盾。


③
 　这里说的是表“希望”、“打算”的那个“想”（孟琮等1999），不牵涉“想”的其他意义和用法。


④
 　这里说的无标记是指受事前没有出现“把”的（张伯江2001），至于“有标记”和“无标记”应该如何理解，请参阅拙作（石定栩2006b）。


⑤
 　这里当然不讨论“有”的实义用法，因为“有新生教育”是可以被否定的。


⑥
 　严格地说，（49b）的宾语是个小句，而并非核心是谓词的短语。这里沿用一般的习惯（朱德熙1982a，1982b），将其归入谓宾一起讨论。


⑦
 　此例句引自胡裕树、范晓（1994）。在“第十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长沙）上有与会者指出这类句子在现代汉语中很少有人说，这大概也是事实。不过，这种句式在“五四”时期却大量出现过，现在也还有人在用，请参阅司富珍（2002，2004）。


⑧
 　也有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作主语、宾语的动词或形容词是能受名词或人称代词的修饰的，这些名词或人称代词不能充当状语，所以修饰动词、形容词时仍是定语（胡裕树主编1979）。不过，这样一来，定语的句法地位就成了问题（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


⑨
 　胡裕树和范晓两位先生文中所用的术语是名物化变换，但名物化在他们文中是指动词结构向“的”字结构的变换，而且这种变换包括小句，比如将“的”字嵌入（49b）的宾语小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就会得到（49c）。这里所关心的是（49c）和（49b）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的”字结构的句法地位（请参阅第七章）。为了避免混淆，这里将胡、范两位先生的术语稍微做了改动，称为“名物变换”。


⑩
 　这里只是说每个结构乙都有一个相应的结构A，可以通过相关的句法过程建立A和B之间的关系；而并没有说任何结构B都只能有一个相应的结构A，因为不同的句法过程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也就是结构B可能有A、C、D等好几个相应的结构，都可以通过各自的相关句法过程建立相应的关系。


第三章　“名词化”、“名物化”与“指称功能”

3.0　“指称”和“陈述”

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句法地位，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50年代关于主语和宾语的讨论中，占上风的是名词化的意见，即这种动词性成分都变成了名词（中国语文杂志社1956）。6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朱德熙等1961）明确提出，动词性成分的功能原本就包括充当主语和宾语，并不需要改变句法地位，现在这一意见已经成为主流。

后来朱先生又进一步将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动词性成分划为两类。简单地说，一类动词性成分以例（1）的“打太极拳”为代表，已经“事物化”了，成了“指称”的对象，可以用“什么”来提问；另一类以例（2）中的“要天天练”为代表，没有“事物化”，仍然是“对于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陈述”，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朱德熙1982b：101）。





（1）打太极拳是最好的运动。

（2）要天天练才学得会。





将充当主语和宾语的动词性成分划成两类，比原来大一统的“名词化”（黎锦熙1924，黎锦熙、刘世儒1960，史振晔1960）理论自然是进了一大步。不过，“指称”和“陈述”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始终不够清晰，理论基础似乎也还有些可商榷之处。用“什么”和“怎么样”来区分“指称”与“陈述”，具体的操作又总是不够顺畅，所以应该有可以改进的余地。

本章从朱先生的两分法出发，讨论“指称”和“陈述”的理论基础及其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并且探讨如何界定动词性主语或宾语的句法地位，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验证方法，以便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动词性主语和宾语的句法地位。

3.1　“指称”和“陈述”的理论基础

早期的“名词化”或“名物化”理论，大多采用单一地位说，而且基于单词直接入句的分析方法，认为凡是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动词都经历了同样的句法过程，都取得了名词的句法地位，或者起着相当于名词的句法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简单明了，可以用同一种办法来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过，简单化也带来了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正如朱德熙等（1961）所指出的那样，动词性成分在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句法性质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都纳入“名词化”过程，必然会以偏概全，把问题的真相掩盖起来。

朱德熙先生（1982b）引进了两分法，将这种动词性成分划为两类，一类已经失去了谓词的特点，另一类则仍然保留了谓词的句法地位。朱先生称前者为谓词的“指称”用法，即“充任主语的谓词性成分本身虽然仍旧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等等，可是跟谓语联系起来看，这些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等已经事物化了，即变成了可以指称的对象”。后者则称为动词的“陈述”用法，即“充任此类主语的谓词性成分不是指称的对象，而是对于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陈述”（朱德熙1982b：101）。

“指称”和“陈述”是作为一组互相对立的概念提出来的，而且据说“是语言中最基本的对立”（郭锐2002：85）。但是，这两个概念却不一定具有理论上的可比性，也就不太能够形成对立（contrast）。“指称”（refer/reference或designate/designation）是语义学中常常用到的概念，说的是名词性成分和所指对象（referent）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名词性成分的外延（extension）。朱德熙（1982b，1983）在阐述“指称”的含义时，也是从语言和外界事物的关系这一语义角度出发的。而“陈述”（predicate/predication）则是句法学的常用概念，说的是两个句法单位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是谓语对主语的陈述，朱德熙（1982b）对“陈述”的最初说明也是基于这一点的。朱德熙（1983）后来进一步用英语的assertion来说明“陈述”的含义。这倒的确是现代语义学中的常用概念，但一般只用来描述话语中命题（proposition）的性质或状态，即通常所说的断言（Lappin 1996）。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前一种理解方法，语义概念和句法概念之间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指称”和“陈述”的对立恐怕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按照后一种理解方法，两个概念一个属于词汇语义，另一个属于话语语义，还是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对立。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将这两个概念从词语本身的固有特性中分割出去，而同语境挂钩，即“词语之为指称的、陈述的，都是使用中的分类，都是‘用于指称’或‘用于陈述’”（朱景松1997：201）。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除了考虑动词性成分在使用中会有两种表现之外，还可以把名词性成分独立充当谓语的情况也包括进去。不过，“用于指称”和“用于陈述”虽然成了语言使用中的概念，但它们之间的对立只是派生的，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指称”和“陈述”之间的对立。只要这两个原始概念无法形成对立，派生的“用于指称”和“用于陈述”也还是缺乏可比性。

郭锐（2002）的解决办法正好相反，是将这两个概念都归纳为词语本身固有的特性，作为表述功能的具体表现。表述功能被界定为词语表达语义的模式，因而与句法功能不同，“句法成分是从直接成分间的关系出发的，而表述功能是就词语本身的性质而言的。换句话说，我们把表述功能看作词语本身的性质，而不是看作语法环境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指称”定义为“表示一个对象，语义内向，一般可用‘什么’提问”，“可以受定语修饰”；而将“陈述”定义为“表示一个断言，语义外向（指向另外一个成分），一般可用‘怎么样’提问”，“可以受状语修饰”（郭锐2002：84）。

在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之间加上一个表述功能，将“指称”和“陈述”都定义为表述功能，而且都作为词语本身固有的性质，从而可以放在同一个语法层次上进行讨论，这的确是理论上的一大创新。而且“指称”的范围已经扩大为“对象”，不再囿于“事物”，所以可以用来描述动词和动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形容词和事物性质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将“指称”和事物化挂钩所带来的困难。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所有的表述功能都按照同一标准定义，确保各种功能的可比性。

郭锐（2002）所说的表述功能一共有四种：“指称”、“陈述”、“修饰”和“辅助”。这些表述功能显然可以分成两组。“陈述”、“修饰”和“辅助”的“语义外向”，功能都是“指向另外一个成分”或者几个成分，即表示处在同一个句法层次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这几个概念因此具有可比性，只要从语义指向的方式着手就可以了。而“指称”的“语义内向”，严格地说并没有句法意义上的语义指向，所以其功能只是“表示一个对象”，即表示词语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句子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指称”和“陈述”在本质上仍然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就仍然没有解决。

3.2　如何验证“指称”性和“陈述”性

朱先生在提出“指称”和“陈述”这两个概念时，还指出了一个验证的方法，即表示“指称”的动词性主宾语可以用“什么”来提问，而表示“陈述”的动词性主宾语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比方说，下面各例中（a）句的动词性主语都可以用“什么”提问，所以都是“指称”性的，而（b）句中的主语都可以用“怎么样”提问，所以都是“陈述”性的（朱德熙1982b：101）。





（3）a．干净最重要　　　　　b．干干净净的舒服

（4）a．教书不容易　　　　　b．大一点儿好看

（5）a．游泳是最好的运动　　b．天天练才学得会

（6）a．他母亲病了是真的　　b．先别告诉他比较好





朱先生举的例子当然都能够成立，（a）句和（b）句之间的差别也的确存在，所以用“指称”和“陈述”来解释这一差别似乎顺理成章。不过，常见的评价总是说这种判断方式的可操作性不强（朱景松1997，郭锐2002），实际运用时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种判断方式基于疑问代词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对立。一般都认为，“什么”是问人、问事的疑问代词，只能针对名词性成分提问；而“怎么样”及其变体“怎样”是问性质、状态、方式或程度的疑问代词，只能针对动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提问（刘月华等2001）。如果动词性主宾语可分为“指称的对象”与“对于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陈述”两种，理应可以用“什么”与“怎么样”之间的对立来加以判断。不过，疑问代词与提问对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非“什么”与“怎么样”之间的对立所能准确描述（Cheng 1991，邵敬敏1995b，Tsai & Chang 2004）；即使能够由这一对立描述的关系，也并不真的都与“指称”和“陈述”的区别相关。比如说，在（7a）和（7b）中充当主语的成分都以动词“发掘”为核心，但由于动词“发掘”和受事“文物”的顺序不同，两个动词性成分的句法表现也不同。（7a）中的主语可以受介词短语和重叠式形容词的修饰，所以例（8）中的各个句子都能说；而（7b）中的主语却不能受介词短语或重叠式形容词的修饰，所以例（9）中的各句都不能说。要修饰（7b）中的主语，就只能像例（10）那样，由介词短语或重叠式形容词组成“的”字结构，再由“的”字结构去进行修饰。





（7）a．发掘文物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b．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8）a．在野外发掘文物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b．慢慢发掘文物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c．慢慢在野外发掘文物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9）a．*在野外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b．*慢慢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c．*慢慢在野外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10）a．在野外的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b．慢慢的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c．在野外的慢慢的文物发掘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一般说来，能够受介词短语和重叠式形容词直接修饰的是动词性成分，能够受“的”字结构修饰的是名词性成分（刘月华等2001）。用郭锐（2002）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受状语修饰”的具有“陈述”性的表述功能，而“可以受定语修饰”的具有“指称”性的表述功能。既然如此，（7a）中的主语就应该是“陈述”性的，而（7b）中的主语则应该是“指称”性的。如果“什么”和“怎么样”的对立真的能够区分这两种动词性主语，那么（7a）应该可以用“怎么样”提问，而（7b）应该可以用“什么”提问。可是，这两句话的主语都只能用“什么”来提问。也就是说，用“什么”提问的（11a）可以用（7a）来回答，也可以（7b）来回答，而用“怎么样”提问的（11b）却是不能说的。





（11）a．什么是十分艰苦的工作？

b．*怎么样是十分艰苦的工作？





例（12）和例（13）之间的对立属于另一种情况（陆俭明、马真1985，石定栩2003b）。例（12）的谓语表示判断和描述（descriptive），例（13）的谓语表示等同（equational），两句的主语都是动词性成分，而且都受状语的修饰，都应该具有“陈述”的表述功能。如果“什么”和“怎么样”的对立能够用来区分“指称”和“陈述”，那么两个句子都应该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如此。例（12）和例（13）都能像例（14）那样用“什么”来提问，而用“怎么样”提问的（15a）并不是对例（12）提出疑问，而是对于“合情合理”的程度或方式提出疑问，也就不能用例（12）来回答；而用“怎么样”对例（13）主语提问的（15b）就干脆不能说。





（12）这样做合情合理。

（13）这样做是偏听偏信。

（14）a．什么合情合理？

b．什么是偏听偏信？

（15）a．怎么样合情合理？

b．*怎么样是偏听偏信？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15a）的谓语前面加上副词“才”，得到的例（16a）也是能够说的疑问句。不过，加上了“才”，句子的结构变了，意义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了条件复句，“怎么样”不再是“合情合理”的程度状语或方式状语，而是表示条件的小句，或者是条件小句的一部分了，“才”后面的部分是主句。这一复句可以用（16b）来回答，但（16b）也是个复句，同例（12）没有直接关系。





（16）a．怎么样才合情合理？

b．这样做才合情合理。





如果将例（16a）和（5b）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5b）里的“天天练”其实并不是主语，而是表示条件的小句或小句的一部分。既然如此，这里的“天天练”可以用“怎么样”加以提问，就与句子主语的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了。





（5）b．天天练才学得会





同样道理，如果要针对（4b）里“好看”的主语提问，就应该像例（17a）那样用“什么”。如果像例（17b）那样用“怎么样”提问，说话人想要知道的就不再是主语，而是“好看”的方式、条件、途径等等了。也就是说，用“怎么样”提问的对象并非主语，所以对此的回答也就不牵涉主语。（4b）、（18a）或（18b）都可以是（17b）的答案，所答的内容其实是状语。这种句子的主语可以像（19a）那样和“怎么样”同时出现，甚至可以像（19b）那样和状语同时成为提问对象，尽管这种问句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会用到。





（4）b．大一点儿好看

（17）a．什么（大一点儿）好看？

b．怎么样好看？

（18）a．非常好看。

b．像春天的花朵儿一样好看。

（19）a．这衣服怎么样好看？

b．什么怎么样好看？





（6b）的情况和例（12）有些相似，其谓语“比较好”表示判断。如果要针对“比较好”前面的成分提问，（20a）和（20b）都可以使用，但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20a）问的是事件，而例（20b）问的是动作或状态。（6b）中的“别”是情态动词，属于所谓的功能性成分（Pollock 1989，Chomsky 1995，齐沪扬2002），通常不会进入动词短语内部，而是出现在小句谓语的较高位置，所以“先别告诉他”应该主语小句的谓语，而小句的主语是可以像例（21）那样补出来的。如果针对整个主语小句提问，就应该像（20a）那样用“什么”，答案可以0是（6b）也可以是（21）。如果只是针对“先别告诉他”提问，就可以像（20b）那样用“怎么样”。这时的疑问焦点是主语小句的谓语，其主语也可以像（20c）那样同时出现。（20b）和（20c）都可以用（6b）来回答，但也都可以用例（21）来回答。换句话说，“先别告诉他”是主语小句的一部分，但其本身却并不具有主语的地位。





（6）b．先别告诉他比较好

（20）a．什么比较好？

b．怎么样比较好？

c．我怎么样比较好？

（21）你先别告诉他比较好。





只有（3b）里的“干干净净的”才一定是主语，而且“干干净净”一定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不过，这里做主语的是个“的”字结构，而并非“干干净净”本身。要用“怎么样”来提问的话，就只能用例（22a），其中的“怎么样”也同样是“的”字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主语本身；如果像（22b）那样只用“怎么样”来提问，问的就是“舒服”的程度或方式了。真要针对（3b）的主语提问，就只能像例（23）那样用“什么”。“的”字结构当然是名词性的，或者说具有“指称”的表述功能（朱德熙1983），但这种“的”字结构只是由动词性成分派生而来，并不能同动词性成分画等号
①

 。





（3）b．干干净净的舒服

（22）a．怎么样的舒服？

b．怎么样舒服？

（23）什么舒服？





朱德熙先生（1982b）还指出，“什么”和“怎么样”的对立也可以用来区分动词性宾语。比如下面的例句中，（a）句的宾语都是“指称”性的，可以用“什么”提问，（b）句的宾语都是“陈述”性的，可以用“怎么样”提问。





（24）a．看下棋　　　　　b．觉得很舒服

（25）a．喜欢干净　　　　b．喜欢干干净净的

（26）a．考虑参加不参加　b．开始写小说

（27）a．研究自杀　　　　b．打算自杀





这里的情况和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时不同。除了（25b）里的“喜欢”之外，上面的几个例子里（b）句的主要动词都不能带名词性宾语，所以例（28）里的几个句子都不能说。





（28）a．*我觉得这个夏天。

b．*我们开始这个假期。

c．*他打算这种行为。





这几个动词可以按照句法特性进一步分开处理，“觉得”自成一组，而“开始”和“打算”则归入同一组。“觉得”的句法特性同“认为”、“以为”、“感到”以及表示意见的“看”差不多，后面总是像例（29a）那样跟一个小句。小句的主语有时候可以像例（29b）那样出现在别的位置上，或者像（29c）那样干脆不出现（袁晖1992，孟琮等1999），从而形成类似（24b）那样的结构。由于“觉得”后面的成分具有小句的地位，其中的动词性成分就应该是小句谓语，而并不直接具有主句宾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例（29）里的三个陈述句可以用例（30）里的三个句子来提问
②

 。





（29）a．我觉得这把椅子很舒服。

b．这把椅子我觉得很舒服。

c．我觉得很舒服。

（30）a．你觉得这把椅子怎么样？

b．这把椅子你觉得怎么样？

c．你觉得怎么样？





（26b）的“开始”和（27b）的“打算”则同“准备”、“计划”之类的动词相同，是严格意义上的连动动词（孟琮等1999），也就是形式句法所说的控制动词（control verb）（Chomsky 1970，1981），或者是狭义的谓宾动词（刘月华等2001）。这几种说法各有各的根据，而且赋予动词后成分以不同的句法地位。连动式的出发点是两个谓语连用，所以“打算”后面的动词性成分具有谓语的地位。控制动词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打算”类动词以下层小句IP为补足语，小句的谓语是非限定动词，主语是个没有语音内容的指代成分PRO，所以跟在“打算”后面的动词短语实际上具有谓语的地位。而狭义谓宾说则将“打算”类动词与能愿动词归入同一类，后面的成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动词短语地位，实际上是谓语的骨干部分。换句话说，各种说法都认定跟在“打算”类动词后面的是谓语，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宾语。

例（25b）与其他三句不同。“喜欢”可以带名词性宾语，也可以带动词性宾语，但“干干净净的”已经不再是动词性成分。“的”字结构作为名词性成分，应该用“什么”来提问，而“干干净净”应该用什么来提问则与这里的分析无关。

例（24）到（27）里的（a）句大致相同，主要动词都可以带名词性的宾语，也可以带动词性的宾语，而且动词性的宾语都可以用“什么”来提问。不过，这里的问题和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时一样，在于这种检验方法并不能区分动词性宾语的句法特性。例（31）和例（32）的主要动词都是“研究”，但两句的宾语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例（31）里的“自杀”受“的”字结构的修饰，应该是名词性的，或者按郭锐（2002）的说法是“指称”性的；例（32）里“自杀”受介词短语的直接修饰，而介词短语只能直接充当状语，所以这里的“自杀”应该是动词性的，也就是郭锐所说的“陈述”性的。问题在于这两个以“自杀”为核心的宾语都只能用“什么”来提问，这就说明以“什么”或“怎么样”提问的方式与动词性宾语的句法特性没有直接关系，不能作为检验的手段。





（31）警方正在研究最近发生的几宗自杀。

（32）突击队正在研究如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杀。

（33）a．警方正在研究什么？

b．*警方正在研究怎么样？

（34）a．突击队正在研究什么？

b．*突击队正在研究怎么样？

3.3　动词性主宾语的句法特性

用提问的方式不能准确地描述动词性主语或宾语的句法特征，并不等于动词性主宾语就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句法地位和句法特性的差别，也不等于早期的单一地位说就是正确的。对于动词性成分在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表现，朱先生（1982b）的观察确确实实抓住了本质，将其分为两类的做法也的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现在需要做的只是为朱先生的分析方法做进一步的阐述，特别是从现代理论句法的角度加以说明。

早期的名词化理论坚持单一地位说，是基于动词性成分在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一些特性。这种动词性成分一方面不再能够重叠，不能带宾语，不能受状语修饰，另一方面又可以受定语修饰，可以用名词或代词复指，可以同名词性成分组成联合结构。这些都是典型的名词性成分的特征（黎锦熙、刘世儒1960，史振晔1960）。

后来朱先生等（朱德熙等1961，朱德熙1982b）反对名词化和名物化，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之外，也基于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另一些特性。这种动词性成分仍然可能带补语，后面可以跟宾语，还可以受状语修饰，也就是仍然保留了动词的典型特征。

这两组特性的确都可以从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动词性成分中找到，但是通常呈互补分布，相关动词性成分一般不会同时具有这两组特性，只有光杆动词充当主语或宾语时才有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特点。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同郭锐（2002）对“指称”和“陈述”的描述相吻合，这些句法特征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可以利用朱先生的两分法将这些动词性成分分开来处理。

比如在例（35）的动词性宾语中，核心成分“储备”原本是个普通的二价动词，但是其受事“原材料”在（35a）中并没有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反而是出现在其前面的位置上，而且以“储备”为核心的短语在（35b）中受到“的”字结构的修饰，在（35c）中和类似的成分组成联合结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材料储备”不再能受状语的修饰，不能和典型的动-宾结构组成联合结构，里面的“储备”也不再能带补语，正如例（36）中的几个句子所显示的那样。





（35）a．我们必须注意原材料储备。

b．我们必须注意今年的原材料储备。

c．我们必须注意今年的原材料储备和明年的产品调配。

（36）a．*我们必须注意在开工之前原材料储备。

b．*我们必须注意今年的原材料储备和明年调配产品。

c．*我们必须注意今年的原材料储备充足。





下面例（37）中的“储备”刚好相反，可以带宾语，可以受状语修饰，还可以带补语，由其组成的短语可以同典型的动-宾结构组成联合结构，还可以像例（38）那样单独充当谓语，也可以像例（39）那样在一定的条件下重叠。





（37）a．我们必须注意储备原材料。

b．我们必须注意在开工前储备原材料。

c．我们必须注意储备好原材料。

d．我们必须注意储备原材料和调配产品。

（38）我们必须在开工之前先储备原材料。

（39）我们可要在开工之前就储备储备原材料了。





“储备”在这两组句子中的句法特性呈互补，也正好体现了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的主要句法特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例（35）和（36）中的“储备”分析为名词，而将例（37）、（38）和（39）中的“储备”仍然视为为动词。这样划分同朱先生（1982b）的两分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归纳这些成分的理论地位。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借用朱德熙（1982b）和郭锐（2002）的做法，用“指称”性来描述例（35）和（36）中的“储备”，用“陈述”性来描述例（37）、（38）和（39）中的“储备”。不过，问题在于这两个“储备”在语义上的差别实在太细微，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根本无法用语义特征对两者加以区别。另一方面，从（40a）和（40b）之间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注意”的动词性宾语只能用“什么”来提问，而不能用“怎么样”来提问。也就是说，（40a）的答案可以是例（35）中的任何一句，也可以是例（37）中的任何一句。用“什么”和“怎么样”提问的方式根本无法区分这两种动词性宾语。





（40）a．我们必须注意什么？

b．*我们必须注意怎么样？





事实上，例（35）和（36）中的“储备”同例（37）、（38）和（39）中的“储备”一模一样，并不表示任何事物，而是仍然表示一种动作，而且和名词短语“原材料”之间也同样维持一种动-受关系。把前一个“储备”说成“指称”的对象，说它已经“事物化”了，并不能改变其表示动作的本质。这两个“储备”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句法特性上，也就应该从句法上加以区分。

前面说过，像例（35）和（36）中的“储备”这类动词，在句法上发挥了名词的作用，以其为核心的短语不但具有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特性，而且具有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可以认为这种动词已经具有名词的句法地位，也就是像第二章所说的那样已经“名词化”了。

例（37）、（38）和（39）中的“储备”在句法上仍然在发挥动词的作用，以其为核心的短语仍然具有动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而且也仍然可以发挥动词短语的作用而充当谓语，显然并没名词化。不过，这种动词短语在例（37）、（38）和（39）充当的是宾语，而且只能用“什么”来指代，其句法地位就值得探讨了。

3.4　动词性宾语的分类

3.4.1　“怎么样”与“什么”的提问对象

前面说过，“什么”与“怎么样”之间存在意义上的对立，但在用来区分各种动词性宾语之间的差别时，却不能得到完全可靠的结果。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动词性成分充当宾语时内部没有区别，不可能分出相互对立的两种情况；二是“什么”与“怎么样”之间的对立并不基于语义，而是基于其他因素（邵敬敏1995b），所以其提问对象之间的差别不等于体词与谓词的对立。

动词性成分充当宾语时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句法特性，而且这些表现与句法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第一种可能性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没有深究的价值。第二种可能性如果成立，则可以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更好地解释谓词性宾语的句法地位。从表面上看，“什么”和“怎么样”及其变体“怎样”都是疑问代词，而且“什么”是体词性的，“怎么样”是谓词性的，照理应该针对相应的成分提问，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比如例（41）中的“优秀”和“迟到”都是谓词性成分，却只能用“什么”来提问，而不能用“怎么样”来提问，所以会有例（42）和（43）中（a）和（b）句之间的对立。实在要用“怎么样”来提问的话，就只能像（42c）或（43c）那样，让“怎么样”作为“的”字结构的一部分起作用
③

 。





（41）a．主角应该由优秀演员担当。

b．我们会处分迟到学生。

（42）a．主角应该由什么演员担当？

b．*主角应该由怎么样演员担当？

c．主角应该由怎么样的演员担当？

（43）a．你们会处分什么学生？

b．*你们会处分怎么样学生？

c．你们会处分怎么样的学生？





另一方面，（44a）里的“真刀真枪”和（44b）中的“全力”都是名词短语，但如果要针对它们提问，却只能像（45a）和（45b）那样用“怎么样”或者“怎样”，而不能像（46a）和（46b）那样用“什么”。例（41）和（44）这两组句子之间的差别，在于被提问的谓词性成分在例（41）中是充当定语的，而被提问的名词性成分在例（44）中却是充当方式状语的。显而易见，用哪一个疑问代词来提问，并不一定与提问对象的词性相关，反而可能与提问对象的句法作用有关（吕叔湘主编1984／1999，邵敬敏1996b）。





（44）a．双方真刀真枪打了几十年。

b．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伤员。

（45）a．双方怎样打了几十年？

b．医生正在怎样抢救伤员？

（46）a．*双方什么打了几十年？

b．*医生正在什么抢救伤员？





比如说，充当方式状语的其他成分，也同样只能用“怎么样”来提问。像（47a）和（47b）里的介词短语就只能用“怎么样”来提问，所以（48a）和（48b）都是可以说的疑问句，而且分别以（47a）和（47b）为答案；而用“什么”提问的（49a）和（49b）却是不能说的。如果一定要用“什么”提问，就只能像（49c）和（49d）那样让“什么”作为介词短语的一部分起作用。





（47）a．刘无非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叛变了。

b．小偷由屋顶经烟囱进入室内。

（48）a．刘无非怎么样叛变的？

b．小偷怎样进入室内的？

（49）a．*刘无非什么叛变的？

b．*小偷什么进入室内的？

c．刘无非在什么情况下叛变的？

d．小偷由哪里经什么进入室内的？





当然，如果充当方式状语的是谓词性成分，同样是需要用“怎么样”来提问的。例（50a）里的状态形容词短语“悄悄”与例（50b）里的“悄悄地”便是如此，因而要像例（51）那样用“怎样”提问，而且（50a）和（50b）都可以用来回答例（51）的问题。





（50）a．司马其悄悄走出了教室。

b．司马其悄悄地走出了教室。

（51）司马其怎样走出了教室？





与此相同的是，（52a）里的“开车”和（52b）里的“拿筷子”这两个动词短语，由于在句子里充当方式状语，所以也要像（53a）和（53b）那样用“怎么样”提问，而且（53a）和（53b）的简短答案可以分别是“开车”和“拿筷子”。





（52）a．老马开车上班。

b．老刘拿筷子夹花生。

（53）a．老马怎么样上班？

b．老刘怎么样夹花生？





程度状语也是要用“怎么样”提问的，所以（54a）中“猛烈”的程度状语“异常”，以及（54b）中补语“平稳”的程度状语“十分”，都要用“怎样”或“怎么样”提问。（55a）和（55b）分别以（54a）及（54b）为答案。





（54）a．今天的雷雨异常猛烈。

b．小刘走得十分平稳。

（55）a．今天的雷雨怎么猛烈？

b．小刘走得怎么平稳？





另一个可以用“怎么样”提问的是谓语。下面（56a）里的谓语以介词“在”为核心，（56b）的谓语以二价动词“搭建”为核心，（56c）的谓语以一价动词“走”为核心，（56d）的谓语以系动词“是”为核心，（56e）的谓语则以形容词“漂亮”为核心，而（56f）是所谓的体词谓语句。这些谓语都可以用“怎样”或“怎么样”提问，所以例（57）中的六个问题可以分别由例（56）的六句话来回答。





（56）a．接班的工人已经在下井途中了。

b．施工队伍先搭建了大批工棚。

c．老王刚走。

d．小丽也是北京人。

e．小张的女朋友非常漂亮。

f．这头（猪）也二百斤。

（57）a．接班的工人怎么样了？

b．施工队伍先怎么样？

c．老王怎么样？

d．小丽怎么样？

e．小张的女朋友怎么样？

f．这头怎么样？





带“得”补语具有与谓语相仿的地位（吕叔湘主编1984／1999，Huang 1988，王玲玲、何元建2001），所以例（58）中两句话的补语都可以用“怎么样”提问，也就是说，（59a）可以用（58a）来回答，（59b）可以用（58b）来回答。





（58）a．一场好戏被搅得冷冷清清了。

b．他已经吃得肚子都鼓出来了。

（59）a．一场好戏被搅得怎么样了？

b．他已经吃得怎么样了？





至于第二节里讨论过的条件小句，由于一定具有谓语部分，而且往往只出现谓语部分，而谓语部分通常用“怎么样”或“怎样”提问，例（60）和例（61）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建立起来的。





（60）a．部队必须先排除地雷才能前进。

b．好好学习才会有好成绩。

（61）a．部队怎么样才能前进？

b．怎么样才会有好成绩？

3.4.2　动词性宾语的类型

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句子成分能否用“怎么样”来提问，主要取决于该成分在句子里的作用，用“怎么样”提问的包括方式状语、程度状语、谓语以及地位与谓语相仿的带“得”补语（邵敬敏1995b，1996b）。方式状语多半由介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充当，有时候也可以由名词短语充当，谓语和带“得”补语主要由动词或形容词短语担当，而程度状语主要由程度副词担任。不过，这并不等于所有的介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和程度副词短语都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关键仍然是这类短语在句子里的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的句子成分中，并不包括宾语，然而文献中关于谓词性宾语的讨论，往往以能否用“怎么样”提问作为鉴别手段之一（朱德熙1982b，袁晖1992，朱景松1997，吕叔湘主编1984／1999，郭锐2002），要替动词性宾语分类的话，首先就要弄明白“怎么样”和“怎样”与动词性宾语的关系。

能用“怎么样”提问的动词性宾语主要有两种，可以用带这种宾语的动词为区分标准。前一种动词表示引用转述或主观判断，包括“表示”、“说”、“指出”，以及“觉得”、“认为”、“以为”、“感觉”、“断定”等
④

 。这些动词的宾语表面上可以用“怎么样”提问，所以（62a）、（62b）、（62c）和（62d）可以分别作为（63a）、（63b）、（63c）和（63d）的答案。





（62）a．老师说不行。

b．老人觉得走不动了。

c．上级认为必须及时处理这件事。

d．我看玄。

（63）a．老师说怎么样？

b．老人觉得怎么样？

c．上级认为必须怎么样？

d．你看怎么样？





不过，问题在于“表示”、“觉得”类动词的宾语实际上是普通小句，只不过在一定的语境中小句的主语失去了语音内容，以空代词的形式出现。一旦有需要，这种小句的主语就会以显性形式出现，所以例（62）中各句可以改写为例（64）中相应的句子，以表达更为具体的意思。例（64）中的几个句子都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但正如像例（65）所显示的那样，“怎么样”所问的是宾语小句的谓语，而不是宾语本身。简单地将这类动词后面的成分归结为宾语，而且认定这种宾语可以用“怎么样”来提问，并不符合事实。





（64）a．老师说手写的不行。

b．老人觉得伤员走不动了。

c．上级认为公司必须及时处理这件事。

d．我看这事玄。

（65）a．老师说手写的怎么样？

b．老人觉得伤员怎么样？

c．上级认为公司必须怎么样？

d．你看这事怎么样？





后一种动词包括“打算”、“计划”、“准备”、“想”、“开始”以及“要”
⑤

 等，也就是形式句法中的控制动词，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连动式动词。这种动词的宾语具有非定式（non-finite）小句的地位，小句的谓语是非定式动词短语。小句的主语不能以显性形式出现，只能是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指代成分PRO，该PRO的所指来自全句的主语
⑥

 。也就是说，这种动词后面的动词短语其实是宾语小句的一部分，具有谓语的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曾经有人主张把连动式叫做连谓式（王福庭1960，朱德熙1982b）。由于这种动词短语本身并非宾语，而是宾语小句的谓语，所以（66a）、（66b）和（66c）可以像（67a）、（67b）和（67c）那样分别用“怎么样”提问。





（66）a．公司打算裁员。

b．病人准备明天出院。

c．大伙儿想去香港。

（67）a．公司打算怎么样？

b．病人准备怎么样？

c．大伙儿想怎么样？





“表示”类动词和“打算”类动词的数量都不多，而且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合。真正的动宾动词则数量相当多（孟琮等1999），可以按照其特性分成几大类。一类动词以“熟悉”、“懂”、“刺激”、“遭受”、“忍受”、“扩大”、“破坏”等为代表，通常像例（68）那样带名词性成分作宾语，一旦以动词性成分作宾语，就只能像例（69）那样是名词化了的。如果针对这类动词的动宾提问，只能像例（70）那样用“什么”，而不能像例（71）那样用“怎么样”。





（68）a．敌占区的老百姓忍受着苦难的生活。

b．湖区群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旱。

（69）a．敌占区的老百姓忍受着汉奸走狗的敲诈勒索。

b．湖区群众遭受了又一次洪水的冲击。

（70）a．敌占区的老百姓忍受着什么？

b．湖区群众遭受了什么？

（71）a．*敌占区的老百姓忍受怎么样？

b．*湖区群众遭受了怎么样？





第二类动词以“指点”、“责备”、“指定”、“指挥”、“指导”、“指望”、“引导”、“提倡”、“期待”、“强调”等为代表。这些动词可以像例（72）那样带小句作宾语，但往往又可以像例（73）那样只带一个指人或指事的宾语。除了小句和名词性短语之外，这种动词还可以像例（74）那样带另一个动词性成分作为宾语。（74a）的宾语以动宾复合词“过年”为核心，以“准时”为时间状语，“回家”为方式状语，具有典型的动词短语结构；而（74b）的宾语同样有着典型的动词短语结构，以“花鸟”为宾语，以动词短语“用工笔”为方式状语。





（72）a．民工们还指望着老板发工资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学生解读佛经。

（73）a．民工们还指望着老板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学生。

c．民工们还指望着工资呢。

d．李老师正在指点这出戏。

（74）a．民工们还指望着准时回家过年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用工笔画花鸟。





另一方面，“指点”类动词的动词性宾语具有明显的名词特性，可以像例（75）那样受“的”字结构修饰，还可以像例（76）那样作为数量词的后续成分。也就是说，“指点”类动词的宾语是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内部结构是动词性的，但套上了一个名词性短语的外壳。也正因为如此，“指点”类动词的动宾只能像例（77）那样用“什么”提问，而不能像例（78）那样用“怎么样”提问。





（75）a．民工们还指望着合同上规定了的回家过年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不用笔的画画儿。

（76）a．民工们还指望着一趟回家过年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这种画花鸟。

（77）a．民工们还指望着什么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什么呢？

（78）a．*民工们还指望着怎么样呢？

b．*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怎么样呢？





大多数带动宾的动词兼有前两类的特点，既能带名词化了的动词性宾语，又能带名物化了的动词性宾语。“喜欢”、“讨厌”、“乞求”、“支持”和“学习”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动词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比如“喜欢”之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名词性宾语和动词性宾语，而“学习”之类的动词，则只能带名词性宾语和动词性宾语。不过，就这里的讨论而言，这种分类与动词性宾语的句法特性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没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了。从整体上说，这类动词可以像例（79）那样带名词化了的动词性宾语，也可以像例（80）那样带名物化了的动词性宾语。无论是哪一种动词性宾语，都只能像（81a）那样用“什么”来提问，而不能像（81b）那样用“怎么样”提问。





（79）a．俄国支持核燃料浓缩。

b．俄国支持伊朗进行的核燃料浓缩。

c．俄国支持伊朗的核燃料浓缩和欧盟的武器禁运。

（80）a．俄国支持德国提出的不在国内浓缩核燃料。

b．俄国支持这种小规模浓缩核燃料。

c．俄国支持这种小规模浓缩核燃料以及相应的付款方式。

（81）a．俄国支持什么？

b．*俄国支持怎么样？





按照这里的分析，出现在二价动词后面的动词性成分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宾语，其句法地位与名词性宾语的差别不大，可以是名词化了的动词为核心的名词性短语，也可以是名物化了的动词性短语。还有一种是宾语小句的组成部分，由于宾语小句的主语没有语音内容，剩下的谓语看上去似乎是宾语，但其实并不具有宾语的地位。前一种动词性宾语只能用“什么”提问，而后一种动词性成分可以用“怎么样”提问。这样的分析既考虑到动词性宾语的句法特性，又考虑到“什么”和“怎么样”的对立，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二价动词后面的这种动词性成分有着不同的句法特性，但这些特性有时候并不明显。只有当这些动词性成分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时，其句法表现才比较容易观察，也才具有明确的区分作用。如果相关的成分是光杆动词，其句法地位就无法通过句法表现直接加以验证了。比如说，例（82）中三句的主要动词不同，但后面都跟随了同一个“撤退”。这里的“撤退”虽然具有动词短语的地位，但由于内部只有一个核心动词，没有补足语也没有修饰成分，很难从结构形式上确定其句法地位。





（82）a．司令说撤退。

b．部队准备撤退。

c．战士们讨厌撤退。

（83）a．司令说什么？

b．司令说怎么样？

c．部队准备怎么样？

d．战士们讨厌什么？





不过，这几个“撤退”的句法地位确实不同，在进行提问时可以使用的疑问代词也不同。（82a）中“说”后面跟随的是普通小句，可以用“什么”针对整个小句提问，也可以用“怎么样”针对宾语小句的谓语提问，因而形成了（83a）和（83b）的对立。（82b）中“准备”后面跟随的是非定式小句，这种小句不能独立成句，也就不能单独由“什么”加以提问。如果要提问的话，就只能针对小句的谓语，也就是像（83c）那样用“怎么样”。只有（82c）“讨厌”后面跟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宾语，所以不能用“怎么样”提问，而只能像（83d）那样用“什么”提问。

反过来也一样，同样是二价动词“说”后面的成分，（83a）用“什么”来提问，就既可以用（82a）来回答，也可以用例（84）来回答，因为（83a）要问的，是“说”的宾语。“说”的宾语是个普通小句，可以像（82a）那样没有显性主语，也可以像例（84）那样带有实质性的主语。如果像（83b）那样，用“怎么样”来对“说”后成分提问，就只能用（82a）来回答，因为（83b）中提问的对象是宾语小句的谓语，而宾语小句的主语并没有出现。按照中国人的交际习惯，如果某个句子成分表示的是已知信息，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心里明白的事物，该成分就可以不必说出来，而且通常不应该说出来（Grice 1978，何自然、冉永平2001）。既然如此，等到回答（83b）这种问题时，宾语小句的主语就更不应该说出来，用例（84）来回答（83b）因此非常别扭，给人答非所问的感觉。如果一定要用例（84）来回答用“怎么样”提问的句子，就应该用例（85）来提问，一开始就把宾语小句的主语明确地说出来
⑦

 。





（84）司令说阻击部队不撤退。

（85）司令说阻击部队怎么样？





二价动词后面的动词性成分有时候会具有十分复杂的内部结构，而这些结构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分辨真正的动词性宾语和表面上的动词性宾语。前面说过，真正的动词性宾语在句法上是名词性的，要么是核心已经名词化了，要么是整个动词短语名物化了，所以这种动词性短语可以受“的”字结构的修饰，可以充当数量成分的后续成分，还可以同真正的名词性成分并列在一起。表面上的动词性宾语则没有这些名词性成分的特性，而是保留了动词性成分的基本特征，在小句中充当谓语，所以必然具有典型的谓语特征。比如在（86a）中，“觉得”后面的动词性成分中包含了情态动词“必须”，而在（86b）中，“觉得”后面出现了表示要求的情态动词“别”，这些都是小句层面上的成分，结构位置比充当谓语的动词短语还要高（Chomsky 1995，2001），以动词短语为补足语。从这一点上说，（86a）和（86b）里面的“撤退”是真正的谓语成分，或者说狭义的谓语，而“必须撤退”和“先别撤退”是广义的谓语。

也正因为这样，“必须”和“别”可以像（86c）和（86d）那样出现在“怎么样”的前面。也就是说，“怎么样”所提问的对象，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谓语。像（86a）或（86b）这样的句子，既可以回答像（86c）或（86d）那样针对狭义谓语进行提问的问题，也可以用来回答像（86e）那样针对广义谓语提问的问题。





（86）a．司令觉得必须撤退。

b．司令觉得先别撤退。

c．司令觉得必须怎么样？

d．司令觉得先别怎么样？

e．司令觉得怎么样？





真正的动词性宾语则没有谓语的特征，（87a）、（87b）、（88a）和（88b）的动词性宾语中出现了情态动词，所以都不能说。情态动词可以出现在充当定语的小句中，所以（87c）是可以说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87b）和（88b）不能说，同动词性宾语中出现了否定无关，如果宾语是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那么只要不牵涉到情态动词，还是可以被否定的，所以（88c）和（88d）都是能说的。





（87）a．*战士们讨厌必须撤退。

b．*战士们讨厌先别撤退。

c．战士们讨厌不必要的撤退。

（88）a．*战士们无法忍受必须撤退。

b．*战士们无法忍受先别撤退。

c．战士们无法忍受不撤退。

d．战士们无法忍受这种死不撤退。





只在小句层面出现的句法成分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是表示体貌的标记“着、了、过”。这些成分虽然附着在主要动词上，但却只会同充当谓语的动词短语有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这类成分有完句作用（孔令达1994，胡建华、石定栩2005）。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体貌成分一半都处于高出动词短语许多的位置上，也正是要表现这一特点（Chomsky 1995，2001）。既然如此，（89a）和（89c）宾语小句的主要动词带“过”和“着”就理所当然了。“着、了、过”的这一特点同小句的主语是否以显性形式出现无关，所以（89b）和（89d）也同样可以接受。这两例中的宾语看上去只有一个动词短语，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种表面上的宾语其实是谓语。





（89）a．老板认为警察来过好几次了。

b．老板认为来过好几次了。

c．我觉得门最好开着。

d．我觉得最好开着。

3.5　动词性主语的类型

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时同样会出现不同的类型，而且也正如朱德熙先生（1982b）所说，必须同谓语联系起来看，才能确定动词性主语的类型。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整个谓语，动词、情态动词、状语、宾语和补语等各个成分都可能起一些作用，但没有任何一个成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此复杂的关系需要一整本书来讨论，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列举动词性主语的主要类型。

常见的动词性主语中，有一种是不带任何名词性特征的。从（90a）、（90b）、（90c）和（90d）的对立中可以看出，例（90）中的动词性主语可以受时间状语的修饰，可以跟在情态动词后面，但却不能作为名量词的后续成分，不能受“的”字结构修饰，所以这种主语完全保留了动词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动词性成分可以与名词性成分搭配，像例（91）的主语那样组成一个小句。换句话说，例（90）和例（91）的主语实际上都是小句，只不过主语小句的主语有时候可以不出现，剩下来的谓语看起来像个动词性主语而已。





（90）a．即将爆发大规模内战不足为奇。

b．可能会爆发大规模内战不足为奇。

c．*这种即将爆发大规模内战不足为奇。

d．*美联社报道的即将爆发内战不足为奇。

（91）伊拉克可能即将爆发大规模内战不足为奇。





例（92）中的主语同样以动词为核心，而且该动词可以带宾语，可以像例（93）那样重叠，还可以像例（94）那样受介词短语的修饰，所以具有动词短语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这个动词短语可以像例（95）那样成为名量词的后续成分，还可以像例（96）那样受“的”字结构的修饰，所以又有了一些名词短语的特征。显然，（92）、（93）、（94）、（95）和（96）这几个例子的主语具有双重身份，可以视为套上了名词短语外壳的动词短语，即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





（92）投放救灾物资需要出动大批直升飞机。

（93）投放投放救灾物资也需要出动大批直升飞机。

（94）在低空投放救灾物资需要出动大批直升飞机。

（95）这种低空投放救灾物资需要出动大批直升飞机。

（96）省政府提出的这种低空投放救灾物资需要出动大批直升飞机。





在例（97）中充当主语的短语同样以动词为核心，但整个短语不能受介词短语的修饰，也不能受重叠式状语的修饰，所以例（98）和例（99）都不能说。另一方面，这种短语可以像例（100）那样作为名量词的后续成分，还可以像例（101）那样受“的”字结构的修饰。与此相关的是例（102）不可接受，说明这种动词已经不再能够重叠，而且其受事成分也只能像例（97）那样出现在前面。很显然，这种主语的核心成分已经失去了动词的句法特性，所以整个短语没有动词性成分的特征，反而具有名词短语的特征，可以认定这种动词已经名词化了。





（97）救灾物资发放需要动用军队。

（98）*在现场救灾物资发放需要动用军队。

（99）*急急忙忙救灾物资发放需要动用军队。

（100）这种救灾物资发放需要动用军队。

（101）规模如此之大的救灾物资发放需要动用军队。

（102）*救灾物资发放发放需要动用军队。

3.6　小　结

朱德熙先生（1982b）将动词性主宾语一分为二，一种保留了动词性成分的基本特征，另一种则表现出与动词性成分不同的特征。朱先生的分析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为准确分析这些现象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本章从句法表现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这些现象，从中找出一些新的线索，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思路，主张前一种成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主语或宾语，而是主语小句或宾语小句的谓语，后一种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语或宾语。真正的动词性主宾语还可以根据句法特性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套上了名词性短语外壳的动词短语，即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还有一类由名词化了的动词充当核心，是实质意义上的名词短语。

将严格意义上的动词性主宾语分为两类，分别由名词化和名物化过程派生而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形式句法的一贯做法。Chomsky（1970）曾经将由动词性成分派生而来的名词性成分划分为derived nominals，gerundive nominals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mixed forms三种。Derived nominals包括由动词或形容词附加名词性后缀形成的各种名词，如eagerness、refusal以及destruction之类。这些词基本上保留了原来动词的意义，而且语义上仍然维持和施事、受事、工具等名词性成分的密切关系。不过，这些词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但形态上是名词，而且句法上只能充当名词短语的核心，所以相关的施事、受事、工具等成分也必须改变句法地位，以其他方式进入名词短语，形成Bill's refusal of the proposal之类的复杂名词短语。Gerundive nominals即通常所说的动名词，是动词在句法过程中通过转换带上后缀-ing而形成的，如destroying、refusing、accepting之类。动名词本质上仍然是动词，以其为核心的短语保留了动词短语的基本结构，其域内论元仍然出现在宾语位置上，但域外论元只能以领有者短语的形式出现，形成John's accepting the proposal with some reservation之类的动名词短语。

Nominalization的概念后来几经变动，已经脱离了早期生成语法的转换框架，但基本二分的思路仍然维持不变。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如Hale and Keyser 1993，Chomsky 1995，2001），derived nominals是词库的一部分，应该是在morpho-syntax阶段就已经完成了派生过程的；gerundive nominals则以动词身份出现在词库里，进入句法阶段后才通过运算过程取得动名词的地位，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撇开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不计，汉语充当主语、宾语的动词性成分中，名词化了的动词应该是derived nominals，而名物化了的动词性成分大致上相当于gerundive nominal phrases。当然，汉语的情况和印欧语并不完全相同，汉语动词的名词化和动词短语的名物化都不牵涉形态标记，以名词化了的动词为核心的短语和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之间的区别，表现为句法特性的不同，也只能根据句法表现来做出判断。

本章分析的思路接近朱德熙先生（1982b）和郭锐（2002）关于“指称”和“陈述”的观点，但对于语言事实的归纳却不尽相同，论证的方法更侧重于相关成分的句法表现，因而得出了相去甚远的结论。这样做是要按照现代语言学的惯例，从语言实际出发，从句法表现的角度重新演绎朱德熙先生的有关论述，更准确地描述有关现象，从而找出一种可操作性更强，也更符合一般人语感的分析方法，为今后处理类似的情形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注释


①
 　当然，这个“的”是朱德熙先生（1961，1966）所说的“的3
 ”。如果换一个谓语，也可能出现“的2
 ”，比如“（你要穿得）干干净净的才行”就是这样。这种区别不影响这里的分析。


②
 　值得注意的是，（29c）有歧义，还可以理解为“我觉得（我）很舒服”。正因为如此，（30c）也有歧义，还可以理解为“你觉得（你）怎么样？”


③
 　正如吕叔湘先生（1984／1999，邵敬敏1996b）等指出的那样，当数量成分是“一”，或者隐含了“一”时，可以省略“的”，而说成“怎么一种树”或“怎么个意思”。


④
 　当然，这些动词的句法特性并不完全相同，可以再细分为几个小类。表示转述的“说”、“表示”、“指出”为一小类，即形式句法所说的“桥梁动词”（bridge verb），其宾语小句可以用“什么”提问。表示主观判断的“觉得”、“认为”、“以为”、“感觉”、“断定”为另一小类，其宾语小句不能用“什么”提问。还有一类像“注意”、“打听”、“责问”等，其宾语小句一定是个间接问句（Huang 1982，石定栩1998），也可以用“什么”提问。


⑤
 　“准备”、“想”、“要”等动词可以表示不同的动作，也就是有歧义，这里只讨论其控制动词义，而不牵涉诸如“准备晚餐”或“要钱要子弹”之类的用法。


⑥
 　形式句法对这种小句的特性有着相当详尽的描述。对于一些相关的现象，比如为什么这种小句里不能出现可见的主语，为什么不能出现情态动词，谓语里面的成分为什么不能成为全句的主题等，也有较为合理的解释。具体内容不宜在这里展开，可以参阅温宾利（2003）。


⑦
 　值得注意的是，例（85）还是可以用（82a）来回答的，以避免重复主语。


第四章　体词谓语句的结构与意义

4.0　体词谓语句

第一章里说过，词类与句法功能很难一一对应，汉语如此，英语法语等印欧语言也是如此。一定要完全按照句法功能来划分词类的话，就只能采用“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办法，最终结果只能是“词无定类”。正因为如此，目前的主流做法实际上是“主要依靠句法功能”（吕叔湘1979／1990：504），而“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朱德熙1982b：37）。即便如此，词类和句法功能的对应仍然不工整，所以朱德熙先生（1984a）又提出了另一种办法，将实词划分为谓词和体词两大类，前者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其短语的主要功能是充当谓语
①

 ，但也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后者包括数量词和名词，其短语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主语和宾语，但不能充当谓语。

不过，在一定的情况下，体词性短语也会像例（1）和例（2）那样单独出现在主语后面，而且具有谓语的一般特性。通常都认为，这种句式在口语中较为常见，但在书面语中较少使用（黄南松1997，於斌2001，王珏2001）
②

 。





（1）我嫂子天津人。

（2）篱笆墙上一溜盛开的牵牛花。





这类句子国外一般称为名词性谓语句（nominal predicate）（Chao 1968，A. Li 1990，Chu 1998，Wu 2004）。国内有时候称之为体词谓语句（朱德熙1982b，1984a；张伯江、方梅1996），有时候也直接称之为名词谓语句（王珏2001，邵敬敏2007）。本章不拘泥于名称，而是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相互作用出发，详细讨论这种谓语成分的语法地位以及可能的派生过程。本章的例句，除注明出处的之外，都引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信息研究所的“现代汉语语料库”。

4.1　体词谓语的句法地位

尽管名词性谓语和体词谓语都是6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术语，相关的现象却早就引起了语法学家的注意。从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起，大部分的语法书都有一小节讨论单独作谓语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吕叔湘1942；中学汉语编辑室1956；丁声树等1961；黄伯荣、廖序东1979，2007；陈昌来2000；齐沪扬2000；刘月华等2001；邢福义、汪国胜2003；邵敬敏2007）。常见的做法是列举可以直接充当谓语的名词性短语类别，如表示籍贯、年龄、日期等的名词，以及表示阶层、典型、联想等特征的名词，只是各家列出的类别有多有少（马庆株1991，丁雪欢1994，邓思颖2002，邵敬敏2007）。

这种列举分类显然基于体词性短语的语义，但同时也基于对体词性短语句法特性的认识。也就是说，尽管体词和谓词的对立基于能否在小句中充当谓语，但却有一部分体词性短语从本质上说是可以充当谓语的。以此为根据，一直有人反对照搬生成句法的观点，反对用S→NP VP来描述汉语的基本小句形式，因为汉语的体词短语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其句式为S→NP1
 NP2
 （陆俭明1983，石毓智2005）。例（3）那样的句子，常常用来作为汉语体词性短语可以直接做谓语的证据。这里的“都”和“已经”显然是状语而不是定语，而状语一般只修饰谓语或谓词，所以这种体词性短语本身必定有着谓语的地位。





（3）你都已经三个孩子的爸爸了，还这么爱闹。





另一种做法是将体词性谓语看成一种特殊结构，视为动词性谓语的某种省略形式。最常见的说法是这类句子的谓语其实是动词短语，只是动词“是”或“有”因为某些原因省略掉了（高名凯1948，王了一1957，齐沪扬2000）。特殊动词短语说的重要证据之一，是这类句子的否定式一定要像（4a）和（5a）那样得到“是”或“有”的支持，不然就会像（4b）和（5b）那样不能说。





（4）a．我嫂子不是天津人。

b．*我嫂子不天津人。

（5）a．篱笆墙上没有一溜盛开的牵牛花。

b．*篱笆墙上不一溜盛开的牵牛花。





在国外从事形式句法研究的，也常常采用特殊动词短语说（Wang 1970，Hou 1979，A. Li 1990），假设这类句子在生成的时候，谓语是个动词短语，以“是”或“有”为核心，只是在派生过程中动词在不同的阶段被删除掉了，最终的谓语结构表面上只剩下了一个名词性短语。

从实际搜集到的语料来看，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可商榷之处。

4.2　体词谓语句的构成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可以充当谓语的体词短语范围极其广泛，任何一种列举方法都无法穷尽所有的体词谓语类别。从下面的例句中可以看到，可以充当谓语的体词短语涵盖范围极广，除了常见的籍贯、年龄和日期之外，还可以是食物、气味、房屋、地点、频率、甚至是工资级别。要想根据语义替这些短语分类，并以此作为可以充当谓语的根据，实在是困难重重。





（6）做一天生活，一身粪味道
 ，连老婆都嫌弃。

（7）都已经洛阳了
 ，还不赶快收拾行李。（邢福义1984）

（8）上顿腌萝卜小米粥
 ，下顿小米粥腌萝卜
 。

（9）有一回，他买了四只鸡，大伙儿你一条腿
 ，他一块胸脯
 ，真过瘾。

（10）比如在住房分配上规定：工程师住三室一厅，助理工程师二室一厅
 。

（11）他不是去地区医专讲课去了吗？每个礼拜两三节课
 。

（12）你看你那个脚丫子，天天洗那活儿，一天洗三次，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又一次
 。（於斌2001）

（13）甲：我也照俩，这边儿照一个，后头照一个，照俩片子。

乙：十块钱一条腿
 ，我照了，二十。（於斌2001）

（14）我是科班毕业，杨冠华是野路子出身，论导的戏我比他还多了一部，他一级我二级凭什么
 ？（王海鸰，王朔1992）

（15）你们都啤酒，我偏白酒
 。（王珏2001）

（16）侄女人前头
 ，姑姑门背后
 ，姑婆来了塞炕洞。（景尔强2000）





另一方面，如果要替上面这些例句的谓语补一个动词，能放进去的动词与“有”和“是”都无关，分别为例（6）里的“散发”、例（7）的“到”、例（8）和例（9）的“吃”、例（10）的“住”、例（11）的“讲”、例（12）的“洗”、例（13）的“照”、例（14）的“评”和例（15）的“喝”。至于例（16）中的两个句子要补什么动词，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了。所以，要用特殊动词短语说来解释体词谓语句的形成，同样会遇到不少困难。

从方法论上说，这两种做法也都有着可以改进的余地。列举法一方面过于狭窄，无法包括所有可能出现的体词性谓语类别，但另一方面又过于宽松，会将一些无法接受的句子错误地包括在合法的体词谓语句之列。比如说在各种列举法中，表示籍贯的都属于可以充当谓语的体词性短语，那么例（17a）按理就应该是个正常的体词性谓语句。可是，尽管相应的“是”字句例（17b）毫无问题，一般人总觉得例（17a）怪怪的，不那么容易接受，可见按照列举法做出的预测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17）a．？？我永远版纳勐拜人。

b．我永远是版纳勐拜人。（叶辛1992）





另一种做法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例（17b）完全符合动词删除的结构要求，照理说“是”应该可以删除掉，由剩下的“版纳勐拜人”单独承担谓语的功能。可是，例（17a）显然不是一般情况下能够接受的体词谓语句，特殊动词短语说也并不能做出完全符合事实的预测。

4.3　经历了质变的体词谓语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列举法和特殊动词短语说对于体词谓语句的描述却并没有超出汉语的事实，而这两种假说中最具洞察力，也最有说服力的，则是关于语义特征与体词谓语对应关系的描述了。

王珏（2001）虽然也采用了列举的方式，但他列举的不是名词所表述的具体事物，而是名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按照他的说法，表示阶层角色特征的名词、表示联想特征的名词、表示形状化特征的名词以及表示度量义特征的名词，往往可以直接充当谓语（Chao 1968，项开喜2001），从而形成例（18）至例（28）那种体词谓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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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东风桥头市场也有点国际
 ，而且很中国
 。（余纯顺《走出阿里》）

（19）她太教条了
 ，全盘接受了老师灌输给她的理论。（徐蕙照《折桂》）

（20）下去前个个文绉绉的，幼稚而书生
 ，不出半年，再回城办事，人也野了，话也粗了。（刘益令《仕途》）

（21）好，我们就绅士一次
 ，帮帮小姐。（池莉《你以为你是谁》）

（22）这个连长太军阀了
 ！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曲波《山呼海啸》）

（23）那图案非常现代
 ！（徐小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24）没想到葛懿德的容貌如此俊秀，五官简直精美，很女中丈夫
 ，不怒而威。（梁凤仪《九重恩怨》）

（25）简珍很唯物主义
 ，就不在功课上下苦功，一天到晚盘算着如何当老板。（李肇正《小女子》）

（26）本来花开花落都是天命，现代社会不再林黛玉
 ……（池莉《跨世纪茶花》）

（27）我喜欢古筝的声音，非常古典，非常高山流水
 。（严沁《无怨》）

（28）我基本上是个城里人，长得很文化
 。（王泽群《正爷》）





值得注意的是，例（18）至例（28）里面的体词谓语自成一体，有着一些与其他体词谓语截然不同的性质。最明显也最突出的是这种体词谓语可以受程度状语的修饰（张谊生1996，施春宏2001，杨亦鸣2003，邵敬敏、吴立红2005）。比如例（18）的谓语“中国”是说那个市场有中国的特色，而程度副词“很”表明这种特色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例（23）的“现代”是说“图案”非常具有现代派的特征，而“非常”则表明这些特征的数量和质量已经高出了一般水平。同样地，例（24）的“女中丈夫”描述了“葛懿德”的特点，既俊秀又威严，而且这种特点十分突出，可以用“很”来表示了。

这一点显然与前面说过的那些体词性谓语不同，像例（1）和例（2）那样的句子，里面的谓语是不能受程度状语修饰的。如果在例（2）的谓语前加上程度副词“非常”，得到的例（29）根本无法接受。例（1）的情况稍有不同，如果像例（30）那样用状语“很”加以修饰，大多数人会觉得很勉强，而且可以接受的人则往往赋予其与例（1）不同的意义。





（2）篱笆墙上一溜盛开的牵牛花。

（29）*篱笆墙上非常一溜盛开的牵牛花。

（1）我嫂子天津人。

（30）？？我嫂子很天津人。





另一方面，以例（18）为代表的这种体词性谓语句都像例（26）一样，可以直接用“不”来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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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例（31）、（32）和（33）是分别与例（18）、（19）和（20）相对应的否定句，显然都只需要用“不”就足够了。而像例（1）和例（2）那种句子，里面的体词谓语不能被直接否定，而是必须用其他动词来支撑否定成分，就像例（34）和例（35）那样。





（31）东风桥头市场也有点国际，而且很不中国。

（32）她太不教条了，根本不接受老师灌输给她的理论。

（33）不再幼稚也不再书生，人也野了，话也粗了。

（34）我嫂子不是天津人。

（35）篱笆墙上没有一溜盛开的牵牛花。





与此相关的是，这种体词性成分在句子里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谓语地位，不需要其他动词的帮助就可以独立发挥谓语的作用，而且相关句子中不允许再插入其他的动词，其谓语短语的核心就是“中国”、“现代”、“林黛玉”这些成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这种谓语里充当中心成分的究竟是作为体词的名词呢，还是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谓词的一种了？

对此大致上有两种答案。一种做法是坚持这些成分的名词地位，按照列举法的传统另找原因，将这些句法功能归结为特殊名词的特有性质。文献中常见的做法是以语义为出发点，通过名词本身的语义特征（王珏2001），名词语义的特征与副词语义特征的组合（施春宏2001），副词的语义指向（杨亦鸣2003），或者副词与名词语义的一致性（邵敬敏、吴立红2005），来归纳出几类特殊的名词，然后用这些名词的语义特征来解释其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功能。

还有一种做法是放弃这些成分原有的名词地位，赋予其类似形容词的临时地位，比如认为名词会因为受到“很”之类的程度副词影响而被强制改变功能和意义（胡明扬1992），主张名词的功能可以游移而被活用（张伯江1994），以及可以通过语义的偏移而暂时转变词性（谭景春1998）。

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理论基础却相当接近，都是按照词的句法功能来划分词类，只是一个认为充当谓语的核心是某些名词的固有功能，而另一个则认为充当这种谓语核心的名词偶尔发挥了类似于形容词的功能；而且两者的分析方法十分类似，都以这些名词的特殊语义为出发点。这里的分析同样以语义特征为出发点，但却主张这类核心成分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不再具有名词的地位，而是应该视为形容词。

第一章里说过，人们将词语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意思。在正常情况下，句子里的每一个实词都必须有明确的意义，而且是说话和听话双方都承认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才能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说，实词的语义在正常的句子里可以明确地观察到，也就可以根据语义将相关的实词分类；而且实词在句子里的意义不受结构位置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个实词在不同的句子里不会有相异的意义，所以表示不同意义的实词多半不是同一个词。

名词表示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质特点；有些实词可以分别表示这两种意义，也就可以按照语义将其分为同形异义的两个词。文献中经常引用的例子，如“自然”、“热情”、“油”、“面”等都是如此。比如“面”本来指粉状的事物，在一些方言里又专指小麦磨成的粉状物，再引申为用小麦面做成的食品，表示这些意义的“面”因而是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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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红薯很面”里的“面”则表示粉状特征，或者感觉上具有粉状特征，已经不再是名词，而是货真价实的形容词了。正因为如此，《现代汉语词典》才将“面”的这一义项标注为方言中的形容词。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在例（18）至例（28）中充当谓语核心成分的就不宜再视为名词，而应该当作形容词了。比如说“书生”，一般情况下表示一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或者这种人中的一个，所以是名词；例（20）的“书生”却并非表示人，而是表示特殊的性质或气质，也就是这种人所特有的性质，所以应该视为形容词。这两个“书生”同音同形却不同义，应该是两个同形异义词，尽管形容词是由名词派生而来的。同样地，“林黛玉”通常情况下表示小说《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是名词；而用在例（26）中却表示优柔寡断、见花落泪的性格特征，所以是形容词。

例（18）至例（28）中谓语的核心成分是形容词，因而不再需要、也不容许其他动词插进来代替其核心地位，整个短语可以受程度状语的修饰，也可以直接被否定，这都是形容词短语应有的句法性质。不过，这种成分的形容词地位并非固有的，而是人们在交际中临时赋予的。也就是说，当人们需要一个特别的形容词，以准确表达一种特有性质的时候，或者想标新立异，以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的时候，往往会临时找来一个符合某种要求的名词，诸如表示阶层角色特征的名词、表示联想特征的名词、表示形状化特征的名词以及表示度量义特征的名词等等（王珏2001），临时赋予其形容词地位，采用一切符合其形容词地位的句法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以达到预想的交际目的。

这种表现手段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因此一般人都能够接受，但要是观察得再仔细一点的话，还可以发现，如果没有特定的上下文，具有这种语义特征的名词并不一定都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也并非永远都可以充当谓语。同样的一个体词谓语句，有些人觉得可以接受，另一些人则觉得无法理解。对于个别名词语义特征的理解，由于会受到人们社会背景，文化素养、人际关系甚至心理感受的影响，有时候还是会出现障碍的（邢福义2000）。比如例（26）那样的体词谓语句，如果没有读过《红楼梦》，不知道林黛玉为何许人物，就很难理解其背后的含义，也就不太会接受。





（26）本来花开花落都是天命，现代社会不再林黛玉
 ……（池莉《跨世纪茶花》）





词汇系统中存在空缺（linguistic gap）是常见的现象，形容词中的空缺由临时借用的名词或动词来填补也并不罕见。有些临时借用十分传神，或者迎合了大众的喜好，便会反复经常出现，最后成为固定用法，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形容词，甚至进入了辞书。“热情”、“自然”、“油”、“面”之类的名词便因此有了相应的形容词。

这种固化的过程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又会很慢。如果固化过程较长，就往往会出现中间状态。比如说“阳光”，直到上个世纪末还只能表示一种自然现象，是个典型的名词。有一首歌借用“阳光”来表示开朗、向上的品质，还引来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后来这首歌走红了，“阳光”的形容词用法也就开始流行，不但一般老百姓用来形容人物，就连政府机关也用来表示公开的、在群众监督下进行的政务，于是就有了“阳光政务”、“阳光工程”之类的说法。时至今日，“阳光”的形容词用法已经正式进入了不少词典，但也还有些词典不承认其形容词地位。“阳光”的形容词用法似乎接近固化，但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承认。

4.4　另一种经历了质变的体词谓语句

第二节里说过，在例（6）到例（15）那样的句子中，体词性谓语前面是可以补出一个动词来的，但无论补出来的是什么动词，表面上充当谓语的体词短语仍然表示事物，因此整个短语仍然是体词性的，其核心也仍然是名词性成分。不过，像例（36）到例（41）那样的体词谓语句则不在此范围之内。这些句子的谓语完全可以独立发挥作用，而且意思非常完整，根本不需要另外再补一个动词。另一方面，这些谓语的核心成分并不表示性质，因此也不能分析为形容词，如何分析便需要另找出路了。





（36）晓霞从来没有在海外瓜葛
 过任何洋男人。（郭莹《一家两制》）

（37）赵延龙豪宅了
 几年，终于又退了回来，还是居民楼。（孙春平《守口如瓶》）

（38）不过，食用前先要叮一叮
 。（《明报》2006.3.15.B—12）

（39）警方先车
 疑犯去现场重组案情，然后再带回警署继续扣押。（《星岛日报》2006.4.14.A—14）

（40）家长大可不必将第三者标签
 为罪大恶极的坏人。（《明报》1998.9.19.D—7）

（41）几个女人又八卦
 了一番，才嘻嘻哈哈地逛商场去了。（谷欣《昨天的月亮》）





更重要的是，这种谓语中的核心体词已经发生意义变化。例（36）里的“瓜葛”没有用本义，不表示事物“瓜藤”和“葛藤”；也没有用引申义，不表示辗转相连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示“同（‘洋男人’）发生纠缠不清的关系”。换句话说，“瓜葛”在这里的用法是一种借代，表示与“辗转相连的社会关系”有关的动作，因而应该视为动词。同样地，例（37）里的“豪宅”并不表示具体的房子，而是作为一种借代，表示“住在豪宅里”，因而不再是名词，已经成了动词（Chan & Tai 1995）。

也正因为是动词，例（36）的“瓜葛”带有体貌标记“过”，带直接宾语，受地点状语和时间状语的修饰，而且还被“没有”所否定，表现出来的都是典型的动词特征。例（37）的“豪宅”同样表现了动词的特征，带上了体貌标记“了”，后面还有个数量短语“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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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38）里的“叮”是香港书面汉语的中频词，来自香港粤语口语。其基本义是象声词，表示铃铛般的声音，这里用的是引申义，特指微波炉某个程序完成后发出的信号声。很显然，这句话里的“叮”也是用作借代，用信号声来表示用微波炉加热，即表示一种动作，是动词。也正因为表达的是动作，“叮”在这句话里以重叠形式出现也就理所当然了。例（39）里的“车”属于粤语的惯常用法。虽然可以认为是“汽车”的缩略，但却并非指称具体事物的名词，而是表示“用汽车载人”这一动作的动词，所以后面带了个直接宾语“疑犯”，前面受状语“先”修饰。

例（40）中“标签”的本义是贴在或系在物品上，标明品名、用途、价格等的纸片，常用的引申义是标明人或事物性质的抽象标记。这里的用法则完全同具体或抽象的事物无关，而是表示一种动作，大致上相当于“贴标签”，所以“标签”不但语义上有个受事“第三者”，以介词宾语的形式成为状语的一部分，而且还在后面带上了介词“为”，引进“罪大恶极的坏人”作为结果补语的一部分。“标签”的这种用法似乎是受英语影响形成的，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十分常见（石定栩等2006）。就其实际意义及其句法表现而言，这“标签”应该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动词了。

最典型的是例（41）里的“八卦”。这本来是个名词，表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套符号及其所蕴涵的哲学意义。在香港粤语中最常见的是其引申义，表示像算卦的人那样喜欢问长问短，信口开河。“八卦杂志”或“八卦报纸”是专门登载名人私生活内情，以家长里短为特征的小市民读物；“八卦婆”或“八婆”以及“八卦妹”或“八妹”是喜欢嚼舌头，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这个意思再进一步引申，就成了一种行为动作，表示爱打听别人隐私、爱管闲事、爱背后议论别人，也就是成了动词，因而可以带体貌标记“了”。

例（36）的“瓜葛”和例（37）的“豪宅”差不多，都是为了造成特殊的修辞效果而临时充当动词的，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脱离了语境恐怕也很少有人会承认这种特殊的用法。例（38）里“叮”的用法虽然也源自修辞手法，但在香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已经固化了，香港人都知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叮”的这一用法已经进入了书面语，在香港书面汉语的范围内，“叮”可以算作两个同形异义词了。例（39）里“车”的动词用法来自粤语，在香港书面语里的使用频率很高，比“载”、“拉”等标准汉语的用法更为普及，同样应该承认这一用法的实际地位。例（40）里“标签”的用法显然源自英语label的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在香港书面语中也已经习惯成自然，成为两个具有稳定意义的同形异义词了（石定栩、朱志瑜1999、2005）。

“八卦”的动词用法虽然同样源于香港粤语，但这几年通过书面语和电视电影的传播已经扩散到内地了，例（41）就引自内地出版的小说。有意思的是，大概由于以家长里短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出版物较为少见，“八卦”引申义的名词性用法在大陆很少有人知道，远不及动词用法那样普及。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八卦”在国内的常用名词义和常用动词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变成了两个虽然同形，但意义上却不相干的词。

4.5　体词谓语句的句法特性

实事求是地说，列举法和特殊动词说虽然有些不足之处，但作为对相关现象的描述却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如果撇开借用为形容词的、或者借用为动词的体词不计，在充当谓语的体词性成分中，表示籍贯、年龄或日期的比重相当大；而且从实际搜集到的体词谓语句来看，如果要替谓语补一个动词的话，可以补“是”或“有”的占一半左右
⑦

 。更重要的是，可以补一个“有”或“是”的体词谓语句独立性较强，多半不依靠上下文就可以为人们所理解；而需要补其他动词的句子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或者必须成对出现，很少能独立生存。这些显然都是一般体词谓语句的重要特性，应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体词谓语句对于上下文和语境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句子必须成对出现，或者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为人所接受，二是绝大部分句子天生有歧义或多义，必须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才能解歧。比如说，如果将例（9）中的其他分句全部抽走，只剩下“他一块胸脯”这一句，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够弄明白说的是什么，也就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了；但如果将这个小句放在原有的复句中，由上下文提供适当的语境，而且两个体词谓语小句成对出现，就可以很容易地猜到这里说的是吃鸡。





（9）有一回，他买了四只鸡，大伙儿你一条腿
 ，他一块胸脯
 ，真过瘾。





有些体词谓语句虽然不至于脱离了上下文就无法接受，但由于存在歧义，要真正搞清楚说的是什么也很不容易。比如例（10）中的“助理工程师二室一厅”，一般人大概都能接受。但是，如果没有上下文，而且脱离了时代背景，这个二室一厅到底是让助理工程师“住”，让他们“买”，还是“分”给他们，就会成为问题。有了上文的“在住房分配上规定，工程师住三室一厅”，下句的意思就很明确了。





（10）如在住房分配上规定：工程师住三室一厅，助理工程师二室一厅
 。





兼有两种特点的极端情况有时候也会出现。某些体词谓语句既不能独立存在，又会产生多种不同的意思。就像例（13）中的“十块钱一条腿”那样，如果没有上文和适当的语境，几乎没有人能够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下来，也不知道到底是在说买一条鸡腿，卖一条羊腿还是做一条裤腿。不过，原文显然是两个人在讨论如何照X光片子，放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十块钱应该是替一条腿照X光片的代价，歧义在原文中并不存在。





（13）甲：我也照俩，这边儿照一个，后头照一个，照俩片子。

乙：十块钱一条腿
 ，我照了，二十。（於斌2001）





即使是最常见的体词谓语句，也同样会对语境有相当强的依赖性。比如表示籍贯或国籍的体词短语，虽然通常可以独立充当谓语，而且很少会造成歧义，但却并非永远如此。例（42）中第二个小句的结构与例（1）大致相同，都是以表示籍贯的体词短语作为谓语，照理应该表达类似的意义。可是，按照例（42）的上下文，籍贯为山东的并非“我们家”，而应该是“我们家”请的小保姆。





（1）我嫂子天津人。

（42）现在兴请小保姆，我们楼里好几家都请的安徽人，就我们家山东人
 。





实际上，例（42）和例（1）同样都有歧义，只不过这类表示籍贯的句子虽然具有多重可能的意思，但其中总有一个大家会首先想到的默认值（default value）。按照中国人的社会风俗和说话习惯，例（1）和例（42）的默认值相当于表示描述的“是”字句，即句子在说明主语的籍贯。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这个默认值会自动成为首选。而一旦有了明确的语境，就会按照语境从诸多可能的意思中另外确定一个，取代默认值而成为句子的实际应有值。就例（42）而言，上文在讨论同一座楼里各家所请小保姆的籍贯，下文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讨论小保姆籍贯，所以默认值被应有值取代了。赵元任先生（Chao 1968）的名句例（43），时常被人批评为病句（Tsao 1990），因为赵先生一定不是日本女人。但是，如果将例（43）放到例（44）的语境中去，大多数人就应该能够接受，而且不会产生歧义。





（43）我日本女人。

（44）你请的保姆是夏威夷女人，他的是韩国女人，我日本女人。

4.6　体词谓语句的派生过程

基于对体词谓语句特性的这种认识，可以从朱德熙先生（1982b，1984a）的基本设想出发，通过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相互作用来描述体词谓语句的派生过程，并解释体词谓语句对语境的依赖性。朱先生将实词分成体词和谓词两种，主要的依据在于能否担任谓语，能够担任谓语和其他成分的是谓词，不能充当谓语的才是体词。因此，充当谓语从本质上说不是体词的句法性质，如果不是发生了质变、已经成为了形容词或动词的，一般的体词谓语句应该是派生而来的特殊结构。另一方面，动词和形容词短语充当谓语属于正常情况，动词短语的结构中包含体词短语也是常见现象，只要将特殊动词短语说稍微加以扩展，就可以为一般的体词谓语找到较为合理的派生过程。

特殊动词说的核心假设是动词省略，即认为体词谓语句是动词谓语句的省略形式。这种假设的不足之处在于可省略的范围很窄，只限于动词“是”和“有”。如果将可省略的范围扩大一些，将各种动词都包括在可省略之列，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所有的体词谓语句了。

句子成分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省略，或者说以没有语音内容的形式出现，这在汉语句法中十分常见。比如在复句的形成过程中，名词短语常常可以承前省略，也就是上文说过的事情，下文可以不必再说，只要用个零形式就行了，而听话的人可以从上文中找到零形式的所指，将没有明说的旧信息补出来（邢福义2002，邓思颖2002）。从篇章分析的角度来说，这种省略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信息框架，框架中既包含旧信息的位置，也包括可以让新信息进入的位置（Chu 1998，李芳杰2003）。这样的信息框架必须由交际的双方共同建立，即双方必须对于什么是已知的旧信息，什么是需要提供的新信息具有共识，不然交际就无法进行下去（Grice 1978，Huang 1994，Sperber &amp; Wilson 2004）。在框架确立之后，说话的一方可以在提供新信息的同时重复提供旧信息，也可以只提供新信息而不再重复旧信息，让听话的一方自己将旧信息补出来。

也可以从篇章话题延续的角度来描述这一现象。所谓的篇章话题，通常指贯穿一定篇章范围的命题。前面的篇章确立一个命题，后面的篇章围绕该命题提供新信息，或者寻求与该命题相关的新信息，而该命题在汉语里常常以零形式出现（Keenan & Schieffelin 1976，Wald 1983，Chu 1998，Shi 2000，徐烈炯、刘丹青2003）。

在例（45）那样的承接复句中，篇章话题或者说信息框架通常由第一个小句建立。小句中某个名词短语被选中作为旧信息，延续到后面的小句，而其余的部分则属于需要更新的成分，在后面的小句中要由新信息取代。到了第二个小句，表示旧信息的名词短语可以重复出现，也可以用指代形式表示，甚至可以不以显性形式出现，但无论用哪一种形式，旧信息一定是小句的一部分。如果像例（45）那样旧信息以零形式出现，小句表面上就只剩下新信息了。假如采用比较形式化一点的方式，例（45）那种承接复句中小句的信息框架就可以用公式一来表达。这个公式里的DP表示挑选出来作为旧信息的名词性短语，在每个小句中都会出现；X和Y则表示新信息，在每个小句中的内容不同，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DP相当于数学中的恒量，而X和Y相当于数学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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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竹子滑下溪水，转入大河，流进赣江，挤上火车，踏上遥遥的征途。（陈昌来2000）

公式一：X　　DP　　Y





在例（45）那样的承接复句中，恒量“竹子”只在第一个小句中以完整的形式出现，从第二个小句起，该DP通常只是个没有语音内容的零形式，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承前省略；剩下来的组合｛X，0，Y｝就是实际看到的小句形式。

汉语中可以承前省略的并不仅仅限于名词性成分，只要有合适的语境或上下文，其他成分也是可以省略的。比如在例（46）中，第一个小句中方式状语是个以“向”为核心的介词短语，到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小句，方式状语就变成体词短语了。不过，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后面的这两个方式状语还是介词短语。也就是说，介词“向”在这里以零形式出现，形成了广义的承前省略。





（46）那时我会向呼啸的水，伟岸的树林，柔弱的花草倾诉情怀。（《读者》1994）





同样，例（47）中第二、第三、第四小句的状语也可以理解为介词短语，只是介词“从”承前省略掉了，因而以零形式出现；例（48）后面的小句中介词“以”是零形式，而例（49）第三、第四小句中介词“到”以零形式出现。





（47）我们要从平凡中体现伟大，短暂中抉发永恒，琐屑中揭示隽永，喧嚣中探求静穆。（《散文》1989）

（48）我们以他们之忧为忧，他们之乐为乐。（陈信春2001）

（49）因此，两家总是约在一起招待我们，到清迈看古迹，水上市场泛小舟，湖边酒家啖海鲜。（《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





这种承前省略也可以用信息框架的形式来表示，只要将公式一里的恒量DP改成表示介词的P，得到的公式二就可以表达这种关系了。在这个公式里，P是被选定的旧信息，在每个小句中都会出现，但在第一次出现后就可以不再有具体的语音内容，形成｛X，0，Y｝这种形式；新信息变量X和Y在每个小句中都以显性的形式出现，而且内容和形式所受的限制很少。例（47）到（49）就是这样派生而成的。





公式二：X　　P　　Y





既然很多句法成分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省略，那么动词也同样应该可以省略，以零形式出现，而且应该可以通过信息框架来表达其省略的过程。如果将公式一和公式二中的恒量改为动词V，得到的公式三就可以用来描述例（1）、例（2）以及例（6）至例（16）之类的体词谓语句的派生过程了。





公式三：X　　V　　Y





体词谓语句派生所需要的信息框架通常来自语篇中的某一个句子，如果说话的人以该句作为信息框架的基础，就会选取句中的动词作为恒量，而以其他部分作为变量。比方说，要是以例（10）中的“工程师住三室一厅”作为信息框架的基础，就可以将动词“住”看作恒量，将“工程师”和“三室一厅”看成以后必须由新信息取代的变量。到了语篇中的下一个句子，恒量可以作为完整动词出现，也可以作为没有语音内容的零形式出现，而变量必须作为带语音内容的实质形式出现。就例（10）的第三个小句而言，恒量没有语音内容，而变量中的一个由“助理工程师”取代，另一个由“二室一厅”取代。这个体词谓语句的具体意思，则由上一个小句所确立的信息框架派生而来，即“助理工程师住二室一厅”。





（10）比如在住房分配上规定：工程师住三室一厅，助理工程师二室一厅。





这种体词谓语句的派生过程比较简单，只牵涉到一个零形式动词，而且省略剩下来的成分是句子的广义主语和广义宾语，属于最常见的体词谓语句形式。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形式，还有其他的派生方式，可以用更为复杂的信息框架来表示。比如在例（50）中，第二个小句表面上同一般的体词谓语句相似，似乎由广义的主语和广义的宾语组成，但是该句的实际意思是“这儿也卖包子，而且才卖一块钱”，所以这里的体词谓语包括了两个位置不相连的成分。该句的信息框架大致上应该是公式四。





（50）甲：前边儿卖包子，人挺多。

乙：这儿才一块钱
 。

甲：一块钱管饱。（於斌2001）





公式四：X　　卖包子　　X　　收　　Z　　钱





公式四里的恒量中，一个是完整的动词短语“卖包子”，一个是动词“收”，还有一个“钱”是名词性短语的一部分。变量中有一个与恒量“钱”共同构成一个名词性的数量短语，还有两个是分别是表地点和让步的状语。这里恒量和变量的划分不受一般句法结构的限制，可以将一个名词性短语一分为二，一半作恒量，另一半作变量；也可以将状语同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分开来，一部分作恒量，另一部分作变量。显而易见的是，体词谓语句的形成过程同一般的句法过程不同，似乎不遵循一般的句法规律（A. Li 1990）。这种过程属于句法范畴还是语篇范畴，其规则应该如何归纳，都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以后会另有专文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体词谓语句的实际结构可以非常复杂，可能同表面结构相差很远。这类句子的谓语可以像例（50）那样来自几个不相连的位置，主语也同样可能来自不相连的位置，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主语和谓语来自不同小句的情况。比如例（16）中的两个体词谓语句，看上去是简单的主谓关系，但从第三个小句中就可以看出，这句来自陕西关中的熟语结构相当复杂，是在描述当地妇女的社会境况，意思是妇女出嫁之后在婆家的地位很低，尽管在晚辈面前还算个人，在长辈跟前就什么地位都没有了。因此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侄女来了你站在人前头，姑姑来了你站在门背后”。这里表面上的主语来自充当状语的小句，而谓语则是主句谓语的一部分。





（16）侄女人前头
 ，姑姑门背后，姑婆来了塞炕洞。（景尔强2000）





体词谓语句的信息框架有时候可以直接来自语言环境，或者由社会习惯所决定。最典型的便是例（1）那种表达籍贯的句子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人的籍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指人的名词短语和一个由地名充当定语的名词短语间，最有可能存在的关系是后者在描述前者的籍贯，也就是说，公式五实际上已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中扎了根，不必再经由具体的句子建立了。





（1）我嫂子天津人。





公式五：X　是　Y　人





正因为公式五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不必经由实际的篇章或句子去建立，所以类似于例（1）那样的句子可以不需要上下文而独立存在，而且由该公式而派生的意思通常会成为默认值。

4.7　体词谓语句对语境的依赖性

例（1）那种体词谓语句的独立性和默认值也必然会带来一些后果，最明显的是这类句子的可接受程度很容易为其他因素所影响。比方说，中国人的籍贯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概念（邢福义2000），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安徽、山东等省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很容易被视为某个人的籍贯。如果让这类名词短语在类似于例（1）的句子中充当谓语，也就是进入公式五中的Y位置，一般人都能接受，而且会自动赋予默认值。而一些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像例（17）中提及的版纳勐拜，要让一般人接受作为籍贯，进入公式五，就有一定困难了，所以例（17）会让一般人觉得怪怪的。





（17）？？我永远版纳勐拜人。





这种现象在语言交际中其实十分常见。按照交际理论中合作原则的说法（Grice 1978，Y. Huang 1994），说话的人应该提供足够的信息，而对于不熟悉西双版纳地理的人们来说，例（17）提供的信息远远不足，所以无法理解，也就很难接受。换一个角度来说，按照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2004）的观点，人们在理解句子时除了需要运用句法、语义知识以外，往往还需要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中搜寻相关的背景知识，也就是关联理论所说的进行深化工作（enrichment）。如果需要付出的努力超过了一定限度，听话的人很可能就会放弃深化工作，简单地将听到的句子归入不可接受之列。对于一般人来说，例（17）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实在太多，而且太偏，根本不值得努力去搜寻，当成不可接受是最简单的办法。要是像例（51）那样，将句子的内容改换一下，用一个曾经闻名全国的村庄来充当谓语，问题就会小得多了。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小小的山西村庄耳熟能详，对于例（51）这样的句子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能够找到相应的背景知识，所以一定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51）我永远大寨人。





当然，例（17）和例（51）之间的对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两句话除了表示籍贯或个人所属的村庄之外，还表示了一种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感情。版纳勐拜名不见经传，一般人很难想到“永远（是）版纳勐拜人”会有什么价值；而大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是赫赫有名，大寨人自然也就成了一种精神地位的象征，声称“永远（是）大寨人”也就理所当然了。从深化工作的角度说，为例（51）找到合理解读自然也就容易多了。

独立性的另一个后果是默认值很容易被取代。例（1）之类的句子能够独立存在和取得默认值的前提是没有上下文。一旦有了上下文，有了明确的信息框架，句子的意思自然就由文中的信息框架派生而来了。正因为如此，尽管例（42）中的体词谓语句看上去同例（1）差不多，但两者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





（42）现在兴请小保姆，我们楼里好几家都请的安徽人，就我们家山东人
 。





如果在形成时出现的零形式太多，体词谓语句脱离了语境就会难以理解，或者会造成强烈的歧义。如果将例（12）中的体词谓语句从实际的语境中抽出来，“早上一次”就可以形成许许多多可能的意思，诸如“早上去打一次太极拳”，“早上跑一次五千米”，或者“早上吃一次药”之类（於斌2001，Li & Thompson 1976，Shi 2000）。而在例（12）的语境和上下文中，则只剩下“早上用药水洗一次脚丫子”这样一个意思了。





（12）你看你那个脚丫子，天天洗那活儿，一天洗三次，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又一次
 。（於斌2001）





由于这类句子对语境和上下文有极大的依赖性，因此很容易产生误解。例（52）所在的故事中，一个名叫李丹的女孩子站在磅秤上称体重，最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重量。当她听到“李丹八十斤”时，就自然而然地按照心目中的信息框架公式六，将其理解为“李丹重八十斤”，而她的体重显然不止八十斤，便因此提出质问。另一个女孩子发现产生了误会，于是赶快加以澄清，说明她们在讨论应分柴火的重量，即实际的信息框架应该是公式七，与李丹的体重无关。





（52）“李丹八十斤
 。”

“我才八十斤？”

“我们说分柴火呢。”（刘中陆等编1995）

公式六：X　　重　　Y　　斤

公式七：X　　分　　Y　　斤柴火





无论其信息框架是直接来自语境，还是来自上下文，这种体词谓语句的正确理解都有赖于交际双方的配合，需要双方就什么是当前的信息框架取得共识。在实际交际中，交谈双方通常都会采取合作态度（Grice 1978，Y. Huang 1994），按照当时的语境和实际情况去选取适当的信息框架，所以很少会产生误会。即使出了问题，也往往可以像例（52）那样进行修补（Luke 1990），将误解减到最低程度。至于像例（53）那样的情况，则纯粹是存心抬杠，作为相声中的包袱很能逗人一笑，在实际生活中应该很少会出现。





（53）甲：建国二百五。

乙：你怎么骂人？（《学说话》1997）





例（53）中的几个人在讨论如何分配做生意赚来的钱。在此时此地的语境中，交谈双方理应以公式八作为信息框架。但是，其中的一方故意否认有此共识，硬要以无中生有的公式九作为当前的信息框架，而“二百五”在北方话中又正好是骂人的话，所以听上去也有三分道理。





公式八：X　分　　Y　　（块钱）

公式九：X　是　　（二百五）





这种胡搅蛮缠得以成事，也正好反映了这种体词谓语句的局限性。由信息框架而形成的体词谓语天生有歧义，很容易造成误解，因此在正式文体，特别是法律文件中很少会使用。

4.8　余　论

体词谓语句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句法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也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本书坚持朱德熙先生（1984）的基本观点，主张体词的功能不包括做谓语，只有谓词才能充当谓语。文献中所说的体词谓语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以发生了质变的体词为核心，即实质上的形容词谓语句或动词谓语句；另一类其实由动词短语充当谓语，其核心成分是动词，只不过动词在一定的条件下省略了，所以体词短语是谓语的一部分，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谓语。

两种体词谓语有着各自的派生过程，里面的体词所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但两种形式都与相关体词的语义特征有着密切关系，其实际意义也都有赖于语篇和语用因素，甚至同人们的社会经历、文化素养甚至心理感受都有一定关系。这里的分析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入手，可以涵盖更多的现象，也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这种分析的出发点是实词的分类应该以所表达的意义为基础，表示事物的是名词，表示动作的是动词，而表示事物性质的是形容词。任何实词只要保持意义不变，其所属的词类就不会改变，而且不受其句法地位的影响；反过来也是一样，任何实词只要意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所表示对象的类别变了，其所属的词类也自然跟着变化，这与所担当的句法功能同样没有直接关系。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词汇意义而不是结构意义，是由实词同外界对象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本体意义，而不是实词同其他句法成分发生关系后所形成的句法意义。也只有这样去理解，才不会因为实词没有单一的功能，就认为实词没有固定意义，进而以为实词没有固定的词类。比如在朱德熙先生的经典例子“木头房子”里（朱德熙等1961，朱德熙1983），“木头”有可能与“房子”并列，也有可能作为定语修饰“房子”，对于严格按照句法结构意义划分词类的人来说，与名词“房子”并列的“木头”是名词，而修饰“房子”、描述名词属性的“木头”就成了形容词（如季永兴1965，施关淦1988）。

这种分析法实际上还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1924／1992），与目前的主流意见相左，所以支持的人不算太多。主流意见是“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朱德熙1982b：37—38），而“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以后实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吕叔湘1954／1990：271）。不过，在表示定-中关系的“木头房子”里，“木头”所具有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却基本上无法体现出来。从（54a）和（54b）中可以看到，“木头房子”中的“木头”不能作量词的补足语；从（54c）可以看到，“木头”也不能受“的”字结构的修饰。按照主流意见，“受数量词修饰”是名词的基本特点之一（朱德熙1982b，郭锐2002），“受‘的’结构修饰”是名词的另一主要特点（刘月华等2001），但这些功能显然无法用来判断这个“木头”的词类。





（54）a．*三根木头房子

b．*这块木头房子

c．*还没有经过加工的木头房子





文献中常见的名词功能特点还有一个“不受副词修饰”，而且最典型的是不能受“很”修饰（朱德熙1982b，刘月华等2001），“木头房子”中的“木头”倒是符合这一点，因为（55a）和（55b）都不能说。不过，（56a）和（56b）中的谓词“漂亮”也同样不能受副词“很”修饰，“不受副词修饰”在这里显然起不了区分作用。





（55）a．*很木头房子

b．*不木头房子

（56）a．*很漂亮房子

b．*不漂亮房子





这里的关键在于“木头房子”是复合词，里面的“木头”和“房子”都只有词的地位而没有短语的地位，也就是形式句法里所说的，是X0
 而非XP；而充当量词的补足语，作为中心语被“的”字结构修饰，以及作为中心语受副词短语修饰，这些都是短语的句法特性，不能用来判断词的类别，自然也是作为复合词组成部分的“木头”所不可能具有的，与“木头”的词类地位其实无关（石定栩2002a）。

另一方面，定-中复合词的中心语表示一个事物的集合，定语对中心语加以限制，缩小其范围而形成一个子集。充当定语的可以是不同的句法成分，可以像例（57）中的“毁坏”那样表示动作、像例（58）里的“南方”那样表示事物，也可以像例（59）中的“重要”那样表示性质。在进入复合词充当定语之后，这些实词所表达的对象便和“电网”有了关系，成为与“电网”相关的属性之一，从而可以对其加以限制。这种属性是由定语的句法地位造成的，“毁坏电网”的意思是“被（冰雪）毁坏了的电网”，从而在“电网”这一集合中划分出一个子集；“南方电网”的意思是“属于南方（电力公司）的电网”，同样从“电网”中分出一个子集。“毁坏”仍然表示动作是动词，“南方”仍然表示事物是名词。只有“重要”才直接表示一种性质，但这并非“电网”这一事物本身的固有性质，而是用这一性质在复合词中限制名词“电网”，由其所代表的集合中划分出一个子集来。





（57）毁坏电网已经修复。

（58）南方电网被冰雪灾害分割成几块。

（59）重要电网要先行抢修。





第一章里说过，人们将词语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意思。除非说话的人故意制造混乱，正常情况下句子里每一个实词都必须有明确的意义，而且是说话和听话双方都承认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才能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Grice 1978）。实词在句子中所处的结构位置及其结构关系取决于人们想表达的意义，实词的句法功能因而是由词类地位派生出来的。由于同一个句法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实词充当，词类地位和句法功能便无法一一对应，依照功能来划分词类并非易事，恐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注释


①
 　这里不讨论“在”字短语的地位，如果将“在”视为介词，那么汉语的谓语还应该包括某些介词短语。


②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语言信息研究所对二百万字语料库的统计，这类句子在一般书面语中占0.42％，在文学作品中占1.96％，而在话剧、相声等准口语中占3.18％。


③
 　这些例句主要间接引自邢福义（2000），也有一些引自施春宏（2001）和邵敬敏、吴立红（2005）。


④
 　当然，这类体词谓语句所描述的大多是相当特殊的性质。具有这种性质是值得一提的非常态事件，而不具有这种性质则应该是常态事件，所以这类句子实际上很少用否定形式。


⑤
 　至于表示面粉的“面”和表示面条的“面”是否应该算两个不同的名词，则不在这里讨论。


⑥
 　例（37）中的数量短语“几年”应该如何分析，向来有争议，具体内容不在这里讨论，请参阅石定栩（2006a）。


⑦
 　这里只讨论表示描述和表示等值的“是”，而不包括表示强调的“是”。后者可以出现在所有的体词谓语句中，但所表达的意思与一般的“是”不同，可以看成“外加”的情态动词（参见石定栩2003b）。


⑧
 　这里的恒量和变量完全是用的数学概念，而不是一般形式句法中使用的逻辑概念。


第五章　复合名词与名词短语

——谓词性定语和定-中结构

5.0　由谓词性成分做定语的定-中结构

前面说过，现代理论句法放弃了传统语法以词入句的做法，改为以短语入句。在早期生成转换句法理论（Chomsky 1957，1965）的句子结构中，小句S下面直接统辖主语NP与谓语VP，到了后来的支配及约束理论（Chomsky 1981，1986），及其最新阶段最简方案理论中（Chomsky 1995，1999，2001，2005），小句结构变得十分复杂，分为CP和IP两层，而且两层都不直接统辖主语和谓语。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小句的基本成分仍然是主语和谓语，只不过主语改由名词性的限定词短语DP充当，谓语则仍然由VP或者是更抽象一些的轻动词短语vP充当
①

 。

名词性短语可以只有一个核心，也可以具有相当复杂的内部结构，这就带来了一些分析上的具体问题。只有一个核心的名词性成分比较容易处理，由于没有内部结构，这种成分既是现代句法意义上的词，即D0
 ，又会在进入句子结构后取得NP的地位。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成分组成的名词性成分，必然具有内部结构，其整体句法地位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这些成分组成一个复合词，即现代句法意义上的N0
 ，要等到进入句法过程时才取得短语的地位；二是这些成分直接构成一个短语，即NP或DP。句子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结构，分析的第一步就必然是确定该结构到底是复合词还是短语，然后才是短语和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应该如何分析的问题。

汉语复合词是如何构成的，其内部结构应该如何分析，向来极具争议性（刘叔新1990，黄月圆1995，符淮青1997，周荐2004，朱彦2004，朱志平2005）。目前的一般观点是，汉语的一部分复合词可以通过词法过程形成，如往词根上附加前缀构成的“老师”、“阿公”之类，词根附加后缀形成的“桌子”、“石头”之类，以及填入中缀构成的“看一看”以及重叠构成的“村村寨寨”等。还有一部分复合词是按照句法关系组成的，即“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朱德熙1982b：33），可以相应地将这些复合词归纳为并列、定-中、状-中、主谓、动-宾、动-补等种类（任学良1986，符淮青1997，宋均芬2002，朱彦2004，邵敬敏2007）。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显性的句法结构，并不包括形式句法中的抽象结构，如由功能性成分或轻动词充当中心语的抽象短语结构等（邓思颖2009）。也有人认为汉语的复合词中还有一类既非完全按照词法构成，也非完全按照句法组成的复合词，如“楼宇”、“胜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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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荐2004）。文献中也有完全从形态（morphology）角度来分析某些复合词的。这种分析方法认为“含有动词的复合词”是“词汇化了的句子”（何元建2004：223），其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语缀与词根的关系，是单纯的词法附加，因而可以严格按照英语派生词的分析方法（Baker 1988，Hale & Keyser 1993）来加以分析（何元建2004；何元建、王玲玲2005，2007）。

本章讨论的范围比较窄，只讨论按照句法规则组成的名词性复合词和短语，而且是这种名词性成分中的一类，即由动词或形容词充当定语的定-中结构，分析的出发点是这种定-中结构的句法特性，及其内部成分的句法特性，并由此探讨名词复合词和名词性短语的句法地位，区分这两种句法成分时候所依照的标准，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

动词和形容词有时候统称谓词（朱德熙1982b，1984a），谓词性成分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修饰体词性成分。一种是直接修饰，如“白布”、“白喉”、“纯白砂糖”、“行人”、“休息地点”以及“食虫植物”等；另一种是通过“的”字结构间接修饰，如“新的书”、“鲜红的旗帜”、“来的人”、“先来的客人”及“购买水果的顾客”等。本章主要讨论这两种形式的内部结构与句法地位问题，而不牵涉词典编纂或词库建设中词条选择的问题。不过，这里得出的结论对相关工作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1　定-中复合名词与名词性短语

如果要替受谓词性定语修饰的体词结构分类，最直观的方法应该是依照定语的形态，分为由谓词成分直接修饰的，以及由“的”字结构间接修饰的这两种（朱德熙1982b，1983；张斌1998），但对此持赞成意见的人似乎不多。最常见的作法是将相关体词结构分成短语和复合词两类，短语包括了所有受“的”字结构修饰的，以及一部分由谓词直接修饰的体词结构，复合词则是剩下来的那些由谓词直接修饰的体词结构。

按照这种分法，由谓词直接修饰的体词结构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复合词，而另一种是短语。这就带来了一个如何划界的问题。正如吕叔湘先生（1979）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理论基础不同，划分目的各异，对于划界这一热门话题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不会相同。词典编辑要考虑流通程度和公众语感（王立2002，徐枢、谭景春2006），音韵学家要参照韵律（冯胜利2000，2005；端木三2000；王洪君2001）。对于研究句法的人来说，复合词和短语既然是不同的句法单位，就必然会有不同的句法特性，而且这些句法特性应该可以作为判别复合词和短语的标准。

常见的判断标准是源自结构主义的分解法（陆志韦1951，吕叔湘1979）和扩展法（陆志韦等1957；Chao 1968；史有为1983；武占坤、王勤1983；葛本仪1985；任学良1986；陈光磊1994；范晓1996；李济中、姚锡远1997；邵敬敏主编2001；邢福义、汪国胜主编2003；曹炜2004；陈保亚2006；参阅王力1944，1957）。简单地说，分解法是将定-中结构拆开，如果定、中两个部分都是能够独立成词的自由语素，那么整个结构就算是短语；如果有一个部分不能独立成词，那么整个结构就是词。扩展法主要考虑的是两个成分之间能否插入其他成分，就定-中结构而言，主要标准是定、中之间能否插入“的”，能够通过插入“的”扩展的就是短语，不能插入的是词；还有一种常见的标准是能否分别扩展，即定语与中心语是否可以各自扩展，比如带上其他成分之类，可以扩展的是短语，不能扩展的是复合词。

分解法在应用时会碰到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非自由语素不能带“的”，也不能被“的”字结构修饰，所以不能分解的定-中结构一定不能扩展。分解法在这一点上与扩展法重叠。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可以分解的定-中结构都能够扩展。像“白菜”这样的经典例子，虽然可以分解成两个词，但由于“白菜”的意义不是“白”和“菜”的简单叠加，所以无法通过插入“的”加以扩展。显然，可分解的定-中结构中有一部分是公认的复合词，而不是短语，所以分解法的实际意义不大，很快就被扩展法取代了（陆志韦等1957）。

判断定-中结构能否扩展主要标准有两条，一条是扩展后的结构在现代汉语里能不能说，能说的才算可以扩展。“彩蝶”可以说，但“彩的蝶”不能说，所以“彩蝶”不能扩展，是个复合词。另一条标准是扩展以后是否维持原有的语义。“白布”可以扩展成“白的布”，而且扩展后基本上维持原意不变，所以是短语；而“白菜”的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虽然可以插入“的”，但扩展后会失去原意，“白的菜”不等于“白菜”，所以“白菜”还是不能扩展，是个复合词。换句话说，“白布”和“白的布”都是短语，具有相同的结构，“白的”和“白”在这里的句法地位相仿。

如果只限于描述直观现象，以能否扩展为根据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判断方法。不过，如果要考虑谓词性定语的各种句法特性，要讨论修饰成分的分布，研究体词性成分同修饰成分搭配时受到的限制，就需要更为精确的分析方法了。





（1）a．*非常白布

b．*白白布

c．*白三匹布

d．*不白布

e．上海白布

（2）a．非常白的布

b．白白的布

c．白的三匹布

d．不白的布

e．？上海白的布





以形容词性定语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定-中结构为例，“白布”和“白的布”似乎具有相同的真值，因而一般都认为后者由前者扩展而来，或者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变换关系（范晓1996）。可是，正如吕叔湘先生（1979）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将考察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会发现两者的句法特性并不一样，在很多句法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从（1a）和（2a）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白布”里的形容词性成分“白”不能为“非常”之类的程度状语修饰，而“白的布”里的“白”是可以受各种状语修饰的；由（1b）和（2b）的对立中可以看到，“白布”里的定语“白”不能重叠，而“白的布”中的“白”可以重叠；“的”字结构后面的体词成分可以是数量成分，但无“的”定语后面不能出现数量成分，所以（2c）可以说而（1c）不能说；“白布”中的定语不能被否定
③

 ，而“白的布”里的“白”是可以被否定的，所以（1d）和（2d）之间有明显的差别；“白布”可以直接受名词性成分修饰，而“白的布”受名词性成分修饰时就会有很多限制，因此（1e）十分正常而（2e）给人的感觉怪怪的。





（3）a．*修理汽车工人　　a’．汽车修理工人

b．*细心修理工人　　b’．*汽车细心修理工人

c．*修理过工人　　　c’．*汽车修理过工人

d．*没修理过工人　　d’．*汽车没修理过工人

e．*修理修理工人　　e’．*汽车修理修理工人

f．*修理一个工人　　f’．*汽车修理一个工人

（4）a．修理汽车的工人

b．细心修理（汽车）的工人

c．修理过（汽车）的工人

d．没修理（汽车）的工人

e．（随便）修理修理的工人

f．修理（汽车）的一个工人





动词性成分作定语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从表面上看，“修理工人”同“修理的工人”在一定的语境里都能说，而且好像具有同样的真值，似乎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式。不过，这种关系经不起推敲，从例（3）和例（4）之间的强烈对比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极大。“修理”虽然是二价动词，在（3a）的“修理工人”中却不能带受事宾语。如果受事成分一定要出现的话，就只能像（3a’）那样附在整个结构的前面。尽管“修理工人”中的“修理”是动词，但却不能受状语修饰，不能带动态助词，没有否定形式，而且也不能重叠，所以（3b）、（3c）、（3d）和（3e）都不能说。而且从（3b’）、（3c’）、（3d’）和（3e’）的地位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与受事成分出现与否无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例（4）中的“修理的工人”，里面的动词“修理”可以直接带宾语，可以受状语修饰，可以带动态助词，可以有否定形式，也可以在一定的语境中重叠，所以（4a）、（4b）、（4c）、（4d）和（4e）都可以说。相关现象还包括定-中结构核心成分的地位。“的”字结构修饰的对象可以是名词成分，也可以是数量成分，所以（4a）和（4f）都可以接受；而“修理工人”这类结构中的被修饰成分只能是名词成分，所以（3f）和（3f’）都不可接受。





（5）a．*装卸煤炭工　　a’．煤炭装卸工

b．*慢慢装卸工　　b’．*煤炭慢慢装卸工

c．*装卸过工　　　c’．*煤炭装卸过工

d．*没装卸工　　　d’．*煤炭没装卸工

e．*装卸装卸工　　e’．*煤炭装卸装卸工

f．*装卸一个工　　f’．*煤炭装卸一个工





应该指出的是，能否用加“的”来扩展其实并不影响定-中结构的句法特性。例（5）中的“装卸工”不能用加“的”来扩展，但其句法特征却与例（3）中能够扩展的“修理工人”没有什么区别。从（5a）可以看到，“装卸”是二价动词，但其受事成分不能直接作宾语，只能像（5a’）那样附在整个结构前面。“装卸”在这种结构中不能受状语短语修饰，不能带动态助词，不能有否定形式，也不能重叠，因此（5b）、（5c）、（5d）和（5e）都不能说。这种情况与受事成分出现与否无关，因为动词前有受事“煤炭”的（5b’）、（5c’）、（5d’）和（5e’）同样也不能说。与此相关的是受“装卸”修饰的只能是名词成分，不能是数量成分，所以（5f）和（5f’）都不能接受。“装卸工”的这些特性完全是例（3）中“修理工人”的翻版。

定-中结构能否扩展还常常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虑（史有为1983，曹炜2004）。在一定范围内，“白布”里的“白”和“布”可以分别受其他成分直接修饰，而且形成的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保留原有的意义，而“白菜”里的“白”和“菜”一旦受别的成分修饰，形成的新结构就不可能保留原有的意义。比方说，“白细布”和“本白细布”都仍然是白布的一类；但“白干菜”和“上白干菜”都不一定是白菜，可以是晒干或烘干的任何一种蔬菜，只要颜色是白的就行了。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认为“白布”能够扩展，而“白菜”不能扩展（史有为1983）。

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对内部成分进行直接修饰可以认为是扩展的一种，但其适用范围同加“的”扩展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候会由此引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矛盾。比如说，“红叶”可以通过直接修饰的办法加以扩展，“（满山遍野的）火红霜叶”或者“（满地的）金红落叶”都可以说，而且也都还是“红叶”的一部分，据此可以判定“红叶”能够扩展，应该是短语。可是，“红的叶”在一般文体和北方话里却是不能说的，据此就只能判定“红叶”不能扩展，不应该是短语。根据这两个标准做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正好说明了扩展法的语义-句法基础可能有相互矛盾之处，操作程序上恐怕也有一些漏洞。

5.2　定语和中心语的句法地位

一般说来，不同的结构会有不同的句法特性，而不同的句法特性往往源于不同的结构。所以在分析反复出现、具有规律性的句法现象时，首先会想到的是从结构上找原因。

当代形式句法中的基本单位很少，只有核心与短语等极少的几种，而且句法结构关系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例如修饰关系就只有一种结构，两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一种形式是短语修饰短语，另一种形式是核心修饰核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词修饰词。修饰关系在形式句法里用附加的方式表示，图一表示短语YP对短语XP的修饰（Chomsky 1986，1995），图二表示核心Y对核心X的修饰（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Wu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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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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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这些结构式的理论意义大部分同本书的主旨没有直接关系，可以不必在这里讨论，值得关心的是修饰的方式和由修饰所形成的结构。两种修饰方式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修饰只能在同类的句法成分之间进行，所形成的也仍然是同类的句法成分。也就是说，只有短语才能修饰短语，修饰后形成的新结构仍然是短语，而且会继承被修饰短语的句法地位；另一方面，只有词才能修饰词，修饰后形成的也仍然是词，而且会继承被修饰的词的原有地位。

这种理论上的规定看上去十分虚无抽象，其实在各种语言中都具有非常可靠的实际基础，也可以用来解释与汉语定-中结构相关的一系列现象。吕叔湘先生（1979）和朱德熙先生（1983）都曾经指出，有“的”和无“的”这两种定-中结构在句法特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归为同一类并不合理。依照这条思路，将两种定语划归不同的句法单位类别应该是可行的作法，这也是本章分析的出发点。“的”字结构定语应该看成短语；而一般的无“的”定语则应该视为词，即形式句法里的核心Y0
 。前者以图一的方式修饰体词短语，整个定-中结构仍然是体词短语；后者以图二的方式修饰体词，整个结构仍然是体词，或者说是复合体词。

从这一观点出发，谓词性定语和定-中结构的一些句法特性便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短语与复合词的句法地位不同，因而句法特性也不同，特别在小句层次的表现不同。小句由短语构成，所以短语是小句层次句法过程的主要参与者，而严格意义上的词只在特殊的句法过程中起作用。反过来也一样，许多小句层次上的句法过程可以影响到短语的内部，但却不能影响到复合词的内部（武占坤、王勤1983）。早期形式句法将复合词的这种特性归纳为所谓的词汇完整性假设（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即任何句法过程都不能影响到词的内部（Chomsky 1986a，DiSciullo & Williams 1987，Bresnan & Mchombo 1995）；到了形式句法的最简方案阶段，所有的词全归入词库，句法过程一开始就选定需要使用的词汇系列（lexical array），然后就不再同词库发生有任何关系，而且词汇系列里的成分一旦进入句法过程，也就只是一个完整的句法最小单位，内部不会再发生变化。既然如此，一些只能在小句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句法过程，如疑问，否定、重叠以及对时态与体貌的标记等等，就不能对复合词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一旦复合词内部有了表示体貌的标记“着”、“了”、“过”，或者出现了否定成分
④

 ，整个复合词就会变得不可接受。正因为如此，定语里的动态助词“过”让（3c）、（3c’）（5c）和（5c’）变得不可接受，否定成分“不”破坏了（1c）的合法性，而“没”使（3d）、（3d’）、（5d）和（5d’）失去了合法地位。





（1）c．*不白布

（3）c．*修理过工人　　c’．*汽车修理过工人

d．*没修理过工人　　d’．*汽车没修理过工人

（5）c．*装卸过工　　　c’．*煤炭装卸过工

d．*没装卸工　　　　d’．*煤炭没装卸工





另一方面，“的”字结构是短语，可以参与小句层次上的句法过程，也会受这种句法过程的影响，所以（4c）中的“过”，以及（4d）中的否定成分都不会影响其合法性，也就不会影响到整个体词短语的可接受性。





（4）c．修理过（汽车）的工人

d．没修理（汽车）的工人





一般的谓词都可以重叠，但重叠以后就失去了X0
 的地位，变成了谓词短语，也就是说，重叠不单单是词法过程，而且也是句法过程（石定栩2001）。正因为如此，在复合词里充当定语的谓词不能被重叠，而作为“的”字结构一部分的谓词却可以被重叠，所以会出现（1b）、（3e）、（3e’）、（5e）和（5e’）不能说，而（2b）和（4e）却可以说的对立情况。





（1）b．*白白布

（2）b．白白的布

（3）e．*修理修理工人　　　　e’．*汽车修理修理工人

（4）e．（随便）修理修理的工人

（5）e．*装卸装卸工　　　　　e’．*煤炭装卸装卸工





上述两种体词结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被修饰成分的地位。“的”字结构是短语，受其修饰的也必然是短语；而直接起修饰作用的谓词是词，被它修饰的就只能是另一个词。不过，如果被修饰成分是个光杆名词，就会同时具有这两种句法地位。光杆名词是词，当然可以作为N0
 受另一个词V0
 或者A0
 的修饰；但由于名词性短语可以由一个核心组成，所以光杆名词又可以同时具有名词短语的地位。如果光杆名词像图三a那样以词的身份出现，就会进入图二的结构，受谓词的直接修饰，整体结构就是“白布”和“修理工人”那样的名词。如果光杆名词像图三b那样以名词短语的身份出现，就会进入图一的结构，受“的”字结构的修饰，整体结构就是“白的布”和“修理的工人”那样的名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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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如果被修饰成分的地位单一，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近年来对汉语体词性成分的研究，倾向于采用形式句法理论的最新成果（Abney 1987, Chomsky 1995、2000, Siloni 1997），将原来大一统的名词短语分成几类，包括以限定词为核心的限定词短语（DP），以数词为核心的数词短语（NumP），以量词为核心的量词短语（CIP或KP）
⑤

 和以名词为核心的名词短语（NP）（Tang 1990, Gao & Sampson 1994, Li 1998, Cheng & Sybesma 1999，胡建华、石定栩2005，熊仲儒2005）。

汉语的限定词主要是指示词，专有名词和代词有时候也归入限定词的范畴。限定词短语可以只有核心，即单个的限定词，也可以由限定词和补足语组成。限定词的补足语可以是名词短语，也可以是量词短语或数词短语，所以“这”、“这孩子”、“那本书”和“那两个杯子”都是限定词短语。同样地，数词短语可以只有一个核心词，也可以由数词加上量词短语或名词短语构成，因此“三”、“三个”、“三个学生”和“三年”都是数词短语
⑥

 。

这里的关键在于，限定词或数词后面一旦带上了补足语，整个结构就必然是限定词短语或数词短语，不会出现第二种可能性。所以“三匹布”和“一个工人”都一定是数词短语，只能进入图一的结构，受“的”字结构的修饰，形成“白的三匹布”和“修理（汽车）的三个工人”那样的结构。要是进入图二那样的结构，变成谓词修饰短语，就只会形成“*白三匹布”或“*修理一个工人”那样不能接受的体词结构
⑦

 。同样地，“那本书”和“那两本杂志”都是限定词短语，所以“鲁迅写的那本书”和“已经出版的那两本杂志”是可以说的，而“*绝版那本书”和“*畅销那两本杂志”却是不能说的
⑧

 。

5.3　复合词内部成分的地位

现代汉语中有一批性能特别的语素，如动词性的“铸”、“厌”、“待”，形容词性的“残”、“优”、“整”和名词性的“友”、“桌”、“机”等。除了一些特殊的文体或者某些特别的语境之外，这些语素一般情况下不能在句子中单独使用，也就是不能独立成词。不过，这种语素可以与其他语素共同出现，进入动补结构，构成动-宾复合词，还可以进入图二那样的结构作为修饰语或是被修饰语。这些语素在古汉语里是自由语素，到现代已经失去了自由地位，但却在某些句法过程中相当活跃，似乎处于自由语素同黏着语素之间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半自由语素（吕叔湘1962，1979；钱乃荣1995；邢福义、汪国胜2003；杨锡彭2003）。在某些理论框架中（符淮青2004），这种语素甚至被赋予词的地位。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只是在现代汉语中特别突出，牵涉的数量又特别大而已。

从词法-句法（morpho-syntax）的角度来看，半自由语素在构词过程中具有X0
 的地位，因而可以作为核心词进入图二的结构式，充当定语或中心语，形成“好友”、“铸件”、“狂犬”之类的定-中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图二的结构中，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的词法-句法地位并不影响两者的搭配，所以半自由语素和自由语素的四种组合都可以找到
⑨

 （吕叔湘1962，1979）。下面例（6）中的复合词是半自由语素与半自由语素的组合，例（7）中的是半自由语素和自由语素的组合，例（8）中的是自由语素同半自由语素的组合，而例（9）中的是自由语素与自由语素的组合。在这四种例子中，（a）组的定语是形容词性的，而（b）组的定语是动词性的。





（6）a．整机　净值　盲文　疲态　末梢　良民　秽闻　愤青

b．食品　败将　容器　汇单　印张　驻地　援军　囚徒

（7）a．半山　漏斗　沸油　丰年　古琴　劲歌　净桶　奇人

b．铸铁　辅路　复信　覆水　决心　挂表　贺词　战船

（8）a．坏料　黑箱　蠢材　粗粮　短工　大褂　红壤　黄陶

b．爱将　哭腔　雇农　从犯　论丛　锻工　捐款　扒手

（9）a．晴天　好事　旧病　坏话　强风　细雨　断层　快车

b．刮刀　打糕　伏笔　挂面　落花　流水　喷头　围墙





当然，语言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刀切的，语言成分的分类也很少能做到非此即彼，从真正的黏着语素到半自由语素，再到真正的自由语素其实是个连续体，界线非常模糊，以此为根据的句法过程有时也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形。对图二的结构式来说，可以作为词进入修饰语位置的不只是单音节的词或者是半自由语素，还可以是复合词。这个意义上的复合词范围很大，判定标准非常宽松，特别是动-宾复合词更是如此。说汉语的人似乎特别喜欢两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动-宾组合，通常会赋予它们复合词地位，并允许它们进入图二结构式的修饰语位置。“护旗手”、“压路机”、“制药厂”、“磨刀石”、“歼敌计划”和“吃饭时间”因此都是可以说的定-中复合词。

动-宾复合词与动词短语界线不清的问题同音节数量有很大关系（吕叔湘1979；张国宪1989，1997；冯胜利2000，2001，2005；端木三2000；王洪君2001；梁源、黄良喜2006）。在这种结构中可以充当复合词的动-宾结构大多由单音节动词成分与单音节体词成分构成。由双音节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一般只能视为动词短语，而并不具有复合词的地位，不能作为修饰语进入图二的结构式。因此，尽管“*修理汽车工人”、“*压迫工人老板”和“*制造配件工厂”在语义上都能成立，但从词法-句法的角度来看都是不能说的。

地位最不容易确定的是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名词构成的动-宾结构。“修电视技师”和“扫马路车”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而“卷铅笔刀”和“养骆驼户”却有很多人可以接受。不过，人们还是偏爱单音节加单音节的复合词，所以往往会将这种成分进一步缩短，说成“卷笔刀”和“养驼户”，尽管“骆驼”是个双音节语素，一般情况下不能缩略。

当然，如果宾语是地位明确的体词短语，动-宾结构的地位就只能是动词短语，不会是复合词。“三本书”是数量短语，“那种电视”是限定词短语而“葛优演的电影”是名词短语，所以“买三本书（*学生）”、“修那种电视（*工人）”和“看葛优演的电影（*观众）”都是动-宾短语，不能直接修饰体词。

状中结构的情况同动-宾结构相似。如果状语是单音节的副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而中心语是单音节谓词性成分，那么这种状中结构多半可以算作复合词，可以进入图二的修饰语位置，所以“最佳演员”、“上行列车”、“快干胶”和“慢炖锅”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状语有两个或者更多的音节，大多数状中结构就不能进入图二的修饰语位置了。像“*非常漂亮女孩”、“*过分大汽车”和“*十分年轻老师”这样的结构，虽然在语义上没问题，但在句法上都不能说。

副词“很”在这方面的表现十分特别，除了相当于固定用法的“很多”之外，“很”一般不参与复合词的构成（吕叔湘主编1984，吕叔湘1987），或者说由“很”充当状语的绝大部分是短语。也就是说，除了“很多人”和“很多演员”之类的结构之外，带“很”的状中结构只能出现在图一的修饰语位置里，所以“*很白布”、“*很好演员”和“*很冷天气”都不能说。

5.4　定语的叠加

上面讨论的复合词都是一个谓词修饰一个体词，实际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比如可以在修饰语前面再加上个体词，形成“汽车修理工人”之类的体词结构
⑩

 ，还可以进一步加长，形成“优秀国产汽车修理工人”这样的大结构。从理论上说，定语的这种叠加（stacking）可以反复进行下去，形成无穷大的体词结构。实际上，由于人的记忆能力和交际需要等限制，真正使用的结构不会大得漫无边际。香港报纸的广告里曾经出现过“精选顶级日本进口海水人工养殖彩色珍珠”这样的长结构，虽然说汉语的人都能接受，但还是有人认为长得过分，提出了不少批评。

这些长结构都可以在图二结构式的基础上加以表达。修饰关系是一种附加结构，而附加结构可以重复使用，像图四那样逐层往上加，即Y修饰X，形成一个复合词，而W再来修饰这个复合词。如此类推，就可以形成很长的复合词。另一方面，修饰语本身也可以有修饰语，就像图五里的Z那样，受U的修饰，形成的复合词再去修饰X。图四和图五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就能够表达汉语的各种叠加修饰关系，而且可以反复叠加，以递归的方法形成无限长的复合词。比如“精选顶级日本进口海水人工养殖彩色珍珠”这样的长结构，就可以用图六来表达
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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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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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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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定语的叠加是个句法过程，必然要受句法规律的控制，而且要符合语义搭配的要求（顾阳、沈阳2001，Lu 1996，何元建2004）。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体词的修饰语是个动词，那么前面就还可以再叠加另一个与动词有关的体词修饰语，但叠加的体词和受修饰的体词都必须满足动词的选择关系，或者说都必须在动词的论元框架里。论元与动词所能分配的题元角色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这两个体词成分的题元角色必然呈互补分布。“修理工人”中的“修理”是个二价动词，正常情况下会带一个施事，一个受事。“工人”作为施事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前面再叠加一个体词就应该是受事了，所以“汽车修理工人”和“线路修理工人”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构。

由于容易同动-宾复合词混淆，动词直接修饰受事的情况较为少见，可以说的例子多半是不会引起混淆的，如“抄本”、“处方”、“空袭目标”和“雇用人员”之类。如果再往这些结构上叠加一个相关的体词修饰语，最大的可能是增加施事。比如“抄本”中的“本”是“抄”的受事，因此可以把施事叠加上去，形成“大内抄本”这样的结构。同样，“处方”前面可以加上一个施事，形成“专家处方”；“空袭目标”可以加长为“敌机空袭目标”；“雇用人员”也可以通过叠加变成“资方雇用人员”。

其他论元或非论元进入复合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购票窗口”是动-宾复合词修饰表示地点的非论元，可以在前面叠加一个施事，从而形成“观众购票窗口”；“员工吃饭时间”的情况大致相同，前面叠加的也是施事，只不过这里动-宾复合词修饰的是表示时间的非论元；而在“乳牛自动挤奶机”中，动受复合词修饰的是工具论元，而前面叠加的是益事论元。

关于“敌机空袭目标”和“观众购票窗口”之类的复合词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敌机空袭”之类的结构显然表示主-谓关系，可以看成短语，也可以看成小句，应该能以短语地位修饰“目标”，但为什么“敌机空袭目标”反而不是短语呢？这里的答案牵涉两个因素。一是该复合词最适当的切分是［［敌机］［［空袭］［目标］］］”，是定-中复合词“空袭目标”再受名词“敌机”的修饰。二是如果将“敌机空袭”看成一个句法成分，将该复合词切分［［［敌机］［空袭］］［目标］］，“敌机空袭”就会有双重地位。无论是看成主-谓结构还是状-中结构，“敌机空袭”都可能是复合词或短语。不过，如果是以复合词的地位修饰“目标”，“敌机空袭”中就不能出现短语或小句的层面的成分，所以“敌机空袭过目标”，“敌机偷偷地空袭目标”和“那架敌机空袭目标”都不能说。要说就必须说成“敌机空袭过的目标”，“敌机偷偷地空袭的目标”和“那架敌机空袭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将“敌机空袭”看成小句或短语，就必须以“的”结构的方式修饰“目标”，“敌机空袭”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有短语和小句层面的那些句法特性。

5.5　扩展法的本质

本章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句法结构与句法性质关系密切，结构相同的成分应该有相同的性质；如果一组成分的句法性质相似，就应该考虑它们是否有相同的结构。照此推理，能否“扩展”似乎也可以视为一种句法性质，以此来划分短语和复合词似乎也应该行得通。不过，问题出在“扩展”的句法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模糊，往往把互不相干的句法过程、句法特性以及语义特性搅在了一起，以此为根据做出的判断就很有可能出错。

常见的扩展方式有两种，一是往充当定语的谓词上添加各种成分，如主语、宾语、状语和动态助词等，二是在定语和中心语中间插入个“的”字。前一种扩展方式牵涉到谓词作定语时的句法性质，而后一种扩展实际上改变了定语的结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会先考虑一个成分是否能用“的”字扩展，再看其能否用状语或动态助词扩展，也就是先改变了考查对象的结构，再来探讨其句法性质，这就把问题的实质掩盖起来了。

比如说，“白菜”和“装修工”都不能用“的”扩展，也不能用其他方法扩展。“*十分白菜”、“*白白菜”、“*白了菜”、“*仔细装修工”、“*没有装修工”、“*装修装修工”和“*装修过工”都不能说，以能否扩展作为判断标准在这里似乎行得通。不过，问题在于能用“的”字扩展的结构，如“白花”和“装配工人”之类，在没有加上“的”字之前也同样不能用否定形式、短语性状语或动态助词扩展。“*非常白花”、“*没白花”、“*白白花”、“*白过花”、“*慢慢装配工人”、“*没有装配工人”、“*装配装配工人”和“*装配过工人”也都同样不能说。按照本章的分析，直接充当定语的谓词是复合词的一部分，受词汇完整性假设的限制，因此不能直接介入句法过程，也不受句法过程的影响，所以不能受短语性的状语修饰、不能被否定、不能重叠也不能带动态助词。这些是词的句法特性，与定语同体词之间能否加“的”无关。

一旦在定语同名词之间加上了“的”，用重叠、否定、添加动态助词或者添加状语来扩展就不再是个问题，“非常白的花”、“白过的花（现在黄了）”、“白白的花”、“没有白过的花”、“慢慢装配的工人”、“（只在流水线上）装配装配的工人”、“没有装配的工人”、“装配过的工人”等等都能够说。“的”字结构本身是短语，可以参与句法过程，也会受句法过程的影响，具有这些特性是正常的。但以此来说明“白花”和“装配工人”是短语，就有移花接木的嫌疑了。

定语同体词之间是否可以加上个“的”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某个定-中复合词是否有相对应的、由“的”字结构充当定语的体词短语，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定语和中心语的词法-句法地位，即是自由语素还是非自由语素；二是复合词的意义是否已经转化，即整体意义是否来自组成部件的简单相加。

“的”字结构是短语，因而只能修饰名词性短语。名词性短语可以有复杂的内部结构，也可以是一个不带修饰语的光杆名词，但绝不能是非自由语素。另一方面，只有短语才能充当“的”字结构的内部成分，也就是只有自由语素才能进入“的”字结构，而黏着语素和半自由语素都不能单独与“的”搭配，所以“好的”和“良好的”都可以说，而“*良的”却一定不能说。正因为如此，定-中复合词的两个成分中只要有一方是非自由语素，就不会有相应的“的”字结构定-中短语；只有当两个成分都是自由语素时，才会有相应的“的”字结构定-中短语。

比如说，“工”在表示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时是个半自由语素，表示方法或过程的“法”也是如此，因此都不能受“的”字结构修饰。尽管由这两个名词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很多，却都不会有相对应的、由“的”字结构充当定语的定-中短语，“*修理的工”、“*架线的工”、“*提取的法”和“*制碱的法”都是不能说的。“伪”、“行”、“曲”在现代汉语里基本上不独立成词，所以尽管可以说“伪科学”、“行人”、“曲线”，但“*伪的科学”、“*行的人”和“*曲的线”都不能说。“弃儿”、“宏观”、“彩带”、“懒汉”等复合词中两个成分都是非自由语素，当然更找不到相应的“的”字定-中短语了。

语素的自由程度当然属于句法研究的范畴，但这种特征并不影响到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如果坚持将复合词是否有相应的带“的”短语看成句法特性，并以此来划分复合词与短语的话，就必然会出现吕叔湘先生（1979）批评过的那种情况，将“鸡蛋”看成是短语而将“鸭蛋”看成是复合词。

复合词能否有相应的“的”字定-中结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语义的变化。有时候因为比喻、转借或避讳等修辞需要，或者是社会使用的要求，复合词会获得新的意义。如果复合词的新意不再等于组成部件的简单相加，而且相应的、由“的”字结构充当定语的定-中短语又没有被同时借用，该复合词就会失去同“的”字定-中短语的联系，或者说就不再能够扩展。比如说，“白菜”最早大概跟菜的颜色有些关系，一旦成为某种蔬菜的名称，就很少泛指各种白颜色的菜了。等到概念扩大，涵盖了其他与菘相似的蔬菜，如墨绿色居多的“台湾小白菜”，就再也不能说成“白的菜”了。“破鞋”原来当然是指“破了的鞋”，本义现在也还在用，所以“把那双破鞋扔掉”和“把那双破了的鞋扔掉”都能说。不过，要是用作比喻，就只能说“她是个破鞋”，而“*她是个破了的鞋”则没有比喻的意义，不能接受。

复合词语义的变化并不牵涉到内部的结构关系，也不应该成为判断其句法地位的标准。对于整体语义不再同内部成分语义直接相关的结构，现代句法理论倾向于单列一类，即所谓的不透明结构（opaque construction），不再作内部结构分析，而是整个地用作句法成分。“白菜”、“破鞋”等复合词便因此取得了相当于单纯词的句法地位。这种结构对于自然语言的机器识别与处理有重大意义（石定栩1999，詹卫东2000），对句法分析来说是不透明的，以此为标准来划分词和短语，不但理论上说不过去，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会造成矛盾。

上面说过，如果复合词中含有非自由语素，就不能通过加“的”扩展。不过，这种复合词却有可能通过添加附属成分来扩展。比如说，虽然“烤的鸭”不能说，所以“烤鸭”不能通过加“的”来扩展；而“手烤填鸭”却是可以说的，而且仍然表示一种烤鸭，可以认为是“烤鸭”的扩展式。这两个扩展标准显然会造成互相矛盾的结果。

“烤鸭”不能用加“的”方式扩展，是因为“鸭”在一般文体和北方话里是非自由语素，不能受短语修饰。但是，“烤鸭”的语义是“烤”和“鸭”的简单相加。“烤”受到“手”修饰之后只是意义变窄了一些，“鸭”加上定语“填”也只是表达范围缩小了，所以“手烤”和“填鸭”相加能够保留“烤鸭”的基本意义，只是所表达的范围受到限制，缩小了许多。

不能通过附加来扩展的是语义有了转变的复合词。典型的例子如“红花”，表示一种药材时用的是转义，地位相当于单纯词，也就不能用任何方式扩展，所以“大红绒花”绝不可能是中药材。当然，“大红绒花”仍然表示红颜色的花，所以是非转义“红花”的扩展形式。

5.6　余　论

本章借用朱德熙先生（1982b，1983）的办法，以是否带“的”来划分定-中短语和定-中复合词。不过，这一做法并非滴水不漏，最明显的例外就是“者”字结构了。一方面，“者”可以受谓词直接修饰，而且其修饰语既可以是非自由语素，形成“智者”、“译者”、“侍者”等复合词，又可以是各种意义上的词，形成“老者”、“学者”、“参加者”和“滋事者”等复合词。另一方面，“者”的定语也可以是短语，如“触犯刑法第六条者”，“收受不正当利益者”和“在公众场合聚众闹事、造成严重后果者”等等。由无“的”短语修饰的“者”字结构主要用于特定文体，如法律文件、公文等。类似的情况还有法律文件中常见的“罪”、“案”及“犯”等几乎是专用的体词性语素，如“严重泄漏国家机密罪”、“市交通局向宏利公司追讨服务费案”和“闯窃未遂犯”等。有时候这种用法还可以扩大到“一案”、“一事”等由“一”构成的数量成分，如“欧盟控告微软非法垄断市场一案”，以及“李大忠前往贵公司采购种子一事”等。

这些特殊用法能产性很大，但应用范围非常狭窄，只在某些特定文体中出现。这种结构的中心语显然来自文言文（朱德熙1966，1983；陆俭明1993），但其定语可以是现代汉语，具体的分析比较复杂，以后会专文讨论。

本章讨论的是复合词和短语的句法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句法划分标准问题，但是这一标准不一定能够照搬到其他领域里去。比方说，词典编撰时选定词条的标准就不必同句法标准完全相同，或者说，句法词和词汇词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也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吕叔湘1979，周荐2004，徐枢、谭景春2006），两者不应该混在一起讨论。

注释


①
 　限定词D包括冠词、指示代词、代词、专有名词等。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冠词，但有后几类限定词。就句子结构而言，主语必须由DP担任意味着对名词性短语的重新认识，细节不在这里讨论，请参阅胡建华、石定栩（2005）。轻动词短语vP是所谓的动词短语外壳。这是一个形式句法理论内部的假设，不在这里介绍，请参阅石定栩（2002b，2003a）。


②
 　“楼宇”和“胜出”都是香港书面汉语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复合词，但进入内地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内地的同行可能不太理解其确切意义及构成。“楼宇”是“楼”和“宇”并列而成，相当于标准汉语的“楼房”，香港书面汉语中还有一个常用的“屋宇”，相当于普通话的“房屋”。“胜出”的意思是“获胜”而“出线”，用于体育比赛的晋级或选举的获胜，其内部结构可以理解为连动，也可以理解为状-中。


③
 　当然，有些复合词中包含了否定成分，如“不夜城”、“不冻港”、“不锈钢”、“不管部长”以及“不变价格”等都是能够说的。不过，这里的定语本身是复合词，并非另一个定语的否定形式。也就是说，“不冻港”与“冻港”并无关联。


④
 　有些固定用法如“不动产”，“不冻港”或“不变价格”不在此范围之内。


⑤
 　量词在英语中叫classifier，量词短语理应是CIP。不过，CIP同另一个常见的短语CP外形上太过相似，所以有时候用KP来代替，K显然来自classifier的发音。


⑥
 　“三年”里的“年”是否为量词有争议，但与这里的讨论无关。


⑦
 　量词里能否受定语修饰有争议，如“大批书籍”中的“批”是否属于量词有争议，但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⑧
 　这里的结论似乎并不完全正确：“坐在后排那位观众”和“我交给老师那本书”都是可以说的。不过，这两个短语加上“的”也同样能说，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无“的”短语。这个问题以后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可参阅He & Wei（1996）与石定栩（1997）。


⑨
 　这里说的是可能存在，而不是必然存在。实际情况相当复杂，特别是多个谓词定语叠加时所牵涉到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配件”和“备用件”都能说，“配备用件”却不能说。要说就只能说“备用配件”。这个问题以后会另文讨论。


⑩
 　严格地说，“汽车修理工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叠加方式。可以是“汽车”同“修理”先结合，形成动词性的“汽车修理”，然后再由“汽车修理”去修饰“工人”。还有一种可能是先形成复合名词“修理工人”，再由“汽车”去修饰“修理工人”。换句话说，“汽车修理工人”本身有歧义。


⑪
 　同样地，“精选顶级日本进口海水人工养殖彩色珍珠”本身有歧义，因而有几种不同的结构式，但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第六章　汉语动-名复合词的结构

6.0　动-名结构

汉语的动-名结构通常用来表示动-宾关系或者是定-中关系。不过，存现句中施事名词短语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还有一些句式中表示频率或时段的数量短语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石定栩2006a），所以动-名结构还可能表示其他关系。本章只讨论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重点是动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这种动-名复合词的派生过程，以及语用、韵律对动-名复合词合法性的影响。

6.1　定-中复合词与定-中短语

要讨论定-中复合词，必然先要界定讨论的范围，将表示定-中关系的复合词与短语区分清楚。这向来是语法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且由于理论基础不同，划分目的各异，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不会相同。词典编辑要考虑流通程度和公众语感（王立2002，徐枢、谭景春2006），音韵学家要参照韵律（冯胜利2000，端木三2000，王洪君2001），而语义学家则以内部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为准（朱彦2004）。对于研究句法的人来说，复合词和短语既然是不同的句法单位，就必然会有不同的句法特性，而且这些句法特性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判别复合词和短语。

上一章里说过，常见的判断标准是源自结构主义的分解法（陆志韦1951，吕叔湘1979）和扩展法（陆志韦等1957，Chao 1968，史有为1983，武占坤、王勤1983，葛本仪1985，任学良1986，陈光磊1994，范晓1996，李济中、姚锡远1997，邵敬敏主编2001，邢福义、汪国胜主编2003，曹炜2004，陈保亚2006，王力1944）。分解法在应用时会碰到很多问题，实际应用意义不大，很快就被扩展法取代了（陆志韦等1957）。

扩展法将无“的”定-中结构分成两类，一类以“白菜”、“作家”为代表，中间不能插入“的”，所以是复合词；另一类以“白布”、“修理工人”为典型，可以通过插入“的”扩展，因此同带“的”定-中结构一样，都是短语。据此推论，能够扩展的无“的”结构和带“的”结构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也就应该拥有相同的句法特性。

这一结论正好与事实相反。定-中结构里能否插入“的”，取决于内部成分是否可以独立成词，以及整体意义是否发生过转化，而这两个条件并不影响整个结构的句法特性。只要将无“的”定-中结构放到各种句法过程中去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除了能否插入“的”之外，能够扩展的和不能扩展的其实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句法特性。反倒是有“的”定-中结构的表现截然不同，句法特性自成一体。因此，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出发，应该以是否带“的”为标准（朱德熙1982b，吕叔湘1984），将定-中结构分为两种，由“的”字结构作定语的是短语，而由无“的”结构作定语的是复合词
①

 。

还有一种判定方法源自朱德熙先生（1982b：33）一个论断，即“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近年来不断有人指出，两者同中有异，某些非常态的语序，如动词前的受事等，不能出现在“的”字结构的定语小句中（石毓智2000，2002）；而在定-中复合词中里，如果定语是个谓-宾结构，则作为宾语的受事必须“倒装”，形成“汽车修理工”之类的结构。所以这些有标记语序可以作为区分短语和复合词的判定标准（顾阳、沈阳2001）。

这些说法确有事实根据，像例（1）和例（2）就都不能说。不过，要将这些例子说成是句法规律的体现，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句法规律不允许例外，只要是违反规律的结构，就一定不能成立。但是，“的”字结构中受事出现在动词之前，并非什么罕见的现象。例（3）和例（4）都由“的”字结构作定语，其中的受事又都在动词之前，却完全可以接受。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应当另文讨论（石定栩2005b）。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简单的推理，既然有大量可以说的例子，就说明“的”字结构中对语序的限制并不属于句法规律。





（1）*饭吃的人来了。

（2）*汽车修理的工人很多。

（3）午饭吃过了的代表请先回房间休息。

（4）这种进口车修理过的工人很少。





另一方面，在用动词性成分充当定语的复合词中，并非所有定语中的受事都要倒装，只有双音节动词的双音节受事才一定要提前，而“修车工”中的单音节受事是可以不动的。这种差别的部分成因在第五章里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问题的关键在于语序不能用来区分复合词和短语，就定-中复合词而言，仍应以是否带“的”作为区分标准。

6.2　定-中复合词的内部语序与结构

关于动-名复合词内部语序的讨论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动词的各个论元在定-中复合词里的地位及顺序，或者说动-名复合词里中心语及其他成分和动词的语义关系。

6.2.1　单一结构说

论元的地位及顺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传统的做法是从句法关系出发（邢福义1994，李铁根1995，张国宪1997，李晋霞2003，李晋霞、刘云2003），比较新的是完全按照词法结构去分析（何元建2004；何元建、王玲玲2005，2007），而最具创意的是顾阳、沈阳（2001）的做法。他们采用句法分析和词法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将吕叔湘先生（1942）的一个观点推向极端，把所有的中心语都归结为广义的施事或者广义的域外论元，以便借用形式句法中关于英语-er复合词的分析方法（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88, 1995; Baker 1988; Sadler & Spencer 1998）。不少英语动词通过附加后缀-er可以变成名词，-er代表施事或工具，其他论元则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如English teacher，rice-cooker之类。因此，-er复合词可以仿照动词短语进行派生，合理安排相关论元的顺序。

不过，汉语定-中复合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中心语不一定是后缀
②

 ，而且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名词性成分，也不一定就是施事。要套用-er复合词的分析方法来处理动-名复合词，就必须设法弥合两者的差距，将所有的中心语都归结成广义的主语或施事。例（5）中的动-名复合词当然不成问题，这里的中心语都可以理解为施事，尽管（5a）、（5b）和（5c）里的中心语都是黏着语素，不可能真正作为施事短语出现在句子中。





（5）a．乘客　飞禽　走兽　作家　杀手　牧童　赌徒　过客

b．辅导员　狙击手　收藏家　检修工　旁听生　审判长

c．摄政王　售票员　贷款方　藏书家　筑路工　典狱长

d．监听专家　盗窃高手　伐木工人　修路大军　监考老师





例（6）中动-名复合词的中心语都是工具，不是名正言顺的施事，所以必须想办法自圆其说，说成是“间接表现施事”，即“工具等……是人的施事能力的延伸”，因而是广义的施事（顾阳、沈阳2001：125）。在句子里工具通常以介词短语的形式充当状语，在形式句法的结构分析中就一定不是动词的域内论元，所以可以算成类似主语的域外论元。





（6）a．屠刀　烧杯　炒锅　刨刀　磨石　搓板　钓竿　拖网　挂钩

b．杀猪刀　试剑石　试金石　报时器　剃须刀　补胎胶　护发素　润肤露　开山斧　刮刀布　炒菜锅　杀虫剂　定音鼓　降压药





以地点名词为中心语的动-名复合词，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设法加以解释。如（7a）里的定语可以理解为一价动词，动词后面的名词性成分可以理解为施事，所以整个复合词可以认为是存现结构（顾阳、沈阳2001），即“出水口”的意思是“口（子里）出水”，“落凤坡”的意思是“坡（上）落凤”。（7b）的情况更直接，中心语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施事，“收款台”的意思就是“（此）台收款”。





（7）a．出水口　抛锚点　储菜窖　停机坪　盘龙洞　落凤坡　下水道

b．收款台　理发店　禁飞区　下山路　炼油厂　养老院　储钱罐





至于中心语显然是受事的动-名复合词，也可以想办法加以解释，将中心语说成被动式的主语则不失为一种既简单而又直接的办法（顾阳、沈阳2001）。（8a）、（8b）和（8c）里的中心语因此都被归入了这一类。





（8）a．雇农　雇工　熏肉　剪报　烧鸡　存款　烤烟　弃儿　填鸭　洗煤

b．送审件　租赁车　拆迁房　移种参　参照点　动迁户　典当物

c．炒肝尖　涮羊肉　炝腰花　烤白薯　炖白菜　腌萝卜　酱黄瓜

d．切面　产品　铸件　拉面　打糕　制品　卷烟　抄本　造型　抄件　雕像　塑像　画像　考分　切片　拓片　印张　夯层

e．杂交稻　勾兑酒　蒸馏水　调和油　混合物　烧结矿　冲积层　混纺布　打印件　排泄物　克隆羊　仿制品　锻压件　合成奶





不过，将所有受事中心语都看成被动式的主语，有些情况会很难处理。（8d）和（8e）里的中心语也都是受事，但由于这些受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象或客体，而是动作的结果，因而无法成为被动式的主语。“切面”不是“被切的面（条）”，而是“切出来的面（条）”；“杂交稻”不是“被杂交的（水）稻”，而是“杂交得到的（水）稻”。由于并没有相对应的被动式，将这类中心语也描述为被动主语，就有点不妥了。

中心语表示地点的动-名复合词也不见得容易处理。可以当作存现式的只是一小部分，可将中心语视为主语的更是为数不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像（7c）那样的，既不表示存现，其中心语也很难视为主语。“登机口”是旅客搭乘飞机的入口，“机”是受事，“口”是地点，而施事必须是人，即使没有像“乘客登机口”那样明说，也不会造成误解。（7d）和（7e）的定语部分只有一个光杆动词，施事并未出现，但表示地点的中心语却显然不是施事。“住房”是“（人）住（的）房（子）”，“屠房”是“（人）屠（宰牲畜的）房（子）”，“检查站”是“（警察）检查（车辆的）站”，不会有别的意义。





（7）c．登机口　洗手间　点将台　听鹂亭　购票处　办公室　报名处　练功房　采矿点　付款台　演武厅　逃生口　转车站　接棒区

d．住房　屠房　出处　来源　泊位　跑道　走廊　跳台　杀场　落点

e．检查站　监视哨　停靠站　备降场　窥视孔　救护站　养殖基地





就连表示工具的中心语也不能全部都算成主语或施事。（6c）里的中心语都是动作所必需使用的凭证，即“券”是“（观众）入场”的依据，应该归入工具一类。但这种工具很难看成“人的施事能力的延伸”，视为主语或施事就有点勉强了。





（6）c．入场券　乘车证　登机牌　出门单　购货本　报名表　报税单

6.2.2　定-中复合词的多样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里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远不止上面讨论过的这几种。只要将考察范围扩大一些就可以发现，与动词相关的主要题元角色，如施事（施）、受事（受）、工具（工）、时间（时）、地点（地）和方式等，都可以作为中心语或是定语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可以找到实例。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例（9）至例（15）里的那些定-中复合词。在这些复合词里，动词的施事都出现在定语部分，而中心语是地点、受事、时间、方式以及无法分类的X。一般说来，汉语的动词只能带一个施事，而且除非带有明确的被动标记，当施事和其他题元角色共现时，表施事的名词性成分一定是主语。所以下列动-名复合词的中心语一定不是施事，也一定不是主语。





（9）施-动-地

a．人行道　弹着点　干休所　鹤舞台　蝶来邨
③

 　卫星坠落地点

b．犹太定居点　旅客休息室　船只停泊处　鸟类栖息地

（10）施-动-受

a．水成岩　人造丝　民营厂　巴控区　鬼画符　贼偷货　军需品　虫蛀孔　雨淋沟　飞播林　国产片　部管厂　市辖县　天生桥
④



b．舰载战机　机耕水田　车载雷达　美制坦克　港产电影　省管干部

c．银行贷款　名人作品　专家处方　疑犯供词　观众留言　大内抄本

d．敌机空袭目标　警察追捕对象　资方雇佣人员　顾客定制衬衫

（11）施-动-时

佛诞日　圣诞节　日据时代　叶落季节　军营开放日　河流封冻期间

（12）施-动-方式

狗爬式　风干法　手提式　脚踏式　蛇行状

（13）施-动-工

军用刀具　狗拉爬犁　民用枪械　电动葫芦　油压千斤顶

（14）施-动-X

狗叫声　蛙鸣声　鸟啼声　地动仪　地震波　房颤症　头痛病　胃痛药

（15）a．施-动-受-时

耶稣受难日　学生开学日　公司减价周　信众上香时段　家长观课时间

b．施-动-受-地

团体购票处　旅客候车室　贵宾候机室　鱼类产卵地　选民投票处　游客通关柜台　新生报到地点　观众入场通道　犯人服刑场所

c．施-动-受-工

个人购房款　嫌犯杀人凶器　病人服药量杯　车辆称重磅秤





其他类型的动-名复合词还很多，只能挑常见的举些例子。比如说，充当定语的动词可以受状语修饰，而有些状-动结构已经成为固定结构，具有复合词的地位。另一方面，重叠式的形容词、名词或副词多半具有短语的地位，带“地”的形容词或动词结构也同样具有短语的地位（石定栩2001），由这种结构充当状语的状-动结构因此也就只能是动词短语；但是，光杆的形容词、名词和副词具有双重身份，既可以是具有X0
 地位的词，也可以是只由一个核心组成的短语。由这种成分充当状语修饰单个动词而形成的结构，便因此同样具有双重地位，可以是状-中复合词，也可以是动词短语。这两种状-中复合词可以作为定语进入定-中复合词，常见的有例（16）、（17）、（18）、（19）和（20）这几种。





（16）状-动-施

a．长明灯　超生户　零售商　机耕队　自梳女　露宿者　竞投方

b．长期患者　暂住人口　盲流人员　快速反应部队　现场搜索警员

（17）状-动-受

a．私生子　刀削面　手撕鸡　水浇地　家织布　原唱歌　抢答题　手抄本　热轧钢　代培生　返销粮　统配油　砂滤水　外购件　保送生　红烧肉　水洗丝　手提包　精炼油　冷轧板　蜡染布

b．针织内衣　现磨咖啡　鲜榨果汁　白切羊肉　红烧牛肉　扎染床单

（18）状-动-地

长眠处　暂居地　常驻地点　慢驶路段　零售商场　偷窥孔

（19）状-动-工

急救箱　慢炖锅　精研砂　抢修车　火补胶　速冻格　窃听器

（20）状-动-方式

急救法　深潜式　热敷法　慢驶策略　海选手段





动-宾复合词作定语的也不少，除了（5c）中的动-受-施、（6b）和（6c）中的动-受-工以及（7a）、（7b）和（7c）里的动-受-地复合词之外，还有（21）的动-受-时、（22）的动-受-方式、（23）中的动-受-受以及（24）中无法分类的动-受-X。





（5）c．摄政王　售票员　贷款方　藏书家　筑路工　典狱长

（6）b．杀猪刀　试剑石　试金石　报时器　剃须刀　补胎胶　护发素　润肤露　开山斧　刮刀布　炒菜锅　杀虫剂　定音鼓　降压药

c．入场券　乘车证　登机牌　出门单　购货本　报名表　报税单

（7）a．出水口　抛锚点　储菜窖　停机坪　盘龙洞　落凤坡　下水道

b．收款台　理发店　禁飞区　下山路　炼油厂　养老院　储钱罐

c．登机口　洗手间　点将台　听鹂亭　购票处　办公室　报名处　练功房　采矿点　付款台　演武厅　逃生口　转车站　接棒区

（21）动-受-时

赛马日　会客日　建军节　进货日　开斋节　返校日　拥军周　开馆时间　免费时段

（22）动-受-方式

点金术　隐身术　制碱法　致富路　脱贫法　失蜡法贷款条件　练功秘诀　酿酒技术

（23）动-受-受

染色布　消毒棉　脱脂棉　去水酒精　磨砂玻璃　刻花漆器

（24）动-受-X

出肉率　含绒量　发芽率　出油率　转弯半径　中弹比率





第五章里说过，单音节动词和单音节名词构成的动-宾结构通常具有复合词的地位，所以在充当定语时其受事不必前置。正因为如此，定-中复合词的动词性定语中，单音节的受事成分出现在动词前面的较为特殊，能找到的多半是通过缩略形成的，种类也相对少一些。





（25）受-动-地

客运室　货运港　机修厂　客运站　列检厂　药检处　尿检点

（26）受-动-施

漕运官　列检员　机修工　部属厂　银监会　体改委　奥申委　空调机　边防军　邮递员　奥组委　机管局　房管所　牙防所　结防所　车管处　银监会　证监会　军控司　质检处　语用所　环保局　土改队　汽修厂　米蛀虫　盐运使　血吸虫　肝吸虫　药检部门　航管当局　纪监部门　货运公司　肉食动物　税收部门　法属圭亚那　水净化装置

（27）a．受-动-工具

木锉刀　木锯床　皮割刀　教改计划　军购款项　体检表格

b．受-动-受

铁铸件　钢锻件　军售收益

c．受-动-X

脾穿刺技术　肺切割手术　胃切除程序　肝缝合手术　肝造影技术





双音节的受事一般无法跟在充当定语的动词后面，只能出现在动词前面。这种动-名复合词的类别较全，中心语可以是施事、地点、时间、工具、方式以及很多其他类型。





（28）受-动-施

a．宿舍管理员　服装设计师　飞机修理工　古董收藏家

b．物业管理公司　仪表装配工人　时装设计大师　滚筒雕刻技师

（29）受-动-地

a．煤炭堆放处　表格收集柜　车辆展览馆　烟叶晾晒架

b．废料处理场地　服装展销柜台　信息展示屏幕　尾矿堆放区域

（30）受-动-时

a．体检时间　衣物回收日　环保宣传月　妇女保护年

b．新车保修年限　蔬菜种植季节　设备保养时间　数据保密期间

（31）受-动-工

a．钻石切割刀　白菜储藏窖　水果洗涤剂　皮革干燥剂

b．石材切割机床　金属加工模具　地质勘探设备　硫酸运输罐车

（32）受-动-方式

a．小号吹奏法　花卉栽培学　球员转让制　废气回收式

b．良种筛选原则　学徒培养方式　塑料吹制技术

（33）受-动-X

a．尾气排放量　黄金回收比　设备使用率　原料消耗数

b．车辆保养费用　油气分离程度　隧道掘进尺度





上面那些表示定-中的动-名复合词都只包含两个名词性成分，即除了中心语之外，定语部分只含有一个名词性成分。不过，定语部分其实可以不断加长，只要是同动词相关的成分都可以加进来。例如除了“检修费用”和“汽车检修费用”之外，还可以说“汽车定期检修费用”，“汽车定期电脑检修费用”等等。

另一方面，上面列举的那些定-中复合词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三价动词也可以充当定语，如“赠品”和“嫌犯送礼对象”等。还有许多无法归类的或者不值得另立一类的。比方说，“杀手”和“杀场”的中心语可以明确定位，但“杀气”的中心语就不太好归类了。又比如说，“抽水机”、“抽水工”和“抽水站”的中心语都有着明确的题元角色，但“抽水马桶”的中心语到底应该算什么，恐怕就很难说了。“抽水”其实是“马桶”进行清洁的方式，所以动词和中心语只有间接的关系。还有像“侵略行径”和“西湖西进工程”之类的复合词，其动词成分和名词成分指的是同一件事，即“行径”和“侵略”是一回事，“工程”就是“（让）西湖西进”。定语和中心语在这里似乎是同位关系，就更不宜随便归类了。

6.3　定-中复合词的生成

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种类繁多，构成情况复杂，而且随时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创造新词。因此，对汉语动-名复合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成果会对语言学的理论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如果对理论句法没有兴趣，可以跳过去直接看第四节。

6.3.1　复合词生成在句法过程中的地位

现代理论句法的重大课题之一是词的句法地位。最新的形式句法理论（Chomsky 1995, 1999, 2001, 2005b）大大提高了词库（lexicon）的地位，将原本由句法过程处理的许多信息归入了词库。也就是说，词在进入句法运算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很多句法信息，句法过程只不过是执行这些信息而已。词库中应该包括哪些条目，因此就成了重大的理论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既然是词库，就应该收集所有的词，包括复合词在内。可是，就表示定-中关系的汉语动-名复合词而言，情况显然不那么简单。一方面，这种动-名复合词的长度不受限制，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可以无限制地加长；而且动-名复合词的构成过程十分能产，只要有表达的需要，随时可以创造新词。所以，这种复合词形成一个开放的集合，成员数量为无穷大，根本无法在词库中一一列举。另一方面，这种复合词的构成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形成过程完全可以用有限的几条规则加以描述。

无法穷尽却又具有规律性，这正是形式句法用生成法来解释语言现象的前提。所以，将这类复合词从词库中剔除，改为通过某些规则来生成，应该是合理的解决办法。由此看来，词库中应该只包括两种条目，一是语素，即构词所需的基本材料；二是词汇意义已经发生了转变，整体意义同内部结构没有直接关系的复合词，即“白菜”、“红娘”之类无法扩展的复合词（石定栩1999）。这两类条目虽然也会不断变动，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任何给定时刻总是形成两个封闭的集合，其数量也是可以穷尽的。

至于复合词的生成应该在语法过程的什么阶段进行，在形态阶段、形态和句法的界面阶段（interface of morphology and syntax）还是在句法阶段进行，是个纯理论问题（Hale & Keyser 1993, Chomsky 2005b），可以不必在这里讨论。这里需要关心的是如何才能通过有限的规则生成复合词。对于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来说，因为只牵涉到一种句法关系，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只使用一条规则。

6.3.2　定-中复合词的生成

借用英语-er复合词的派生规则来生成这类汉语复合词（顾阳、沈阳2001），自然既直接又现成。简单地说，如果将英语-er复合词的派生过程加以改造，“汽车修理工”之类的汉语复合词就可以先通过图一的结构生成，然后通过提升动词得到图二的结构，再提升域内论元得到图三的结构（顾阳、沈阳2001：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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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image: alt]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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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这种做法的基本思路十分明确，将中心语“工”视为语缀，从理论上赋予其相当于英语-er的形态-句法地位，然后从技术上按部就班地先生成后派生，最终得到应有的内部语序。不过，这种处理方法会遇到许多理论内部和实际运用中的困难。这一过程的出发点是语缀不能独立存在，必须要找一个自由语素作为依附对象，所以图二中的动词“修理”只好进行提升，以便为“工”提供一个避难所，从而挽救整个结构。但是，汉语定-中复合词的中心语可以是自由语素，其句法地位一定不是后缀；中心语当然也可以是黏着语素，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所谓的半自由语素，也不应该视为后缀（张静1987，杨锡彭2003，董秀芳2005，王洪君、富丽2005）。也就是说，汉语中心语的形态-句法地位和英语的-er不同，缺乏触发其他成分提升的形态学动力（Chomsky 1995, 2001, 2005b; Sadler & Spencer 1998），整个派生过程因此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只能生成一种形式的复合词，而实际上表示定-中关系的汉语动-名复合词绝不只限于这一种。比方说，汉语的动-名复合词可以出现例（16）到例（20）的那种情况，定语部分的动词带有状语，而上述结构中并没有状语的位置。在图一的那种动词短语结构中，状语作为修饰语，是像图四那样附加（adjoin）在动词短语上的。也就是说，按照图一的做法，“灾民紧急救援中心”的结构就应该是图五，“紧急”作为动词短语的修饰语附加在最上面的VP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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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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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按照图一到图三的派生过程，图五的结构生成之后，动词“救济”要通过提升附加在域外论元“中心”上，域内论元“灾民”再附加到动词“救济”上去。问题在于提升来提升去，附加在下层VP之上的状语“紧急”还是滞留在那里，无法挤到“灾民”和“救济”之间去，所以怎么也没办法得到“灾民紧急救援中心”。对于英语来说，这不成为问题，因为-er复合词中不会出现状语，而汉语中“学生校外辅导员”之类的定-中复合词比比皆是，如何生成及派生就成为难题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图一到图三的那种过程只能生成语序为“受-动-施”的复合词。无论将受事和施事的概念扩大到什么地步，总有一些汉语定-中复合词无法归入“受-动-施”的范围。比如（9）到（15）里的那些复合词，施事出现在定语部分的动词前面，中心语不再可能是施事，也就不可能成为域外论元。这种“施-动-中心”的复合词，按照图一到图三的程序，是无论如何生成不出来的。

（8d）和（8e）里的那些动-名复合词也会造成问题。“切面”是“切”出来的“面条”，“杂交稻”是通过“杂交”而得到的“稻”。也就是说，这些复合词的中心语只能视为宾语，而不可能理解为被动式的主语，所以无法按图一到图三的程序生成。例（21）到（24）里的那些复合词，由于受事成分出现在充当定语的动词后面，而不是前面，所以也无法按上述程序生成。





（8）d．切面　产品　铸件　拉面　打糕　制品　卷烟　抄本　造型　抄件　雕像　塑像　画像　考分　切片　拓片　印张　夯层

e．杂交稻　勾兑酒　蒸馏水　调和油　混合物　烧结矿　冲积层　混纺布　打印件　排泄物　克隆羊　仿制品　锻压件　合成奶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7c）、（7d）和（7e）里的定-中复合词。（7c）里的定语是个动-宾复合词，而动词的施事可以补出来。也就是说，从“登机口”“登机”的是“旅客”，所以“口”一定不是主语。同样，（7d）和（7e）中充当定语的是二价动词，其施事一定不是中心语，而是没有出现的另一个名词。比如“住房”一词中，去“住”的一定是“民工”或其他人物，而从“窥视孔”里“窥视”的也一定是个人，所以中心语一定不会有主语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复合词不可能按图一至图三的程序生成。





（7）c．登机口　洗手间　点将台　听鹂亭　购票处　办公室　报名处　练功房　采矿点　付款台　演武厅　逃生口　转车站　接棒区

d．住房　屠房　出处　来源　泊位　跑道　走廊　跳台　杀场　落点

e．检查站　监视哨　停靠站　备降场　窥视孔　救护站　养殖基地





（6c）中“入场券”之类的复合词情况差不多，“券”只是“入场”的凭证，而其本身不会“入场”，“入场”的应该是施事“观众”，所以这些复合词也无法按照上面的程序生成派生出来。





（6）c．入场券　乘车证　登机牌　出门单　购货本　报名表　报税单





显而易见，如果完全照搬英语-er复合词的派生过程，就只能生成一部分表示定-中关系的汉语动-名复合词，要想生成所有的相关复合词，势必另谋出路。其实，朱德熙先生（1982b）在讨论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时，说的是复合词的结构可以归纳为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等，并没有主张复合词的结构就是短语结构或者小句结构。

从这点出发，复合词可以不必照搬短语的生成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以自己的方式生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采用形式句法的修饰结构，直接按照图六的方式生成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也就是建立一套词汇生成规则，在短语规则将词条组建成短语之前应用。词汇规则的原料是从词库里挑选出来的成分，包括语素和无法分解的复合词，词汇规则的功能是将这些原料组合成复合词。图六表示动词V“修理”修饰名词（语素）N1
 “工”，形成一个名词性的复合词，即最上面的那个N1
 。在复合词的形成过程中，黏着语素、自由语素以及不可分解的复合词具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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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如果复合词的定语较长，除了动词之外还有其他成分，可以依照这些成分与动词的关系依次叠加。图七表示动词V“修理”受到另一个名词N2
 “汽车”的修饰，由于“汽车”是“修理”的论元，所以同“修理”的关系较为密切，直接修饰“修理”，同“修理”组成复合词，然后一起修饰“工”
⑤

 。图八表示另一种叠加关系。名词N“本地”并非动词V“修理”的论元，所以不与“修理”发生关系，而是直接修饰复合词“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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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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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当然，图七的结构有个理论问题，牵涉到“汽车”为什么不出现在“修理”的后面作补足语，而要出现在前面充当修饰语。本书采取的解释是“修理”已在这里经名词化了，因而失去了动词的基本功能，不能再带补足语，所以相关的名词性成分必须另寻出路，请参阅第三章的相关讨论。

另一个理论问题是图六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有人批评说，在图六的结构中，动词V和名词N1
 互为姐妹节点，因而表示核心-补足语关系，即动-宾关系，而非修饰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形式句法中有两种主要的结构形式，分别表示修饰关系与核心-补足语关系。图六表示的是修饰关系，由修饰成分附加到被修饰成分上去，两个成分由一个新的、与被修饰成分相同的节点统辖，即图六中上面的那个N1
 。表示修饰的附加关系中两个成分的句法类别相同，要么都是词，要么像图四那样都是短语。被修饰成分在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形成的新成分取决于被修饰成分。换句话说，动词修饰名词，得到的仍然是名词，这也正好符合定-中结构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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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另一种形式表示核心-补足语关系，包括介-宾、动-宾等。图九表示动-宾关系，由核心V带一个名词短语NP作补足语。两个成分由一个与核心相关的新节点统辖，即图中的V’。核心-补足语关系的两个成分句法类别不同，核心一定是词，补足语一定是短语，而且核心词占主导地位，形成的新成分同核心词相关，但高一个等级。也就是说，动词带名词短语作宾语，得到的是一个动词性的成分V’，而不是动词或名词短语。

在形式句法中的结构树形图中，如果两个节点受同一个母亲节点的直接统辖，那么这两个节点就互为姐妹节点。无论是表示修饰关系的图六，还是表示核心-补足语关系的图九，其中动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之间都是姐妹关系。姐妹关系并不排斥修饰关系。

6.4　非句法因素对定-中复合词的影响

上一节讨论的是形式句法对动-名复合词的分析，因而牵涉到很多理论内部的考虑以及技术细节。这些理论上的推理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除了充当定语的双音节动词后面不能出现宾语之外，句法过程对生成表示定-中关系的汉语动-名复合词的限制很少，只要语义上不会造成困扰，几乎所有这类复合词都能够直接生成。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文献中有很多论述都指出，并非所有的动词性成分都能充当定语，有相当一部分动-名复合词只能理解为动-宾式。要主张所有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都能直接生成，就必须对这些例外情况做出交代。

6.4.1　定-中复合词与韵律

张国宪（1989, 1997）及胡裕树、范晓（1995）曾经指出，在动-名结构中，只有双音节动词才能充当定语形成偏正结构，而单音节动词不能作定语，因而只能形成动-宾结构。不过，张国宪（1997）在附注中说明了两种例外情况，一是某些单音节一价动词可以充当单音节名词的定语，如“飞鸟”、“来人”之类；二是表示烹饪义的单音节动词可以构成“炖豆腐”和“烧鸡”之类的食物名称。他还指出，可以充当定语的单音节动词极少，所以不影响他的立论。

这一说法当然有事实基础，比如“种方法”、“练课目”和“印能力”都不能说，而“看报”、“开车”和“写文章”则只能理解为动-宾结构。不过，虽然有很多单音节动词构成的动-名复合词只能表示动-宾关系，可以表示定-中关系的并非数量极少，而是相当之多，而且各种类型的都能找到。就单音节动词性成分而言，自由语素通常都能充当定语，黏着语素有的也能做定语。除了前面（5a）里说过的“飞禽”和“走兽”之外，（34）中还列举了一些单音节一价动词修饰单音节名词的定-中复合词
⑥

 ，其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关系既有常见的动-施，又有动-地、动-工等。





（34）奔马　变量　病人　愁容　闯将　动画　赌神　断桥　发面　浮冰　滚珠　活鱼　降调　叫驴　进度　哭声　来客　流水　立场　落叶　闹钟　跑道　飘带　去处　燃料　死鬼　伤口　渗井　剩饭　睡梦　顺民　算符　贪官　弹簧　烫伤　躺椅　逃兵　跳蚤　听众　卧具　笑剧　行人　醒狮　怨妇　炸弹





单音节二价动词修饰单音节名词的也不少。有一种情况是定语比较复杂，单音节动词还带了其他成分，如前面讨论过的动-受-施、动-受-工、动-受-地，受-动-施以及状-动-受、状-动-施等等。由于这种定语至少有两个音节，在某种意义上不算单音节动词，所以不在这里讨论。另一种是光杆的单音节二价动词作定语，而中心语是动词的受事。这类定-中复合词很多，除了（8a）和（8d）中已经列举过的，例（35）中还有一些常见的
⑦

 。





（35）爱将　按钮　按扣　摆件　扮相　刨花　备料　拨款　补丁　擦痕　插曲　产值　唱词　炒面　扯铃　衬里　沉箱　抽纱　存货　担架　盗版　堆肥　缝口　隔板　耕地　挂件　含片　烘糕　换文　夹层　剪报　捐款　看头　考题　卖点　念白　赔款　劈柴　剖面　欠租　剩饭　贴息　阉鸡　养子　炸鸡





第三种情况是单音节的二价动词作定语，但动词的受事没有出现，中心语是与动词相关的其他成分，也就是所谓“省去了止词”的动词性定语（吕叔湘1942）。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之外，这类定-中复合词还有（36a）里的动-施、（36b）里的动-地、（36c）里的动-工和（36d）里广义的动-方法。





（36）a．帮手　产妇　刺客　打手　斗士　雇主　讲师　教员　考官　卖方　买家　窃贼　食客　听众　屠夫　绣娘　演员　养父　战将　租户

b．办庄　堆栈　画室　考场　染坊　赛道　晒场　作坊　烘箱　烤炉　住宅　屠房　杀场　泊点　骑楼　运河　引桥　插座　接口　触点

c．绑带　背篓　保单　铲车　冲床　挡板　滴管　调令　钓钩　吊杆　订单　定金　发票　借据　考卷　探头　围栏　吸管　熨斗　织机

d．唱腔　打法　罚则　考题　跨度　食量　印力　运力　教案　说词





单音节动词修饰双音节名词的复合词不那么常见，但绝对数量并不算少。信手找来的就有（37）里一价动词作定语的和（38）中二价动词作定语的。





（37）活火山　降结肠　叫蝈蝈　升结肠　睡美人　病骆驼　笑弥勒　潜规则　死脑筋　飞将军　浮小麦　定滑轮

（38）a．煸豆角　爆羊肚　炖萝卜　酱肘子　腊猪肝　焖牛肉　泡豇豆

b．炙甘草　制半夏　炒山楂　焙磁石　飞朱砂　炮党参　澄滑石

c．闭音节　开音节　冻对虾　仿羊皮　滚袖口　镶红木　磨石板　代总统　仿牛皮　加速度　拖油瓶

6.4.2　定-中复合词同语义和语用的关系

朱德熙先生（1985a）曾经指出：“动词必须加上‘的’才能修饰名词。要是把动词直接加在名词前头，造成的就不是偏正结构而是动宾结构。”不过，朱先生也同时指出，名动词“跟名词一样，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名动词是“调查”、“支持”、“考虑”和“准备”之类，特点是既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又可以跟在“进行”、“加以”、“给予”、“予以”和“作”等虚化动词后面充当宾语。

朱先生的意思是说由于名动词具有名词和动词这双重身份，动词性比较弱，所以能直接修饰名词而不至于造成歧义。朱先生的另一个意思是说，当动词性比较强的普通动词出现在动-名结构中时，首选的意义只能是动-宾，所以“买卖房屋”、“交换货物”和“占领阵地”等结构都只能表达一种意思。

朱先生的说法当然自有其道理，“修理汽车”和“攻打堡垒”只能是动-宾结构，只有“调查方法”、“组织工作”才是定-中复合词。问题在于，除了名动词之外，其余的动词似乎也可以做定语。除了上面讨论过的单音节动词作定语之外，例（39）里复合词的定语都是双音节的普通动词，但充当定语并没有造成什么问题。





（39）a．占领区　侵略军　检查哨　精炼油　打击乐　印刷厂　混合物

b．容忍态度　进攻时间　出生婴儿　运送方式　污染水面　坍塌路段　失窃财产　遗失车辆　怀疑对象　羁押人员　抗拒心理　投降将领





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从语言现象中找出规律，并进一步为规律提供解释；其方法论的原则之一是只有理论才能推翻理论，而反例并不能推翻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相关现象，可以找到其无法解释的反例，只能说明该理论还不够全面，并不等于就可以因此将其推翻；恰恰相反，应该建立一个更全面的、能够将这些反例也包括进来的新理论，从而取代不够全面的理论。从这一点出发，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外并不说明张国宪和朱德熙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是要求对相关现象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将各方面的例证综合起来分析，可以证明动词在修饰名词时所受的句法限制极少。唯一的要求是定-中复合词里的修饰语必须是词，而非短语。由双音节动词构成的动-宾结构通常是短语，而单音节动词和单音节名词组成的动-宾结构虽然也是短语，但一般又都可以算作复合词，所以后者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而前者则必须借助“的”才能充当定语，而且只能修饰具有短语地位的名词性成分。除此之外，一般的光杆动词与状-动复合词都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不过，句法上可以成立的定-中复合词并不一定就真的可以说，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复合词的可接受程度。

动-名结构可以表达不同的句法关系。从汉语的实际情况来看，动-名结构在表达动-宾关系时所受的限制最少，而在表达定-中关系时会受到很多限制（顾阳、沈阳2001；王冬梅2003，2010）。对于没有显性标记的动-名结构来说，特别是由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构成的，最直接也最容易获取的意义应该是动-宾，所以朱德熙先生的说法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确的。如果出现了某种因素，可以阻止动-名结构被理解为动-宾关系，那么定-中关系也会成为可能性之一。

可以阻止动-名结构表达动-宾关系的因素很多，动词成分和名词成分的语义搭配是其中之一。比如说朱先生（1985）讨论过的名动词“调查”，语义上通常要求表示事件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所以“调查事故”和“调查事故原因”都表示动-宾关系。一旦动词后面出现了表示其他事物的名词性短语，不太可能作为“调查”的对象，整个动-名结构便有可能表示定-中关系，如“调查方法”、“调查期间”和“调查任务”等都是这样。

类似的情形在普通动词中同样存在。比如说，“攻占”不能跟在虚化动词后面做宾语，是个典型的普通二价动词。按照朱先生的说法“攻占”应该只能带宾语，而不能直接修饰光杆名词。不过，事实上虽然“攻占阵地”和“攻占城市”多半会理解为动-宾结构，但“攻占时间”、“攻占方式”和“攻占部队”却都是可以接受的定-中结构。关键在于“攻占”要求表示地点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阵地”和“城市”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而“时间”、“方式”和“部队”却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由前者和“攻占”构成的动-名结构可以表示动-宾关系，而由后者构成的动-名结构就只能表示定-中关系了（邵敬敏1995a）。

显然，动-名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并非完全取决于动词的语义，而是还取决于动词和名词的搭配，特别是动词对补足语的搭配要求，这就是邵敬敏（1997）所说的双向选择性原则。如果动词对补足语的要求比较宽松，那么形成动-宾结构或者歧义结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比方说，商品交易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阔，可以同动词“买卖”搭配做补足语的名词也就越来越多，由“买卖”构成的动-名结构就以表示动-宾关系的或歧义的居多，能够表示定-中关系的就只有“买卖双方”、“买卖方式”和“买卖金额”等少数几个了。这些名词表示的事物通常都无法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所以用在动-名结构中不会表示动-宾关系。

又比如“能力”表示抽象的事物，而“运输”的受事一般应该是具体的事物，所以“运输能力”不大可能理解为表示具体动作的动-宾结构，而较容易理解为表示抽象事物的定-中复合词。以此类推，由于“研究”的动作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东西，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所以“研究计划”有歧义，既可表示动作，又可表示事物。

除了动词和名词的语义搭配之外，语用因素也会对动-名结构能够表示的意义产生一定的影响。比方说“遗失”和“丢失”对补足语的搭配要求大致相同，而且都可以表示具体的动作，所以由这两个动词构成的动-名结构一般情况下会表示相同的关系，如“遗失收据”和“丢失收据”，以及“遗失皮包”和“丢失皮包”就都表示具体的动作或事件，即表示动-宾关系。不过，具体的动作总是牵涉到具体的事物，如果相关的名词不表示具体的事物，而是表示类别或者事物的集合，动-名结构就不大可能表示具体的动作。比如“车辆”总是表示事物的集合，“丢失车辆”和“遗失车辆”不可能表示具体的行为或动作，也就很难表示动-宾关系。

当然，很难不等于绝对不可能。在特定的语用环境里，“遗失车辆”还是可以用来表示动-宾关系的，只不过不是表示具体的动作，而是抽象的动作，或者是某一类别的动作。比如香港警方有一条规定是“遗失车辆为严重失职”，用来表示特定的动作类别，而保险公司的要求“遗失车辆应立即申报”则用来表示抽象的动作。

另一方面，由于“遗失”也可以表示较为抽象的、作为类别的动作，其构成的动-名结构在某些语境中就会表示定-中关系。像“遗失款项三天后寻获”，和“遗失物品待领”中的“遗失”都明显是在充当定语。就算是“遗失证件”，也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会表示动-宾关系，更常见的应该是表示定-中关系。

有些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动-名结构的实际意义。比如说“辅导”要求表示人物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辅导老师”和“辅导学生”照理都应该可以表示动-宾关系。但是，由于老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关系不对等，通常总是老师辅导学生，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前者更倾向于表示定-中关系，后者更倾向于表示动-宾关系。类似的社会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治疗医师”和“治疗病人”，或者“管理干部”和“管理工人”之间的差别。“管理”表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上级管理下级。“干部”的级别有高有低，所以“管理干部”既可以表示动-宾关系，即普通干部被更高层的人物管理，也可以表示定-中关系，即负责管理下属的干部。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通常处在权力阶梯的最下层，所以“管理工人”只能是动-宾结构，即工人接受管理。如果是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正赶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由“工宣队”的工人管理大大小小的干部，“管理工人”大概也就可以理解为定-中结构了。

与此相关的是某些名词性成分的特殊语义。比如说，“家”、“手”、“专家”、“高手”等名词性成分可以用来表示人，而且通常只表示作为施事的人，所以当这类名词性成分充当“名”时，“作家”、“杀手”、“破译专家”和“窃听高手”之类动-名结构就只能表示动-施关系，而不太可能表示动-受关系，也就是只会成为表示定-中关系的复合词。还有些名词性成分来自文言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用来表示常见的事物，放在动词后面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宾语，所以可以作为中心语，形成“住户”、“听众”和“怨妇”之类的定-中复合词。

影响动-名复合词合法度的另一个因素是动词和名词的音节数量，张国宪（1989，1997）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即复合词的合法程度还与词的韵律有关。“制造方法”可以说，“制造法”、“制法”和“造法”也都可以说，但就是“制方法”或“造方法”不能说。

这种现象近年来已经引起了重视（冯胜利2000，2001，2004，2005；端木三2000；王洪君2001），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对于动-名结构来说，表示动-宾关系的和表示定-中关系的韵律要求并不相同。动-宾结构中双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2＋2形式符合韵律要求；单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1＋1，以及单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1＋2，也都符合韵律要求。所以“购买汽车”、“买车”和“买汽车”都能说，但“购买车”就不太能够接受了。

而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则有些不同。双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2＋2形式符合韵律要求，所以很常见；单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1＋1，双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2＋1，或者是单音节动词带有其他成分的［1＋1］＋1也都符合要求，所以也比较常见。单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1＋2形式则显然不符合韵律要求，所以较为少见。

不过，少见不等于没有，不符合韵律要求也不等于绝对不说，（37）和（38）中的1＋2定-中复合词都是可以说的。突破韵律要求的原因很多，如“叫蝈蝈”中的“蝈蝈”是一个语素，不能缩短，而“叫”又没有相应的双音节动词，所以即使违反要求也只好使用1＋2形式了。“睡美人”的情况有些相似。虽然“美人”有两个语素，但缩短了就失去了原意，所以只好维持1＋2的形式。还有一种是行业的专用名词。在烹饪、中药、服装或家具制作等行业中，对产品或原料的描述常常会涉及加工方式，所以动-名复合词常常既表示定-中关系又表示动-宾关系。由于这两类结构各自有着特定的使用场合，所以不会造成误解，也可以不必顾虑韵律的要求。“炖萝卜”、“炙甘草”、“滚袖口”、“仿羊皮”和“镶红木”之类的专业定-中复合词因而得以生存。

6.5　余　论

本章考察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复合词，研究它们的结构种类、构成规律与派生过程，以及非句法因素对复合词接受程度的影响。由讨论中可以看到，语义、语用和韵律对复合词的限制都不是说一不二的规律，而是倾向性的要求，用来对按句法规律生成的复合词进行筛选，尽量淘汰不符合要求的结构。也正因为是倾向性要求，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突破。这一现象十分复杂，又牵涉到很多理论上的考虑，所以不在这里讨论（石定栩2005c）。

另一方面，句法规律对复合词结构的限制不容违反，违反句法规律的复合词必然不可接受。朱德熙先生（1982b：33）指出，“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对此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主张将复合词的结构与短语一一对应起来的，也有主张基本不对应的（石毓智2000b，2002；顾阳、沈阳2001；何元建2004；何元建、王玲玲2005，2007）。本书的观点则比较简单，认为复合词内部的结构关系可以从句法角度加以描述，朱先生说的是复合词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万变不离其宗，都可以用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结构关系来加以描述，而不可能超出此范围之外。换句话说，由修饰关系构成的复合词只有一种，即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偏-正式，而不会有修饰语在后，中心语在前的正-偏式。

这一观点显然符合现代汉语的实际
⑧

 ，但似乎并非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张斌主编2002）。问题之一是南方方言中有一些结构特殊的复合词，如粤语的“鸡公”、闽语的“鸡母”，以及已经被标准汉语接受的“银圆”、“肉松”等，曾被视为修饰语在后，中心语在前的正-偏结构，所以与朱先生的理论不符。

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复合词意义的理解，以及判定复合词结构的标准。在普通话的“公鸡”和“母鸡”里，“公”和“母”都是形容词，作为定语修饰“鸡”，形成偏-正复合词。从表面形式类推的话，“鸡公”、“鸡母”里的“公”、“母”似乎也是形容词，也是定语，只不过位置在中心语后面，形成了正-偏复合词。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粤语的“公”在这里是名词，而且可以独立使用，意思是雄性的动物（麦耘、谭步云1997）。也就是说，“鸡公”是“鸡”类的成年雄性动物，即“鸡”修饰“公”。同样地，“鸡乸
⑨

 ”是“鸡”类的成年雌性动物，“鸡仔”是“鸡”类的未成年动物，而“鸡项
⑩

 ”则是“鸡”类的没有下过蛋的、即将成年的家禽。在这些复合词里，“鸡”的作用是修饰“乸”、“仔”和“项”。其他动物名称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猫女
⑪

 ”是“猫”类的雌性幼年动物，“猫”修饰“女”。这些都是名词性定语修饰名词性中心语的复合词（麦耘1991）。闽语“鸡母”的构造大致相同（Ting 1996，丁邦新2000）。实际上，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也有类似的复合词。“牛犊”表示“牛”类的幼畜，“狗崽子”表示“狗”类的幼体，“马驹”表示“马”类的未成年动物。“犊”、“崽子”和“驹”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偏-正复合词里，如“幼犊”、“小崽子”、“神驹”之类，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牛犊”、“狗崽子”和“马驹”不是偏-正复合词。

另一个问题源自认知语言学的一种特殊分析方法。裴吉瑞（Packard 2000）指出，“茶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茶”，而不是“砖”，所以“茶砖”的中心语是“茶”，而不是“砖”，“茶砖”是正-偏复合词。相反地，“瓷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砖”，所以其中心语是“砖”而不是“瓷”，这种结构是真正的偏-正复合词。这一说法当然言之有理，但问题在于裴吉瑞所关心的不是句法结构，而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即人们认为某个复合词代表了何种事物，应该如何放入IT IS A...这样一个认知框架里去。换句话说，裴吉瑞所说的正-偏复合词，与句法结构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不构成对偏-正结构的反例。从句法-语义的角度来说，“茶砖”是用“茶”做成的，外形上像“砖”的事物，也就是“茶”修饰“砖”。“冰砖”、“煤砖”、“玻璃砖”和“金砖”都属于这一类，也就都是偏-正复合词。

注释


①
 　这里会有些例外，如“市交通局向强华公司追讨欠款案”之类的半文言结构等。请参阅第五章的讨论。


②
 　这里不讨论语法学界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即“家”、“者”、“手”之类的名词性成分是否可以视为后缀，但如何认定并不影响这里得出的结论。


③
 　“蝶来邨”是旧上海的一个地名。


④
 　“天生桥”是南京附近的一座天然石桥。


⑤
 　这里有个技术上的问题，即如何生成“售票员”之类的定-中复合词。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将单音节动词带单音节宾语的动-宾结构视为复合词，请参阅第五章的讨论。


⑥
 　这里的动词选自孟琮等（1999）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⑦
 　这里的动词选自鲁川主编（1994）的《动词大词典》。


⑧
 　古代汉语的复合词以及由古代汉语遗留下来的“化石词”不在这里讨论。


⑨
 　“乸”是粤语词，意思是成年雌性动物，也可以指人，“两仔乸”是“两母子”的意思。


⑩
 　“鸡项”是即将下蛋但还没有下过蛋的母鸡。


⑪
 　“猫女”是雌性小猫。


第七章　“的”和“的”字结构

7.0　“的”与“的”字结构

现代汉语的名词性成分与“的”字结构有着不解之缘。“的”字结构不但可以像（1a）那样，修饰一个名词性成分而充当定语，也可以像（1b）那样充当另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同位语，而且还可以像例（2）那样，不依附任何成分而独力担当名词性成分的角色。





（1）a．昨天在苍南县登陆的超强台风“桑美”在当地造成了大面积停电。

b．超强台风“桑美”登陆的消息已经引起了重视。

（2）吃的、穿的全有了，什么都不缺。





“的”是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也是各种虚词中研究得最为彻底的。现代语法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始于朱德熙先生（1961/1999：102，105，106）的《说“的”》。朱先生开启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研究路子，将“的”分为三种，“‘的1
 ’是副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2
 ’可以说是形容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而“‘的3
 ’可以说是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朱德熙先生后来（1966/1999：150）又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的‘的1
 ’‘的2
 ‘的3
 ’是分别从唐宋时期的‘地1
 ’‘地2
 ’和‘底’演变来的”。

将“的”一分为三的作法从一开始就极具争议性，支持的和反对的都大有人在（吕叔湘1962b，陆俭明1963，言一兵1965，季永兴1965，黄国营1982，石毓智2000，陆丙甫2003）。朱先生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不断地完善提高这一分析，进一步将由谓词性成分构成的那些“的”字结构一分为二（朱德熙1983）。一种像例（2）中“吃的”、“穿的”那样，可以独立使用，而且表示一种事物，是表示“转指”的；还有一种像“开车的（技术）”那样，不能独立用来表示事物，只能表示动作，用来修饰名词，也就是所谓的表示“自指”。

随着形式句法理论在国内的普及，“的”字结构的研究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前期较常见的是沿用国外的分析法（Huang 1982; Li 1990; Ning 1993, 1996），将“的”与“的”前成分归纳为一个关系小句，将“的”视为小句的组成部分，即小句的引导语complementizer或CP的核心成分C（Wen 1996），并通过移动转换的方式，也就是朱德熙先生（1983）所说的“提取”方式，建立“的”后成分与“的”前成分的结构关系，确保“的”后成分与“的”前小句中的一个位置相关，从而建立“的”字结构的整体语义关系；也就是“的”前成分与“的”合在一起，修饰“的”后成分，而且“的”后成分与“的”前成分在语义上属于同一个小句。近期则采用Kayne（1994）的做法，将整个定-中结构视为一种特殊的限定词短语DP，D的补足语是小句CP。小句的内部成分通过复杂的移动改变位置，有些出现在“的”前面，有些出现在“的”后面，并最终形成两种成分之间的修饰关系（Simpson & Wu 2002，Chen 2005，杨彩梅2007，陈宗利2007）。

还有一种作法将“的”视为功能性成分，让“的”拥有自己的最大投影，但却放弃了关系小句的基本假设，切断了“的”前成分与“的”后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只让两个成分各自与“的”建立结构关系，因而不再坚持“的”字结构所体现的修饰关系，否定了其定-中结构的基本地位（司富珍2002，2004，2006；熊仲儒2005；陆俭明2003）。这种分析的出发点是要解释各种“的”字结构的特性，特别是例（3）那种NP＋的＋VP结构的句法表现，但却与《马氏文通》以来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实际上重新演绎了“的”字结构的基本意义，所以招来了不少批评（周国光2005，2006，2007），但也再次引起了对于“的”字结构的研究兴趣，而且将研究视线引向了新的方向。





（3）这本书的出版

7.1　“的”的句法地位

7.1.1　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

第一章里已经说过，生成转换句法中的短语结构，从80年代（Chomsky 1981, 1986a）开始变得十分简单。早期的理论允许各种短语拥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结构（Chomsky 1957, 1965），所以动词短语的结构可以完全不同于名词短语，句子结构与短语结构也毫不相干。近期的理论则追求短语结构的一致性，假设所有的短语都具有图一那样的抽象结构，就连小句也被视为短语（如Chomsky 1995, 1999, 2001），分成下层的IP和上层的CP两种，都具有图一a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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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一a的结构虽然看上去十分抽象，但实际上与传统语法、特别是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有着藕断丝连的继承关系。这种结构是建筑在内部成分的句法关系之上的，也就是要通过结构形式来表示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并进一步表示句法关系所代表的语义关系。这里用XP来表示任何一种短语，而X则是该短语的核心。

核心（head）是生成语法常用的概念，与通常所说的中心语有些相似，但两者的句法地位不完全相同，所涵盖的成分也不尽相同。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语是个广义的概念，可以是任何句法成分。在“白蚁”之类的定-中复合词里，中心语是个黏着语素；在“白菜”这种复合词里，中心语是个词；而在“我昨天买的那棵大白菜”这样的定-中短语里，中心语则是个名词性短语。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图一a中短语的核心是个狭义的概念，一定具有相当于词的句法地位，也就是生成句法里的X0
 。当然，生成句法中的X0
 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词
①

 ，还可以是句法结构中一些具有类似地位的成分，即所谓的功能性成分，如体貌、时态、语态等。核心是短语中最重要的部分，整个短语的句法地位取决于核心的性质，以动词V为核心的是动词短语VP，以名词N为核心的是名词短语NP。核心也可以是虚词，因此以介词P为核心的就是介词短语PP。核心还可以是所谓的功能性成分，如以体貌（aspect）为核心的体貌短语AspP等。

短语的关键成分是核心，只要有了核心就可以形成短语，这就意味着短语可以只由一个核心构成，所以单个的一价动词可以构成动词短语，单个的名词也可以构成名词短语。不过，短语通常由两个或者更多的成分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短语的内部结构关系，即图一a中X与YP之间的核心-补足语关系，以及X与Spec之间的核心-指示语关系；另一种则是图一b那种通过附加形成的外部关系，可以表示ZP对XP的修饰。

核心与补足语之间的关系最为根本，也就最为常见。这种关系建基于核心对于补足语的支配，或者说补足语对于核心的从属，两个成分因而密切相关，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句法成分（constituent）。支配与从属同样是句法成分之间最重要的语义关系，所以核心-补足语也是句法结构所表达的重要语义关系。核心的补足语（complement）一定是短语，图一a中用YP来表示。常见的核心-补足语关系包括动词与宾语、介词与宾语、名词与同位语、情态动词与动词短语等。在图一a的结构中，核心与补足语受到同一个节点的统辖（domination），所以形成一个句法成分。这种分析与表达是符合语言实际的。由核心与补足语形成的结构大部分可以独立发挥作用，既可以作为句子的组成部分，也往往可以单独用来回答问题。（4b）的动-宾结构可以用来回答（4a）的问题；（5b）的名词性同位结构可以回答（5a）的问题；而（6b）中情态动词与动词短语的组合可以是（6a）的答案。介词与宾语组合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只要像（7b）那样足够长，介-宾组合有时候还是可以用来单独回答问题的。





（4）a．工人们在干什么？

b．建设奥运场馆。

（5）a．谁接见了来访的代表团？

b．国家主席胡锦涛。

（6）a．还不能走吗？

b．可以走了。

（7）a．怎样才可以弃船逃生？

b．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情况下。





核心与指示语的关系较特殊。70年代刚刚问世时，Spec几乎可以用来容纳任何不属于核心与补足语的成分（Chomsky 1970）。到了近期（Chomsky 1995, 1999），Spec的地位才变得明确了，主要在功能性成分的短语中起作用，供相关的短语进入。比如下层小句IP的指示语Spec是小句主语的最终位置，上层小句CP的指示语位置通常空置，但可以供各种成分移入，如英语疑问句的句首疑问短语，一般都认为是在CP的Spec里面。

实质性短语的指示语较少有人提及，最常见的是动词短语的Spec。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VP内部主语假设（Sportiche 1988, Chomsky 1995），主张小句主语的最初位置是在动词短语的指示语位置上，后来才一步一步爬升到IP的指示语里面去。

另一个经常用到的指示语是DP的Spec。同样是80年代中后期，有人（Abney 1987）将英语中this、that、these之类的指示词从名词里分出来，与冠词a、an和the归为一类，统称为限定词（determiner），用D来表示。Abney的出发点是限定词在结构中并非充当定语，而是作为核心，有着自己的最大投影DP，而且DP的句法作用虽然与NP相近，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这就是有名的限定词短语假设（DP Hypothesis）。限定词内部当然也还可以进一步分类，如指示词可以单独起作用，只要有一个D就可以形成DP了；而冠词就一定要与名词短语结合在一起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这类D必须以NP为补足语。限定词的范围后来又有所扩大，将人称代词和专有名词也包括了进来，理由是这两种成分可以单独发挥与DP相同的作用。

Abney（1987）还将John's book“约翰的书”之类的结构也归入了DP的行列，从图二a中可以看到，John's的结构位置是DP的Spec，而这种DP的核心是个没有实际语音内容的D。在Abney的体系里，表示领有的标记’s是格标记，附加在领有成分上，到了乔姆斯基手里，领有标记’s被赋予独立的地位，作为限定词D，以被领有的名词短语为补足语，而表示领有者的名词性短语则仍然留在DP的Spec里，形成图二b的结构（Chomsky 199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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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造成指示语Spec地位不确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结构位置，从图一a的结构中可以看到，XP的Spec与核心X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受同一个节点的直接统辖，所以不构成一个句法单位。Spec同X’构成一个句法单位，两者之间有选择关系，而X’由X投影而来，所以核心与指示语之间的关系只是间接的。

这种结构式近年来表面上有了一些变动（Chomsky 1995, 1999/2001, 2001/2004, 2005b），虽然保留了语杠理论的两层式短语结构，并仍然维持严格双向分叉的基本要求，但改变了各个节点的标签方式，不再以词类作为基础，而是直接以核心作为节点的标签，以动词“找”为核心的动词短语就因此成了图三的样子。这一变化出自生成句法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在目前的理论框架里，结构的生成与转换过程大大简化了，主要的句法信息集中在词库里，词库的每个成员都是一整套句法特征的组合，所以可以充当核心的成分本身就带有明确的词类标记，完全可以充当节点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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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这样的改动是否可行，图一a或图三的结构哪一个更为合理，都是生成句法理论内部的考虑，可以不在这里讨论，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运用相关的理论来处理“的”字结构的句法地位。

7.1.2　“的”能否作为短语核心

汉语中“的”字结构应该如何分析，以及“的”的句法地位应该如何界定，向来极具争议性。在还没有建立助词这样一个类别的时候，早期文献中有将“的”与介词等一起归入关系词的（吕叔湘1942），也有干脆将“的”视为介词的（黎锦熙1924，王力1944）。即使是有了助词这个概念以后（中学汉语编辑室1956，丁声树等1961），也还是有人将“的”算作连词（张静1987）。不过，目前的主流是把“的”看成结构助词（朱德熙1961，吕叔湘主编1984/1999，邵敬敏等2001，张谊生2002，齐沪扬2007）。

生成句法对“的”字结构的讨论也不少，早期多半沿用英语关系从句的分析思路，将“的”与英语的关系代词that等同起来，将部分“的”字结构视为同位语从句，而将另一部分视为定语从句，作用是名词性短语的修饰语（Huang 1982; Chiu 1993; Ning 1993, 1996; Wen 1996）。近期则往往采用Kayne（1994）的做法，将整个定-中结构视为一种特殊的DP，D的补足语是个小句CP。具体的做法各有不同，较为传统的设立一个独立的D，其补足语CP的核心是“的”。小句的内部成分通过复杂的移动改变位置，有些出现在“的”前面，有些在后面，“的”前成分与“的”最终附加到“的”后成分上，形成两者之间的修饰关系（Li 2001, Aoun & Li 2003）；或者让一部分成分进入CP的Spec，一部分进入DP的Spec，形成正确的语序，但不再坚持修饰关系（Chen 2005，陈宗利2007）。比较激进的做法则以“的”为D，其补足语CP的核心C没有实际内容。CP的内部成分通过一系列的移动，一部分进入CP的Spec，成为“的”后成分，另一部分进入DP的Spec，成为“的”前成分（Simpson & Wu 2002，Wu 2004，何元建、王玲玲2007，Sio 2006）。

更为激进的做法是集Kayne（1994）与Simpson & Wu（2002）之大成，以“的”为限定词D，但不再以CP为D的补足语，而是借用对英语领属结构的分析，将“张三的书”与图二b的whose book完全对等，以名词短语“书”为D的补足语，以“张三”为其指示语Spec，并将图二b加以推广，用图四a来表示所有“的”字结构（熊仲儒2005）。另一种类似的做法是将“的”分析为一种特殊的功能性成分De，像图四b那样拥有自己的最大投影DeP，以“的”前成分为DeP的指示语，而“的”后成分为De的补足语（司富珍2004）。这两种分析虽然赋予“的”以不同的句法地位，但从图四a和图四b中可以看到，两种短语为“的”字结构所设定的内部结构关系是相同的，既放弃了“的”前成分与“的”后成分同属一个小句的假设，也不承认结构内部的修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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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将“的”字结构设置成这种形状，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不但可以为各种“的”字结构提供一个相同的结构，而且可以将“这本书的出版”之类的NP＋的＋VP结构也包括进来。就图四a和图四b的结构而言，“的”作为短语的核心，自然可以有自己的补足语。不同之处在于，图四a的结构中“的”被赋予了限定词D的地位，其补足语必须是名词短语，所以NP＋的＋VP中的VP必须要经过某种句法过程，变成名词性短语后才能进入补足语的位置；而在图四b的结构中，DeP的核心“的”是个功能性成分，生成句法对于功能性成分的补足语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可以假设DeP的补足语不受句法地位限制，可以是名词短语，也可以是动词短语，这就为直接分析NP＋的＋VP带来了便利。

不过，这两种结构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都必须证明这种生成句法的结构形式，能够解释所代表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内涵。前面说过，形式句法的结构是建筑在内部成分的句法关系之上的，并且要通过结构形式来表示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比如最基本的核心-补足语关系，就是用来表示核心对于补足语的支配关系，如动词对于宾语的支配关系，介词对其宾语的支配关系，以及抽象的体貌对于动词短语的支配关系等。也正因为如此，核心与补足语一定会组成一个句法单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句法作用，独立充当句子成分。

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既然图四的两个结构都将“的”设定为核心，而且直接以名词性短语作补足语，就必然都主张“的”支配其后面的名词短语。也就是说，在“张三买的书”中，“的”与“书”的关系应该更为紧密，“的书”形成一个句法单位，可以在句子中独立起作用；而“张三买”与“的”反而不构成一个句法单位，也不应该独立发挥作用。熊仲儒（2005）用图四a来表示“的”字结构，也确实是持有这一观点。他的理由之一是“的书”之类的形式并非不存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如鲁迅、黎锦熙等人，就曾经写过例（8）、例（9）和例（10）这样的句子。





（8）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
 ；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起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鲁迅《热风·祝中俄文字之交》）

（9）这比起专一描写本国军队的胜利，的勇敢，的爱国
 的亚美利加式电影来，也真好像近于写实。（鲁迅《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10）我们从教育的意义上建设“大众语”，就是把落后的“大众”和前进的“大众”所有意识间的冲突、的矛盾
 ，统一起来。（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





不过，正如周国光（2006）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用法应该是舶来品，20世纪早期有少数知识分子用过，但却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所以始终未能推广，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也就不足以支持图四a的结构。

熊仲儒（2005）自己也并不完全认同例（8）、（9）和（10）那样的句子，所以他又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觉得这是所谓的括号悖论在作怪。也就是说，他认为“的”在句法上应该同后面的补足语形成一个单位，但在语音上却同前面的指示语形成了一个单位。

括号悖论现象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通常用来描述句法结构与语音结构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句法结构和表面形态之间的矛盾。冯胜利（1997）所引用的“一衣带水”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一衣带水”在句法结构上是［［1＋2］＋1］，即句法切分应该是［［一［衣带］］水］，但一般人按照汉语的韵律习惯，往往将其读成［2＋2］，也就是切分为［［一衣］［带水］］，这显然是韵律造成的括号悖论（周国光2006）。

“的”字结构中三个成分的亲疏关系，显然与韵律之类的要求无关。如果完全按照韵律的要求，“我买的书”就应该读作［［我买］［的书］］，即成为［2＋2］格式。但中国人似乎总是违反韵律的要求，将“我买的书”读成［3＋1］，即［［我买的］［书］］（周国光2006）。这种读法与“的”通常读轻声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同样读轻声的介词，如“我从北京来”中的“从”，也并不会附着到前面的名词性成分上去，而总是同自己的补足语构成一个语音单位，全句的韵律结构通常是［［我］［从北京］［来］］。

换句话说，说汉语的人在区分韵律单位时，其实非常注意句法结构，通常是按照句法单位来切分语音单位或者韵律单位的，“一衣带水”之类的四字格应该是个例外
②

 （冯胜利1997）。就“的”字结构而言，大家总是将“的”与前面的成分放在一起，而不会将“的”与后面的成分算作一个单位，应该不是为了照顾语音上的要求，而是反映了句法本身的规律，而且也体现了语义的要求。从语言实际的角度来看，图四a与图四b并没有如实反映汉语的句法关系。

7.2　“的”字结构与向心结构

与图四a和图四b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的”字结构到底应该算向心结构还是离心结构。这两个概念在文献中也有称为向心结构与背心结构（王力1944），或者是内向结构与外向结构的（陆丙甫1985，2006），但实际上都源自结构主义大师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所提出的endocentric construction与exocentric construction。布龙菲尔德的目的，是通过描写整体结构与内部成分之间的地位关系，替内部包含两个或更多成分的句法结构分类，而且他也的确分出了两类。不过，布龙菲尔德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分类，没有证明这两类结构在分布上有何区别，也没有证明两者在句法功能上有什么不同。自从30年代末进入中国以后，向心结构理论可以说是久经考验，从基本定义、判断标准到运用过程都有人做过精心修正，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只不过其近乎公理的地位从未动摇过，也很少有人质疑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在句法上是否真的形成对立。

王力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引进这一理论时（王力1944），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布龙菲尔德的定义。简单地说，在考查一个较为复杂的句法结构时，如果整个结构的类别（form-class）同内部某个成分的类别相同，那么这就是个向心结构，此内部成分就是核心（head）；如果结构的类别同任何内部成分的类别都不相同，该结构就是离心结构，也就没有核心（Bloomfield 1933：204）。

向心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一种是像fresh milk“新鲜牛奶”那样的偏正（subordinative or attributive）结构，王力先生称之为主从结构；还有一种是像boys & girls“男孩和女孩”那样的并列（coordinative）结构，王力先生称之为等立结构。并列结构中的“男孩”、“女孩”是“成员”（member），都具有核心的地位，而连词（coordinator）则不是核心。布龙菲尔德还指出，短语可以由几个结构组成，如果整个短语是向心结构，那么与短语的类别相同的那个词或结构就是该短语的中心语（center）（Bloomfield 1933：205）。朱德熙先生对布龙费尔德的体系做了一些简化，将“长江黄河”之类的并列结构也算作“包含了两个核心的向心结构”，而且指出“这类格式可以扩展成包含任意个核心的向心结构”（朱德熙1984b：404；周国光2005，2006；吴长安2006）。

布龙菲尔德所说的类别，也就是文献中偶尔可见的“形类”（陆丙甫1985，2006；施关淦1988），本质上指的是名词、动词这样的词类概念（word-class），但由于相关的分析对象既包括词也包括大于词的句法单位，所以选了一个较为中性的名称，以免引起混淆。用类别作为标准，在判断实词结构时比较容易操作。比方说，在fresh milk中有两个成分，fresh表示性质因而是形容词，milk表示事物所以是名词；整个结构表示的是一种事物，而不是一种性质，因此整个结构的类别是名词性的，与milk的类别相同。按照布龙费尔德的定义，fresh milk便是个向心结构。根据同样的理由，汉语的“新鲜牛奶”也是个向心结构。

另一方面，像John ran这样的施事-动作（actor-action）结构，其整体类别既非施事的名词性（nominative），又非动作的定式动词性（finite verbal），也就是与John或ran的类别都不同，所以这种结构就应该是个离心结构。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了类别标准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在steel mill“钢铁工厂”这一结构中，steel和mill的类别都是名词，而且steel mill的整体类别也同样是名词性的，steel mill自然就应该是向心结构。问题在于steel与mill的类别都与整体结构的相同，如果完全按照类别标准来划分的话，两个成分就都可以判定为核心，但这两个成分之间却并非并列关系，不可能同时成为核心。同样地，汉语的“木头房子”是个向心结构，但“木头”和“房子”却不可能同时成为核心。

朱德熙先生（1984b）看到了这一矛盾，所以对向心结构的定义加以修改，引进了“语义选择限制”（semantic selection restriction）这一概念，主张“向心结构指的是至少有一个直接成分与整体在语法上功能相同、在语义上受到相同的语义选择限制的句法结构。向心结构中与整体功能相同并受到相同的语义选择限制的直接成分是它的核心”（朱德熙1984b：402）。撇开术语上的差别不论，朱先生这里说的语义选择限制实际上就是形式句法中常用的概念selectional restrictions，即句法关系限制与语义搭配要求。在“木头房子”中，“木头”修饰“房子”，而且“木头”与“房子”的语义搭配要求不同，但“木头房子”的语义搭配要求却与“房子”相同，所以“木头房子”是偏正结构，“房子”是真正的中心。

施关淦（1988）反对朱德熙先生的做法，理由是朱先生在分析“木头房子”之类的结构时既用了句法关系限制又用了语义搭配要求，而在分析“这本书的出版”之类的结构时却只用了语义搭配要求。使用双重标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可靠。施关淦（1988）的解决办法是完全按照功能来划分词类。他认为“木头房子”具有歧义，既可表示“木头”和“房子”，又可以表示用“木头”盖的“房子”；作为兼类词，“木头”在同“房子”并列时具有名词的地位，而在充当定语，修饰“房子”时却具有形容词的地位。也就是说，在表示偏正关系时，“木头房子”中只有“房子”与整体的类别相同，因此可以准确地将此“木头房子”判定为向心结构，完全可以维持布龙菲尔德的类别标准。

为了迁就类别标准而去改变词的类别，尤其是完全按照句法功能去划分词类，实际上等于改用句法功能作为判定标准，这就违背了布龙菲尔德的初衷。他采用类别作为判断标准，就是要避免用句法功能来替实词结构分类，而将句法功能留给分析虚词结构之用。

在讨论作为关系-轴心（relation-axis）结构的介词短语时，布龙菲尔德注意的是其中介词表示引介的功能，介词后名词短语充当宾语（accusative expression）的功能，以及整个介词短语对外的修饰功能（modifier of verbs or of nouns）。三者的功能各不相同，所以作为整体的介词短语是离心结构。问题在于，如果应用功能标准去衡量fresh milk或“新鲜牛奶”之类的实词性定-中结构，同样可以认为“新鲜”的功能是修饰，“牛奶”的功能是被修饰，而整个结构的功能则既非修饰又非被修饰，所以“新鲜牛奶”也应该算是离心结构。布龙费尔德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分析实词结构时，运用的标准是内部成分的类别，而不是句法功能。

显然，向心结构理论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不得不使用双重标准，而一旦使用了双重标准，就很难得出前后一致、可以推而广之的结论。朱德熙先生（1984）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向心结构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建立一个统一的功能-语义标准，以避免布龙菲尔德体系中的矛盾。

不过，正像施关淦（1988）所指出的那样，朱先生的解决办法还是没有跳出双重标准的怪圈，这一点在“的”字结构的分析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虽然“木头房子”与“木头的房子”意义相近，而且一般都认为两者的结构类似，朱先生却认为前者是简单的向心结构，而后者是“包含了两个核心的向心结构”，“因为‘木头的’不但跟‘木头的房子’语法功能相同，而且受到的语义选择限制也一样”（朱德熙1984b：402）。也就是说，“木头的”可以单独使用，而且具有和“木头的房子”相同的功能，可以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出现，也可以与同样的成分结合，所以“木头的”与“房子”同位，“木头的房子”是一个“同位性向心结构”（朱德熙1984b：403—404，参见袁毓林1995a，吴长安2006）。

引进了“同位性向心结构”这一概念以后，“的”字结构可以独立使用的问题解决了，但却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这一意义上的同位语实际上是定语的一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像“美国首都华盛顿”那样的同位语结构（appositive construction），所以朱先生将后者改称为“同一性向心结构”。不过，名称的改变只是回避了问题，并没有解决同位语的定义问题。

另一方面，文献中关于“同位性向心结构”的测试、判断方法，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运用到其他地方，这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从朱德熙先生（1984）开始，判断“同位性向心结构”的主要标准，就是同位部分能否独立存在，是否能够起到与整体相同的作用（袁毓林1995，陆丙甫2006）。比如在“木头的房子”中，“木头的”可以单独起作用，而且作用与“木头的房子”大致相同，（11a）与（11b）的意思相仿，（12a）也与（12b）相仿，因此可以判定“木头的房子”是“同位性向心结构”。同样地，通过（13a）与（13b）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推断量词结构“那所房子”是“同位性向心结构”。





（11）a．住木头的房子　　　　b．住木头的

（12）a．木头的房子盖好了　　b．木头的盖好了

（13）a．住那所房子　　　　　b．住那所





对于常见的几种“同位性向心结构”（朱德熙1984b；周国光2005，2006），这种判断方法的确可以给出满意的结果。不过，问题在于这种判断方式的外延不够清晰，适用范围很容易被扩大。凡是定语部分可以通过指代或借代来表示整体的名词性成分，甚至是可以缩略的名词性成分，大约都可以顺利通过测试，归入“同位性向心结构”之列。像例（14）和例（15）中的“中华牌香烟”，例（16）中的“管家小姐”，以及例（17）里的“物业管理公司”，就都可以通过这一测试而满足“同位性向心结构”的要求。不过，这三个名词性成分的句法功能和内部结构似乎缺乏共性，归入同一类别相当勉强。





（14）a．他抽中华牌香烟。　　b．他抽中华牌。

（15）a．中华牌香烟太贵。　　b．中华牌太贵。

（16）a．丽蓉是管家小姐。　　b．丽蓉是管家。

（17）a．业主大会决定更换物业管理公司。

b．业主大会决定更换物业。





同样地，（18b）、（18c）和（18d）都可以用来回答（18a）的问题，而且在同一语境中意思相等，也就是可以认为“可以坐飞机去上海”、“可以坐飞机”与“可以”的语义选择限制相同，并由此而认定这是一组动词性的“同位性向心结构”。这样的推导虽然合理，却有违设立这一概念的初衷。





（18）a．你知道可以坐飞机去上海吗？

b．我知道可以坐飞机去上海。

c．我知道可以坐飞机。

d．我知道可以。

7.3　“自指”和“转指”

就“的”字结构的分析而言，“同位性向心结构”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木头房子”与“木头的房子”之间的差别，但却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木头的房子”里面的“的”可以视为朱德熙先生（1961）所说的“的3
 ”，即“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但在“新盖的房子”里，“的”却附着在动词性的“新盖”后面，如何将这个“的”也归入“的3
 ”的行列，从而将“新盖的房子”也分析为“同位性向心结构”，就需要另想办法了。

朱德熙先生（1983，1984）的解决办法非常独具匠心。朱先生将一部分“的”字结构与（19a）和（19b）那样的英语关系从句（relative clause）等同起来，认为这种“的”具有关系代词that的句法地位，是名词化的标记，用“的t”表示。“的t”前面的谓词性成分已经“名词化”了，其意义也就发生了“转指”。另一部分“的”字结构则与（19c）的主语小句相仿，或者与（19d）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同位语小句相似，这种“的”相当于英语主语小句的引导成分that，或者是同位语小句的引导成分that，用“的s”来表示。“的s”前面的谓词性成分没有名词化，因此保持了原有的意义，在“的”字结构中只是表示“自指”。





（19）a. The diamond that she stole was lost.

b. I saw the diamond that she stole.

c. That she stole the diamond is incredible.

d. The fact that she stole the diamond has been proved.





按照朱先生（1983）的说法，“新盖的”里出现的是“的t”，所以“新盖”已经“转指”了，具有名词性结构的地位，“新盖的房子”便具有两个核心，顺理成章地成为“同位性向心结构”。另一方面，“他开车的”中出现的是“的s”，其谓词性部分“他开车”属于“自指”，并不具有名词性地位，所以“他开车的技术”只有一个核心“技术”，是普通向心结构，而不是“同位性向心结构”。

将“的t”视为名词化的标记，的确为“同位性向心结构”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不过，这样做却带来了另外的一些新问题。将“的”字结构分成“转指”和“自指”的两种，并且依此将相关的定-中结构分成两类，其根据是“的”与前面谓词性部分的关系，即定语内部的句法关系，而并非定语本身的句法功能，也就违反了朱先生以句法关系限制与语义搭配作判定标准的初衷。

另一方面，“的t”与“的s”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一种类比，基于例（19）中（a）、（b）两句和（c）、（d）两句之间的对立。不过，（19a）和（19b）中的that是关系代词，在关系小句中充当一个成分；而（19c）中的that不是代词，只不过引导充当主语的小句，并不在主语小句中充当成分；（19d）里的that也不是代词，只是引导传统意义上的同位语小句，而且也不充当小句中的成分。很显然，例（19）中那三个that的对立基于三种不同小句的对立，如果一定要同汉语中“的”字结构作比较的话，只能是（19a）和（19b）与充当定语的那些“的”字结构对应，（19d）同例（20）那种“的”字结构对应，而（19c）在汉语中没有任何“的”字结构可以与之对应。换句话说，如果真的要区分“的s”与“的t”，就应该以例（20）中表示“同一性”那种“的”字结构为一方，以充当定语那种“的”字结构为另一方。（20a）中的“那个问题”等于“扩大招生名额”，两者的等同关系可以用例（21a）来表示
③

 。正因为如此，“扩大招生名额的”和“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的”在这里是真正的“自指”，（20a）和（20b）里那个“的”与（19c）的that完全对等，是真正的“的s”。





（20）a．校方已经讨论过扩大招生名额的那个问题。

b．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的消息引起了极大震动。

（21）a．扩大招生名额是校方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b．（那条）消息是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更重要的是，“自指”与“转指”的区别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反映实质的结构差异，也不代表真正的句法性质差别。朱德熙先生（1983）提出这一组概念时，一方面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认为汉语陈述句主语的所指范围很广，可以指施事，也可以指受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等；另一方面又借用了Fillmore（1968）格语法（Case Grammar）的做法，按照与主要动词的关系将句子里的名词性成分划为若干个格（case），如施事（A），受事（O），与事（D），工具（I），处所（L）之类。朱先生还改造了形式句法的移动（movement）概念，将“的”字结构的形成过程称之为“提取”。“的t”“提取”小句中的一个成分，主要是主语或宾语，由此而形成名词性“VP的t”，而“‘VP的t’本身也跟包含在VP里的名词性成分一样，属于一定的格。在VP里，A、I、D、O等不能全都出现，里头总有缺位，而‘VP的t’所属的格正好是VP里所缺的那个格。”（朱德熙1983：8）

与“VP的t”相对立的是“VP的s”，由于“的s”不能“提取”任何成分，所以“VP的s”中的VP没有缺位，就像（22a）、（22b）和（22c）那样（古川裕1989）。





（22）a．他开车的技术

b．火车到站的时间

c．他用箱子装书的原因





引进“提取”这一概念的同时，朱德熙先生（1983）还引入了形式句法的另一个常用概念复指代词（resumptive pronoun），认为这种“虽有若无”的成分相当于缺位。也就是说，（23a）中跟在“用”后面的“他”复指“这种中草药”，实际上是个缺位，而（23b）中的“他”则复指“这位病人”，也相当于缺位（朱德熙1983：7）。





（23）a．这种中草药，李大夫用他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

b．这位病人，李大夫用中草药给他治好了关节炎。





很显然，朱先生引入复指代词，并赋予其相当于缺位的句法地位，是要解决某些主题（topic）和述语（comment）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形式句法中对于移动的限制问题。形式句法往往假设主题的原始位置在述语里，在句法过程中才移动到主题位置上去（Huang 1982, Shi 2000）。移动会受到各种结构位置限制，如果某个位置不允许名词性成分移出去，可以先强行移动，然后在该位置填上一个复指代词。关系从句的形成过程与主题句的形成过程相似，也牵涉到移动或者“提取”（Ning 1993），遇到无法“提取”的成分时，往往也可以借助于复指代词，顺利地将这种成分“提取”出去，（24a）和（24b）便是如此。





（24）a．李大夫用它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这种中草药
④



b．李大夫用中草药给他治好了关节炎的那位病人





在（24a）和（24b）的那种“VP的t”中，主语和宾语位置都填满了，复指代词所代表的缺位出现在状语位置上。按照朱先生的解释，（24a）的复指代词“它”是工具（I），而（24b）的复指代词“他”是与事（D），所以仍然可以认为这种“VP的t”里有缺位，这可以用（23a）和（23b）来加以印证。这种解释当然合情合理，只不过这样一来，“VP的s”不存在缺位的说法就必须重新审视了，因为相当一部分“VP的s”中也可以加入复指代词。比如说，在朱先生的经典“自指”例子（22a）中，“技术”应该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工具（I），所以（22a）可以改为与（24a）相似的（25a）或者（25b），用一个复指代词来标明与“技术”相关的缺位，或者说指代被“提取”了的工具格，而且相应的（25c）又正好说明“技术”可以充当主题，从而使这个经典的“VP的s”变得和（24a）的“VP的t”一模一样，应该能以工具格的身份独立存在。当然，要让（25a）、（25b）和（25c）真正能说，无定的“技术”最好改为有定的“这种技术”，或者是相对有定的“专门技术”。这种有定与无定的差别，朱德熙先生（1983）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所以例（23）和（24）中用的都是“这种中草药”，而不是可以理解为泛指的“中草药”。





（22）a．他开车的技术

b．火车到站的时间

c．他用箱子装书的原因

（25）a．他用它开车的（这种）技术

b．他靠它开车的（专门）技术

c．（这种）技术，小王用它开车。





基于同样的理由，（26a）中的“那一刻”复指“时间”，而且“那一刻”具有时间格，因此完全可以认为，（26a）中的“火车在那一刻到站”或“火车到站”是“VP的t”，而非“VP的s”。同样地，（26b）中的“此”复指“原因”，“他用箱子装书的”也就应该是“VP的t”。





（26）a．火车应该在那一刻到站的时间

b．他因此用箱子装书的（特殊）原因





朱先生提出“自指”与“转指”这一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要说明为什么有些“的”字结构能够独立使用，而另一些却不能这样做。朱先生的解释是只有主语和宾语可以被“提取”，而且提取之后会产生一个缺位，可以从缺位上推测出提取的是哪一个，所以“的”字结构能否独立使用取决于是否包含缺位。不过，实际的语言材料从来就不听话。看上去只有一个缺位的“的”字结构固然很多，明显地有多个缺位的“的”字结构也并不少见。像例（27）那些“的”字结构里，“的”前只有一个及物动词而没有任何名词性成分，所以至少应该有两个缺位，一个属于主语，另一个属于宾语。至于哪一个缺位是由提取造成的，则取决于“的”后成分是什么。

（27）a．吃的（东西）、穿的（衣服）、用的（材料）

b．偷的（贼）、选购的（顾客）、偷看的（无赖）

c．租的（车／人）、买的（货／人）、找不到的（东西／选手）





这些“的”字结构往往可以独立使用，由于两个缺位都可能由提取造成，独立使用时似乎就应该出现歧义，但这类“的”字结构在实际使用中并不会造成混淆。比如例（28）中的“吃的”和“穿的”，就显然只能表示“吃的东西”和“穿的衣服”，也就是动词的受事宾语，所以曾经有人认为这类“的”字结构通常表示宾语（Li & Thompson 1981：577, Huang 1984）。不过，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例（29）中的“干的”与“看的”就只能表示施事主语，这个70年代名句的意思是“干活的人”干了活还要挨“看热闹的人”的批判。而例（30）中“买的”，则可以有表示主语和宾语两个可能性，只不过到了具体的（30a）和（30b）中，都还是只剩下一个解读。





（28）吃的、穿的样样不愁。

（29）干的干，看的看，干的还要挨批判。

（30）a．开张第一天倒是顾客盈门，可惜看的比买的多。

b．赛会组委会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电瓶车，有买的也有租的。





很显然，有两个缺位的“的”字结构在独立出现时，其实有着许多个可能的解读，即使可以确定表示的是主语还是宾语，实际解读仍然依赖语篇或语境信息。同样是表主语的“看的”，例（29）中那个和（30a）中那个的意思并不相同。实际上，即使只有一个缺位，有些“的”字结构也可能出现多个解读，同样要依赖语篇和语境信息才能确认。例（31）中的几个“修汽车的”，缺位都是主语，但在（31a）中是施事，在（31b）中是工具，而（31c）中则是地点。





（31）a．我弟弟当过修汽车的。

b．墙上挂满了工具，有修汽车的，有制陶的，还有做木工的。

c．两旁都是一开间的小铺，修汽车的、卖零件的、什么都有。





即使是表面上没有明显缺位的“的”字结构，只要有了合适的上下文或者语篇信息，也同样可以独立使用，而且只会有一个解读。比如（32a）中那个“我专门切牛肉的”，主语和宾语齐全，似乎已经没有缺位了，但却仍然可以独立使用，而且有着明确的意义“刀”。就连典型的“自指”“的”字结构也同样如此，所以（32b）中“列车到站的”可以独立使用，表达“时间”这样一个明确的意义。





（32）a．厨房里那么多刀你不拿，偏偏要抢我专门切牛肉的。

b．旅客进站的时间已经公布了，但列车到站的还不知道。





总之，“自指”与“转指”的区别其实并不反映结构上的差异，也不代表句法特性上的差别，因而并不能解决“的”字结构给向心结构理论带来的矛盾。“自指”与“转指”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语篇、语境的作用以及人们在理解“的”字结构时的态度，细节不在这里讨论。

7.4　核心与短语结构

朱德熙先生对于“的”字结构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向心结构理论的缺陷。从布龙菲尔德开始（Bloomfield 1933），汉语“的”字结构就被认为是离心结构的典型。由于“的”是个虚词类的particle，所以只能按照句法功能去判断“的”字结构的地位，而在“凉的”这种“的”字结构中，“凉的”功能既不等于“凉”，也不等于“的”，所以“凉的”只能算作离心结构。可是，“凉的”可以独立当作名词性成分使用，作用相当于实词，按照惯例应该以类别作为判断标准才对。更重要的是，“凉”是谓词性成分而“凉的”是名词性成分，名词性从何而来必须有所交代。

引进了“自指”和“转指”这一对概念以后（朱德熙1983），“凉的”可以分析为“转指”“的”字结构，“凉”被名词化了。“凉的”里面那个“的”是“的t”，提取了VP“凉”的主语，因而使得整个“凉的”取得了施事格。这样一来，“凉的”就由取得了施事格的那个“的t”作为核心，成为向心结构。不过，“火车到站的”之类的是“自指”“的”字结构，里面那个“的”是“的s”，没有提取任何成分，也就不能成为核心，这种结构仍然是离心的。

朱先生的理论一环紧扣一环，尽显大师风范，但向心结构理论实在不值得如此费心去抢救。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时，常常遇到语料浩瀚，无从入手的困境。逐个分析的话不但耗时费力，而且不切实际；只分析一部分的话又很可能以偏概全，无法保证没有触及的部分不会出现新的情况。分类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常用方式。如果能够将语料分成有限的几个类别，而且分类的标准明确，能确保各类之间不出现重叠，那么再发现新的语料时就可以将其归入已有的某一类，而不会影响在现有语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分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分析服务的。判断一种分类方法是否成功，除了要考虑其能否穷尽语料而不出现重叠，更重要的要考虑分出的类别是否具有不同的特性，能否体现语言本身的规律。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各个类别之间能否形成对立（contrast）。

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划分，在实词范围内基于类别的不同，在虚词范围内基于功能的差别，在各自的范围内都具有合理性，都可以将已知的各种结构加以分类。但是，同样是离心结构，有的是按照类别标准划进来的，有的是按照功能标准划进来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可比性。更重要的是，无论怎样修正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定义，始终无法证明这两种结构在分布上有什么区别，也无法说明两者在句法功能上有什么差别，两种结构之间并不形成实质的对立。这样的分类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分类而分类，在句法分析上没有实用价值，所以怎么加以改进都无法弥补其先天的不足。

提出向心结构理论的初衷，是要找出句法结构整体性质与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的向心结构，实际上就是内部成分有主次之分的一种句法结构。核心为主，决定整体成分的性质。只不过布龙菲尔德注意的是整体结构与内部成分的类别，即向心结构的整体意义取决于核心的基本意义，而朱德熙先生注意的是整体结构与内部成分的功能，即向心结构的整体功能取决于核心的功能。以朱先生的思路为出发点，应该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分析方式。

比如关于“的”字结构的分析，从布龙菲尔德开始就认为“的”是虚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认定核心应该是实词，而不能是虚词，所以绕来绕去总是找不到满意的分析方式。如果换一个方式，完全按照朱先生的思路去做，以句法功能来核定地位的话，就可以发现，无论“的”前成分是名词性的、动词性的还是介词性的，与“的”组合后就可以充当定语；如果没有“的”，这些成分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充当定语，而且即使能够充当定语，也往往和带“的”时的意义不同。从这一点出发，应该可以将“的”和前面的成分归纳为一个向心结构，以“的”为核心。“的”的句法功能是帮助其他成分成为定语，“的”字结构整体充当定语的功能来自“的”，没有必要再去区分“自指”和“转指”。

同样地，布龙菲尔德认为介词的功能是引介，其后名词短语的功能是宾语，而整个介词短语的功能是修饰，所以只好算作离心结构。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描述，可以认为汉语介词的功能是建立名词性成分和动词短语之间的修饰关系，没有介词，大部分名词性成分就不能直接修饰动词短语。如果将介词的功能归结为携名词短语而饰动词短语，那么介词就完全可以作为核心，介词短语也就名正言顺地可以作为向心结构了。

就算是小句，虽然被公认为离心结构（Bloomfield 1933；朱德熙1984；施关淦1988；周国光2005，2006），也还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早就有人注意到汉语的小句通常不能只包括主语和谓语，或者说主语和谓语往往不能独立成句，要成句就需要一些其他成分的配合帮助，如表示体貌的动态助词“着、了、过”、特殊的语气以及表述意愿的能愿动词等等（孔令达1994，竟成1996，金廷恩1999，胡建华、石定栩2005）。也就是说，布龙菲尔德所说的施事-动作结构（actor-action）并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句子，必须加入一些过去归入虚词或者形态标记的成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句子。早期的原则及参数理论将这些成句成分归结为一个抽象的Infl，作为小句IP的核心，从而使小句也变成了一种向心结构（Chomsky 1986, 1995）。IP的核心Infl也简称为I，内部仍然包括了好几个成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核心。直到引入了功能性成分（functional category）这一概念，将时态（tense）、语气（mood）、语态（voice）等分开处理，让每个功能性成分都成为核心，拥有自己的短语，才真正使IP也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向心结构（Pollock 1989; Chomsky 1995, 2001）。

带句末语气助词的小句也可以这样处理。比如小句末的“了2
 ”，虽然看上去像是前面小句的附着成分，但实际上具有自己的特殊功能。有“了2
 ”的小句同没有“了2
 ”的意思不同，小句的整体功能也不同。这种差别正是由“了2
 ”带来的，或者说“了2
 ”对狭义的小句进行了说明，因此可以沿用形式句法的另一种做法，将带“了2
 ”的小句分析为广义的小句CP，以“了2
 ”为核心C（石定栩、胡建华2006），这样的广义小句同样是向心结构。

至于并列结构的处理，形式句法的基本思路倒是和布龙费尔德的做法有些相近，但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手段。简单地说，只有相同类别的句法单位才可能并列，并列所形成的整体单位必然与并列成分的类别相同。图五中两个名词短语NP1
 与NP2
 并列，所形成的大结构NP3
 句法地位不变，仍然是名词短语，而且NP3
 在句法过程中以整体面貌出现，只起一个名词性成分的作用
⑤

 。至于NP3
 应该算包含一个核心的向心结构，还是有两个核心的向心结构，对整体理论框架没有什么影响，通常不会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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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形式句法对于同位结构的处理则与结构主义有些不同。从早期的形式句法（Chomsky 1965）到现在（Chomsky 2001, 2005），传统意义上的同位结构，也就是朱德熙先生（1983）所说的“同一性向心结构”，就一直被分析为特殊的名词短语。比如说在“梅贻琦校长”这样的同位结构中，核心是名词“校长”，补足语是限定词短语“梅贻琦”，所以整个短语仍然是单核向心结构。

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所有的短语都是向心结构。如果按照汉语语法分析的传统，沿用短语结构来分析复合词结构的话（朱德熙1982b，石定栩2002a），也就可以认为所有的汉语复合词都是向心结构。按照这一观点，“白菜”、“新鲜牛奶”和“铁骑”、“木头房子”的基本结构没有区别，都是以名词为核心的偏正结构，也就都是向心结构。这样分析其实更符合一般人的语感。这样一来，不存在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对立，前面讨论的那些问题也就随之消失了。

7.5　“的”字结构与DeP

在形式句法的分析中，“的”字结构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并不取决于理论内部的要求，也不取决于短语结构用什么形式来表示，而是取决于如何准确反映“的”字结构的句法功能以及所表达的语义。前面说过，按照一般人的语感以及常见的分析方法，如果“的”前与“的”后都有成分，“的”总是与前面的成分构成一个句法单位，其句法作用是充当定语，修饰、限制后面的成分（朱德熙1961，1983；王珏2001；邵敬敏2007），或者是同后面的名词性短语构成同位关系。

从句法关系的角度出发，定-中结构的主要部分应该是“中”，也就是“的”后面的成分；而“的”与“的”前成分合起来应该是定语。按照形式句法的惯例，定语应该附加在中心语上。如果将附加成分视为DeP的话，整个结构就应该是图六的样子（Sio 2006）。也就是说，如果将“的”、“的”前成分与“的”后成分放在一起，算是广义“的”字结构的话，那么广义“的”字结构的核心就不应该是“的”，而是“的”后成分YP的核心Y。至于“的”与“的”前成分的关系，也是由句法功能来决定的。“的”前成分XP可以是各种不同的短语，包括名词短语、限定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甚至小句IP，但这些短语同“的”结合以后都不再以原来的句法地位发挥作用，而是转而充当定语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说，“的”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认为整个定语是以“的”为核心的DeP。不过，“的”只是DeP的核心，而DeP是广义“的”字结构里的附加成分，“的”与“的”后成分没有直接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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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图六里的中心语YP有几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一是像图七a那样的名词短语NP，二是像图八a那样的限定词短语DP，三是像图九a那样的数量短语NumP。也就是说，受DeP修饰的只能是名词性成分NP、DP或NumP，而不可能是其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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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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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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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图六里的那个“的”字结构是句法派生过程的最终结果，即所谓的PHON形式（Chomsky 2001），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所写的那个“的”字结构。至于这个形式如何派生而来，理论上有好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原始生成（base-generated），即“的”字结构生成时便是如此；另一种可能是“的”与“的”前成分原来同属一个小句CP，修饰“的”后的名词性短语，这种修饰关系的基础是小句中有个缺位同被修饰的成分同指；还有一种可能是“的”前成分与“的”后成分原来同属一个完整的小句，经过反复派生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些可能性与本书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不在这里讨论，可以参考Huang（1982），Ning（1993，1996），Aoun & Li（2003），Wu（2004），Chen（2005），Sio（2006），何元建、王玲玲（2007）以及袁毓林（1995）的不同处理方法。

以图七a、图八a与图九a来表示广义“的”字结构的后果之一，是排除了DeP直接修饰动词性短语VP或AdjP的可能性。如果定-中结构的中心语是个动词性成分，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动词短语名物化了，或者是动词本身名词化了。（33a）中的“出版”是前者的典型例子。尽管“出版”受到DeP的修饰，但仍然可以像（33b）那样受时间状语的修饰，或者像（33c）那样受地点状语的修饰，显然仍然保留了动词短语的基本性质，应该是动词短语带上了一个名词短语的外壳，也就是名物化了（石定栩2004）。





（33）a．这本书的出版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b．这本书的按时出版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c．这本书的在京出版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另一方面，（34a）中受DeP修饰的“屠杀”虽然也表示动作，而且在单独出现时可以像（34b）那样带直接宾语，应该是动词。不过，受DeP修饰的“屠杀”却显然具有名词的句法性质，可以像（34c）那样作为名量词的后续成分，而且“这种屠杀”和（34d）那样受到修饰的“大屠杀”都不再能够带宾语，所以（34e）和（34f）都不能说。这里受DeP修饰的“屠杀”显然名词化了，成为了名词短语的核心。





（34）a．侵略军对于无辜平民的屠杀激起了公愤。

b．侵略军屠杀了大批无辜平民。

c．侵略军对于无辜平民的这种屠杀激起了公愤。

d．侵略军对于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激起了公愤。

e．*侵略军大屠杀了无辜平民。

f．*侵略军这种大屠杀了无辜平民。





图六的结构中，“的”与XP组成一个句法单位，与被修饰的YP却没有直接的句法关系；但司富珍（2002，2004）通过（11b）的结构，却对“这本书的出版”给出了不同的分析。按照她的说法，这里的核心是De，VP“出版”是De的补足语，而且“这本书的出版”与“这本书出版”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插入“的”而形成的（胡裕树、范晓1994，范晓2005），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就“这本书的出版”和“这本书出版”而言，插入“的”似乎它们建立了一种可能的句法关系，也为两者的相似之处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方法，但只要将考察范围稍微扩大一些，就会碰到很多问题。一方面，主谓之间可以插入“的”的小句并不太多，只要小句的结构稍微复杂一些，比如像例（35）那样的主题句，或者像例（36）那样有个句首时间状语，就不可能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的”字了。





（35）a．这本书我们出版。

b．*这本书我们的出版。

c．*这本书的我们出版。

（36）a．今年这本书不出版。

b．*今年这本书的不出版。

c．*今年的这本书不出版。





又或者像例（37）那样的句子，谓语受程度副词修饰，也就同样无法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的”了（何元建、王玲玲2007）。





（37）a．小王近来很兴奋。

b．*小王近来的很兴奋。

c．*小王的近来很兴奋。





另一方面，类似“这本书的出版”这样，动词性成分受DeP修饰的结构还很多，但这些结构大多没有相应的小句可寻。比如说，（38a）和（39a）中都是DeP修饰一个动词性成分，但相应的（38b）和（39b）却都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这些广义“的”字结构并没有相应的小句，尽管类似的（38c）和（39c）都是能说的。





（38）a．群众就销售税的议论合情合理。

b．*群众就销售税议论合情合理。

c．群众议论销售税合情合理。

（39）a．大家对于名物化理论的批评都很中肯。

b．*大家对于名物化理论批评都很中肯。

c．大家批评名物化理论都很中肯。





（40a）也是DeP修饰一个动词性成分，相应的（40b）虽然勉强能说，但最容易得到的解读却与（40a）不同。要准确表达（40a）的意义，就必须采用“被”字结构，改说（40c）（吕叔湘1987）。





（40）a．新一军的彻底歼灭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b．新一军彻底歼灭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c．新一军被彻底歼灭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如果大部分小句都不能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的”，而后半部分为动词短语的广义“的”字结构当中，也不是个个都能找到相应的小句作为原始结构，那么用插入“的”来归纳这两者的关系，就只能管住一小部分特例，而无法解释大多数“的”字结构和小句之间的关系。如果换将这两种结构分开处理，假设两者之间没有句法上的派生关系，就有可能为相关现象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从这一点出发，受DeP修饰的动词性成分可以同“的”前成分有不同的句法和语义关系，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除了上面例（38）、（39）和（40）中的那些广义“的”字结构之外，例（41）中“大澳”是“舞火龙”的地点；例（42）中“昨天”是“冲击警方防线”的时间；例（43）中“坐航天飞机旅行”是“说”的宾语；而例（44）中“面向基层”是“扶贫帮困”的状语。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显然都不适宜用小句来归纳。





（41）游客已经参观过大澳的舞火龙了。

（42）示威群众对昨天的冲击警方防线表示歉意。

（43）报纸上所说的坐航天飞机旅行目前还无法实现。

（44）面向基层的扶贫帮困应该持续下去。





当然，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和“这本书出版”之间没有句法上的联系，两者的相似之处就只能归结为巧合了，本书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及以插入“的”为手段的分析。不过，后者只能管住一小部分特例，有弊大于利之嫌。这里的分析适用于所有广义“的”字结构，为它们的句法特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基本上没有管不住的例外，可以说利大于弊。

7.6　余　论

“的”字结构的句法特性，以及“的”字结构在具体应用中所牵涉的语义、语用甚至是认知因素是本章的讨论重点。从现象上说，这里所讨论的都是前贤研究过的语言事实，只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而发掘了一些平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的细节；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里的讨论力图继承各种理论的长处而避开其短处，着眼于找出更严谨的、能够解释更多相关现象的理论。这也是秉承现代语言学的一贯态度，不以反例去推翻现有的理论，而是以更全面的理论来取代原有的理论。

本章只讨论了朱德熙先生（1966）所说的“的3
 ”，而没有涉及“的1
 ”和“的2
 ”。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之外，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关现象在各个方言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1
 ”、“的2
 ”和“的3
 ”只是在北京话和一些北方方言中才有着相同的发音，并因此造成到底是同一个语素还是三个不同语素的困惑。在许多南方方言中，“的1
 ”和“的3
 ”不但功能不同，而且发音也完全不同，不太可能是同一个语素；而“的2
 ”的用法则相当少见，基本上不存在“的2
 ”和“的3
 ”的对立（黄伯荣1996，钱乃荣1997，张洪年2007）。“的1
 ”、“的2
 ”和“的3
 ”的对立因而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

这里的讨论也没有涉及“是……的”结构中的那个“的”。一般都认为，有些“是……的”结构会有歧义，既可以理解为动词“是”加独立“的”字结构，又可以理解为表示强调；而大部分的“是……的”结构主要用来表示强调，而且同体貌有一定的关系（石定栩2003b），因而同这里讨论的现象没有直接关系。

即便如此，与“的”字结构相关的现象还有许多本书没有涉及的，特别是同语义和语用因素相关的现象，还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对于从事句法研究的人，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希望本书能够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高手的兴趣，共同攻关，真正地弄清我们自己语言的家底，并对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
 　至于黏着语素在复合词里的地位，请参阅本书第五、第六章的论述。


②
 　至于“一衣带水”为什么会成为例外，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不过，这个来自文言文的用法，原来并不算常见，只是在中日建交的70年代初突然变得使用频率极高。不明就里的老百姓是否会将其与“一鸣惊人”、“一炮打响”相提并论，都理解为主谓结构，似乎并非完全不可能。


③
 　严格地说，（20b）是个歧义句，光杆名词“消息”可以理解为复数，“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的消息有五六十条”便是如此。不过，一旦将“消息”理解为复数，“消息”便不再与“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等同，（20b）中那个“的”字结构也就不再是同位结构，而是普通定-中结构。


④
 　朱先生的例句是“李大夫用来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这种中草药”。这里按照（23a）做了改动，更符合朱先生关于复指的原意。


⑤
 　陆丙甫曾经在东方语言学网上问，“他喜欢清醒的空气、清淡的食物和适度的运动”中，动词后有三个定-中结构，是否就成了“三宾语”句。按照形式句法对于并列结构的分析，这仍然是个单宾语句。


第八章　独立“的”字结构

8.0　独立“的”字结构

如果将“的”和“的”前成分放在一起，算是狭义“的”字结构的话，那么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相关的现象。狭义“的”字结构通常像例（1）那样充当定语修饰名词性成分，或者像例（2）那样作为名词性成分的同位语
①

 。不过，按照一定的使用习惯或者在一定的语境中，“的”字结构可以像例（3）和例（4）那样脱离名词性成分而独立存在，而且仍然表达明确的意义。





（1）昨晚在象山登陆的超强台风“韦帕”并没有袭击上海。

（2）超强台风“韦帕”可能在上海登陆的消息引起了一阵慌乱。

（3）小梅的父亲是镇上副食站卖肉的。

（4）桌子还是木头的好。





狭义“的”字结构为什么能够独立使用，怎样才能独立使用，以及独立使用时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向来众说纷纭，但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省略说，主张独立“的”字结构原本是定-中结构里的定语，后来中心语因某种原因被省略了，剩下的定语便以偏代正，不但承担了名词性短语的作用，而且表达了整个名词性短语的意义（黎锦熙1924，言一兵1965，季永兴1965，孔令达1992，张静1994，张谊生2002）。另一种是本质说，主张有些“的”字结构本身就是名词性的，完全可以独立发挥作用（朱德熙1961，1962，1978，1983；黄国营1982；刘月华等2001；邵敬敏2007）。按照这种观点，在由名词性“的”字结构和其他名词性成分构成的短语中，“的”字结构是另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同位语。不过，这种同位关系有时候称为“同位性偏正结构”，以“的”字结构为“同位性定语”（朱德熙1982，1993）；有的时候则称为“包含两个核心的同位性向心结构”，因为里面的两个成分不但“语法功能相同，而且受到的语义选择限制也一样”（朱德熙1984：404）。

在形式句法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多半将“的”字结构视为定语小句，或者说关系从句，因此也有人将独立“的”字结构与例（5）和例（6）那种英语结构等同起来，称之为无中心关系从句（headless relative clause），也就是认为某些“的”字结构本身就可以独立使用（Xu & Langendoen 1985, Chen 2005）。





（5）This is what I bought yesterday. （这是我昨天所买的）

（6）Whatever you want is not available. （无论你要的是什么，现在都没有。）





本章的讨论不拘泥于理论框架，而是从事实出发，试图找出对于“的”字结构独立使用这一现象的最佳解释。

8.1　独立“的”字结构的意义

省略说和本质说之间的差别很多，最重要的在于如何概括独立“的”字结构的意义。省略说认为“的”字结构是定语，独立使用时所表示的名词性意义并非本身固有，而是来自省略了的中心语，所以例（7）（引自孔令达1992）中“小王的”实际上表示“小王的衣服”，只不过“衣服”被省略掉了而已。





（7）这是我的衣服，小王的［衣服］在床上。





就大部分独立“的”字结构而言，由省略了的名词性成分来支撑整体意义，是个解释能力很强的假设，但却存在着不少问题。按照中国人的说话习惯，表示同一个事物的名词性成分很少会以同一个形式出现，需要再次提及时通常会采用代词，或者是没有语音内容的指代形式，除非为了修辞效果而故意重复名词形式。在例（7）那样的句子里，如果真的把“衣服”补进去，就不像汉语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例（8）和例（9）那种“的”字结构（朱德熙1966，张谊生2002），虽然能够独立使用，后面却无法补出个合适的名词性成分来。





（8）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

（9）他年轻力壮，所差的是眼睛不太好。





本质说认为独立“的”字结构本身就是名词性的，其名词性来自“的”，即朱德熙先生（1961）所说那个“的3
 ”，或者表示“转指”的那个“的t”（朱德熙1983）。也就是说，这种“的”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语法功能的转化，附着在谓词性成分后将其名词化；二是语义功能的转化，除了可以转化谓词性成分的语义之外，还可以附在名词性成分后面，将其从一个名词性成分变为另一个名词性成分（朱德熙1978，1980，1983）。这一假设对于独立“的”字结构本身的句法语义功能，有着极强的解释能力。不过，独立“的”字结构同样可以出现在另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前面，成为偏正结构中的“偏”，“偏”与“正”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就成了需要解释的问题。

按照目前的主流意见，在（10a）中那种“的”字结构中，“的”“提取”了“戴眼镜”的施事，所以“戴眼镜的”具有施事的格位。“戴眼镜的”与“戴眼镜的学生”不但有相同的句法功能，而且受到相同的语义选择限制。“戴眼镜的”因此可以像（10b）那样独立使用，而“戴眼镜的学生”是包含两个核心的同位性向心结构。依此类推，（11a）中“木头的”与“木头的房子”功能相同，“木头的房子”也是个包含两个核心的同位结构（朱德熙1961，1966，1978，1983，1984）。





（10）a．戴眼镜的学生很多。

b．戴眼镜的很多。

（11）a．木头的房子盖好了。

b．木头的盖好了。





这样解释照顾了“的”字结构的独立使用，却造成了语义上的冲突。一般说来，“的”字结构出现在名词性成分前面时有三种功能，即（12a）的“领属性”，（12b）的“同一性”，以及（12c）的“说明事物的属性”（丁声树等1961，刘月华等2001，张谊生2002）。





（12）a．谁的书？我的书。

b．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c．老师说的那本书我已经买到了。





“同一性”结构通常称为同位语结构，也就是朱德熙先生（1984）所说的“同一性向心结构”，最重要的特点是“的”字结构和后面的名词性短语具有相同的真值，可以像例（13）那样用等值“是”字句来描述两者的关系。





（13）a．（这一）事实是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

b．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便是（这一）事实。





“说明事物属性”的是定语，通常还进一步将定语分成限制性的和描述性的两种。“限制性定语具有区别作用”，“因此，当用这类定语修饰某事物时，一定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说话者认为有必要或者必须加以区别”；而“描写性定语的作用只在于描写”，“说话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所描写的事物本身，而不理会是否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刘月华等2001：476—477，丁声树等1961，Chao 1968）。

从表面上看，这一区别同印欧语中限定性与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对立（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 vs.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十分相似，但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并不相同。就英语的情况而言，（14a）中的men表示一个大集合，而受到限定性从句修饰的men who are working from 6am to 11pm是men的一个子集。（14b）中的men也表示一个集合，在受到非限定性从句修饰后没有改变，仍然还是同一个集合（Biber et al. 1999）。文献中所列举的汉语描述性定语，却并不具有非限制性定语的这种特点。例（15）中“热情洋溢的”被视为典型的描述性定语（引自刘月华等2001），理由是说话人只关心“他”的这次讲话，并不关心是否还有其他的讲话，所以“热情洋溢的”只不过是对这次讲话的描述。





（14）a. We have 30 men who are working from 6am to 11pm.

（我们有三十个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十点的人员。）

b. He warned the public not to approach the men, who were armed and dangerous.

（他提醒公众不要接近这些人，他们藏有凶器，极其危险。）

（15）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问题在于“讲话”所表示的事物是一个集合，成员可以大于一，而“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表示的是其中的一个子集，无论成员有多少，都只会小于或等于整个集合。从这一点上说，“热情洋溢的”起的还是限制作用。限制与否其实同说话者的态度无关，例（15）中说话的人所指的当然可能只是某一特定的“讲话”，即表示定指，但这是由整个名词性成分的主语地位以及其所处语境所造成的可能性之一。就“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本身而言，所指对象仍是一个子集，而不一定是特定的一个事物。

汉语的定语是否可以不对中心语加以限制，或者说能否只对中心语进行描述，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以后会另文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说明事物属性”的定语一定是限制性的。（10a）中“学生”所表示的事物是个集合，而“戴眼镜的”对“学生”加以限制，从而形成一个子集。从这点上说，“戴眼镜的”和例（16）中“三好”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表示一种特殊的性质，从而对“学生”加以限制，分离出具此特殊性质的一个子集。如果假设“戴眼镜的”和“学生”同位，或者说表示同一个集合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戴眼镜的”所担负的限制作用，因为两个相同的集合是无法互相限制的。





（10）a．戴眼镜的学生很多。

b．戴眼镜的很多。

（16）三好学生很多。





如果假设“戴眼镜的”和“戴眼镜的学生”具有相同的地位，省略说所遇到的问题同样会困扰本质说。同一般的说法正好相反，（10b）和（10a）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10b）中“戴眼镜的”也并不必然表示“学生”的一个子集。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比如在例（17）这样的复句里，“戴眼镜的”才一定表示“学生”的一个子集；在例（18）中，“戴眼镜的”则完全不表示“学生”，而是分别表示“老师”和“工人”中的子集。





（17）今年招收的学生视力普遍较差，戴眼镜的很多。

（18）老师中戴眼镜的很多，工人中戴眼镜的很少。





事实上，“的”字结构在独立出现时虽然具有名词性成分的句法地位，却并不表示固定的事物，因而也就没有固定的所指，其所指取决于上下文或者具体的语境。

8.2　“的”字结构独立的条件

省略说与本质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如何归纳“的”字结构独立使用的条件。省略说认为，“的”字结构中心语的省略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是像例（19）那样的非固有领属关系，例（20）那样的处所关系，例（21）那样的时间关系，例（22）那样的特征关系，例（23）那样的质料关系，例（24）那样的来源关系，以及例（25）那样的工具关系等，中心语就可以省略掉（孔令达1992，范继淹1979，黄国营1982）。





（19）这是我的衣服，小王的在床上。

（20）天桥下的茶馆还卖烧饼，街口的不卖。

（21）昨天的报纸我看过了，今天的还没看。

（22）我穿这套塑料扣子的制服，那套铜扣子的留给你穿。

（23）这件人造毛的氅衣不好看，那件大红缎子的好看。

（24）四川的榨菜味道好，浙江的差一点。

（25）小房门的锁在这儿呢，大门的不知弄哪儿去了。





本质说将独立使用的原因归结为“的”字结构本身的句法特性。“转指”“的”字结构从本质上说就可以独立使用，而“自指”“的”字结构则只能附着在名词性成分上。有两种“的”字结构可以“转指”，一种由体词性成分构成（朱德熙1983），还有一种由被“的t”“提取”了主要“格位”的谓词性成分构成。主要格位包括像（26a）那样的施事、（26b）那样的受事、（26c）那样的与事和（26d）那样的工具，即相关成分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的（朱德熙1983，1984；参阅袁毓林1995b，2003；郭锐2000）。





（26）a．施事：游泳的、开车的、坐在主席台上的、什么事儿都不会干的

b．受事：新买的、小孩画的、从图书馆借来的、让人瞧不起的

c．与事：你刚才跟他打招呼的（那个人）、我借钱给他的（那个人）

d．工具：吃药的（杯子）、裁纸的（刀）、我开大门的（那把钥匙）





显然，这两种说法对于独立“的”字结构的归纳并不相同。本质说认为由体词性成分构成的都能独立，而省略说认为只有一部分可以独立。另一方面，这两种假说都将“的”字结构分成两组，一组是能独立使用的，还有一组是不能独立使用的。本质说认为，例（27）中那些“的”字结构是由“的s”构成的，“的s”不能“提取”格位，其前面的VP只能表示“自指”，所以这些“的”字结构不能独立使用（范继淹1979，朱德熙1983）。省略说认为例（28）中那些定-中结构的语义关系不符合要求，所以中心语不能省略（孔令达1992）。





（27）开车的技术、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样子、到站的时间、爆炸的原因、打架的事情

（28）固有的领属关系：正房的［西北角］

表示范围：生活中的［大事］

表示相关：孙子的［事儿］

表属性：敌意的［眼光］

表同一：股东的［身份］

表成数：一半的［收入］





就实际情况而言，省略说和本质说认为可以独立的，大多可以如此使用。问题在于被这两种假说认定为不能独立的，其实也往往可以独立使用。例（29）、（30）、（31）、（32）、（33）和（34）中那些“的”字结构同例（27）中的一一对应，都属于朱德熙先生（1983）所说的“自指‘VP的’”，照理应该不能独立使用，但在这些句子里却都能说。例（35）和（36）都符合孔令达（1992）所说的不能省略的条件，但这两个“的”字结构似乎也可以独立出现。





（29）我在部队里学了好几门技术，修汽车的到现在还有用，修雷达的却始终用不上。

（30）同样是噪音，我可以忍受机器切割瓷砖的，但实在无法接受手指甲划过玻璃黑板的。

（31）刘英跳民族舞的样子很好看，但跳芭蕾舞的就不敢恭维了。

（32）上午8时30分到下午6时30分是全日制学生上课的时间，下午6时30分以后是兼读制学生上课的。

（33）澡盆漏水的原因找到了，屋顶渗水的也找到了。

（34）刘涌聚众殴斗的案子已经了结了，吸食毒品的正在调查之中。

（35）儿子的事儿你可以不管，可孙子的你一定得管。

（36）善意的眼光我会报以微笑，敌意的我一定会怒目相对。





另一方面，“的”字结构什么时候可以独立使用，其实很难用“的”字结构本身的意义，或者“的”字结构同中心语之间的内部关系来归纳。同样是独立使用的“吃的”，在例（37）里表示受事，例（38）里则表示施事，似乎很难从结构上找到原因。另一方面，独立的“洗碗的”在例（39）里表示施事，在例（40）里表示工具，例（41）里表示广义的工具，例（42）里则表示与动词没有直接关系的声音（Zhang 2007），这些都无法从结构语义上进行归纳。





（37）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足以招待所有的客人。

（38）今天上午的顾客很多，看的、买的、吃的都有。

（39）小云的妈妈是饭馆里洗碗的。

（40）各种家用电器我们这儿都有，洗衣服的在前面，洗碗的在后面。

（41）这瓶是洗手的，洗碗的在柜子里。

（42）厨房里一阵稀里哗啦，洗碗的、倒垃圾的、不小心摔了盆子的，热闹非凡。





本质说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困难。汉语的名词性成分中，能够以偏代全，部分结构可以发挥整体作用的还有不少。比如例（43）和（44）中的量词结构，可以由“数＋量”或“代＋量”连同名词短语一起发挥作用，也可以由“数＋量”或“指示＋量”单独发挥作用，而且两种结构形式的句法功能大致相同（朱德熙1983）。这种情况同独立“的”字结构类似，但本质说关于“转指”“的”的分析却很难移植过来。量词的数量太大，又没有单一的意义，很难假设不同的量词具有共同的“转指”功能，也很难确定这里被“转指”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假设量词结构和“的”字结构有着不同的独立使用条件，又显然不合理，因为这两种结构独立使用时的意义和独立的条件，实在太相似了。





（43）a．我要一个学生。

b．我要一个。

（44）a．你们住那所房子。

b．你们住那所。





显然，将狭义“的”字结构独立使用的条件，归结为其本身的句法结构和意义，解释能力还不够强，应该设法寻找更合理的分析方法。

8.3　独立“的”字结构的所指

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独立“的”字结构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或者说其所指到底是什么。朱德熙先生（1966/1999：136）对此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英语里‘形容词＋one’的格式跟汉语‘A的’所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Red one（s）就是‘红的’。离开了一定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光说a red one，［谁］也无法知道指的是什么东西。可是a red one的的确确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省略的完整的语言格式。”

英语里的one在这种情况下是所谓的无定代词（indefinite pronoun）。代词的主要功能是指代名词性成分，其实际意义也来自所指代的前指（antecedent），所以在分类的时候，通常以前指的性、格、数和人称为标准。不过，有些代词不表示明确的性、数或人称，称为泛指代词（generic pronoun）。还有一些代词并没有明确的前指，称为无定代词。印欧语的无定代词通常可以单独使用，就像例（45）中法语的on，以及例（46）中英语的one那样。





（45）On peut le faire. （可以干这件事。）

（46）One cannot do this. （不可以做这件事。）





有些无定代词也会与充当定语的关系小句共现。例（47）里法语的ce和例（48）里英语的one都是无定代词，没有明确的前指，但可以由定语加以修饰而限制其可能表达的范围，从而像（47b）的ce和例（99）的ones那样，表达范围大大缩小。





（47）a. Tout ce qui brille n'est pas or. （发光的不都是金子。）

b. C'est ce que je déteste. （这就是我不喜欢的。）

（48）I like the ones you bought yesterday. （我喜欢你昨天买的。）





朱德熙先生所讨论的a red one也是这样。One本身没有固定的所指，在受到定语的限制，并成为限定词a的补足语以后，表达范围有所缩小，但其实际所指还是要依赖前指。One用来指代已知集合中的一个子集。该集合或者由上文引进，或者由周围环境决定。英语的one有单复数的区别，由形态变化加以标示，单数的a red one是个只有一个成员的子集，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红的”。例（48）中the ones you bought的情况大致相仿，ones是复数的，受到定语小句的修饰后表达范围缩小，用来指代已知集合的一个子集。通过上文或者通过语境，可以确定一个事物的集合，the ones you bought指代其中的一个指定子集，也就是相当于汉语中“那些你买的”。

如果将朱先生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就可以假设汉语中也有无定代词，而且同英语的one或者法语的ce具有类似的句法特性，都是指代成分，本身没有所指，实际意义要依赖前指或语境提供（Kitagawa & Ross 1982, Sio 2006）
②

 。不过，汉语的无定代词不但没有性、格、人称的分别，就连数的分别也没有，而且通常是一个没有语音内容的零形式，就像例（49）中“不到长城”的主语，或者例（50）里“吃、住”的宾语那样。这种成分应当同形式句法中pro十分相近（Chomsky 1982），也就是相当于显性代词、但却没有语音内容的名词性指代成分。准确地说，这种成分应该更像李艳惠所说的true empty category（Li 2008），也就是什么具体特征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空语类”。





（49）不到长城非好汉。

（50）吃、住都安排好了，还发哪门子愁呢？





汉语的无定代词也同时可以作为短语，接受定语修饰，成为定-中结构里的中心语。形式句法一般将人称代词分析为指示语短语DP，将无定代词分析为NP，以反映两者在句法特性上的差别。汉语无定代词的句法地位较为复杂，以后会另文讨论。不过，就汉语的定-中结构而言，两种分析法的差别不大。DP和NP都只能由“的”字结构修饰，而不能由形容词直接修饰（石定栩2002a，2003b），所以汉语中有相当于the ones you bought的“你买的”，却没有与a red one完全相当的“一个红”。由于“红一个”也不能说（石定栩2002），就只能用“一个红的”来表达了。

这一假设还可以顺便解决本质说的另一个难题。前面说过，“数＋量”和“指示＋量”也可以像（43b）和（44b）那样独立使用，但很少有人愿意仿照独立“的”字结构的分析方法，假设量词也可以转指，或者假设量词本身就可以起指代作用，这两种类似的现象便因此需要用不同方式分别加以解释了。在形式句法分析的框架里，曾经有人假设量词像指示代词一样，可以不需要补足语（complement）而独立支撑量词短语（Zou 1995），但独立量词短语的所指从何而来，却仍然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如果假设独立使用的量词结构并非只有一个充当核心的量词，而是量词带了个零形式的补足语，而且该补足语由无定代词短语充当，这类结构的实际意义和使用条件便相当于独立“的”字结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43）a．我要一个学生。

b．我要一个。

（44）a．你们住那所房子。

b．你们住那所。





在形式句法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有人将独立“的”字结构与英语的无中心关系从句等同起来（Xu & Langendoen 1985, Chen 2005）。在一定程度上说，将这两种结构视为对等，也就是认为这些“的”字结构本身包含了某种指代成分，所以具有名词性成分的特点，可以独立使用。这种分析同本书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于指代成分的归结稍有不同。从例（51）中可以看到，英语的无中心关系从句有两种。例（51）中的那种由任指关系代词引导，这种代词在语篇中发挥作用时并不需要前指，相当于汉语中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例（52）中的那种由泛指关系代词引导，这种代词同样可以没有前指而在语篇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无中心语关系从句所指代的都是自足的名词性成分，可以没有前指而独立发挥作用。独立“的”字结构则与此不同，其实际意义取决于其他名词性成分，也就是一定需要前指，这正是无定代词的基本特点。从这一点上说，本章的分析方法要更接近事实一些。





（51）Whoever told you this is not telling the truth. （不管这么说的是谁，都是在撒谎。）

（52）What I bought yesterday are not here. （我昨天买的那些不在这里。）

8.4　“的”字结构如何独立

按照本文的假设，独立“的”字结构实际上与不独立“的”字结构类同，只不过中心语的语音地位不同。在偏正结构中，独立“的”字结构的中心语是个没有语音内容的无定代词短语；在同位结构中，独立“的”字结构的同位部分是零形式无定代词短语。独立量词结构仍然有补足语，只不过补足语也是零形式的无定代词短语。这样一来，“的”字结构和量词结构能否独立就同本身的结构、语义没有直接关系，所有“的”字结构与量词结构应该都可以独立使用。不过，本质说认为，“的s”，不能“提取”格位，无法构成“转指”“的”字结构，只能构成“自指”“的”字结构，而后者是不能独立使用的（范继淹1979，朱德熙1983）；省略说认为，中心语的省略必须符合一定的语义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便不能省略（孔令达1992，张谊生2002）。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有些“的”字结构不能独立，而且可以从句法结构上或语义上对不能独立的条件加以清晰的描述，这显然同本文的观点有冲突。

不过，本书虽然主张“的”字结构和量词结构都可以独立使用，却并不等于说这些结构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无条件地独立使用。这些结构中能否出现无定代词并不完全取决于结构，也不完全取决于语义，而是还同另一些因素相关。比如例（3）是个表示描述的“是”字句，其主语的所指必须是宾语所指集合的成员，不然句子便不会有合理的解读。也就是说，要想让例（3）得到解读，“镇上副食站卖肉的”所修饰的无定代词就必须指代一个特定集合，其中包括人、男人、老头、职业男性、售货员等等。例（4）的情况也是如此，“逃出来的”对所修饰的无定代词加以限制，形成一个子集；只要这个无定代词所指代的集合足够大，其中包括了人和骆驼，例（4）就可以得到解读。





（3）小梅的父亲是镇上副食站卖肉的。

（4）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





例（17）是个主题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承接复句（石定栩2000，邢福义2002）。按照一般人的说话习惯，前面的小句描述了“今年招收的学生”，后面的小句就应该有个与其同指的零形式，以便接着进行陈述
③

 。前面的“学生”表示一个集合，受“今年招收的”修饰后形成一个子集；后面小句里的无定代词也表示一个集合，受到“戴眼镜的”修饰后同样形成一个子集。这两个子集的交集便是数量“很多”的那一群。





（17）今年招收的学生视力普遍较差，戴眼镜的很多。





例（53）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看热闹的”是存现宾语，本小句中没有其他成分可以为无定代词提供所指，前面小句里的“老太爷”和“太极拳”也不会对其所指产生影响，就只能从话语环境中寻找线索了。例（53）说的是“老太爷”在公园里的境况，公园里最可能出现的是游客，所以无定代词最可能指代这些人。如果还有明确的上文，指明公园里挤满了猴子或者其他宠物，那么“看热闹的”所修饰的无定代词就应该另有所指了。





（53）老太爷在公园里打太极拳，周围站了一圈看热闹的。





很显然，独立“的”字结构与前指的关系相当复杂，相关因素很多。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孔令达（1992/2005：28）的看法：“在实际言语中，‘名2
 ’到底能不能省略还要受到另一条语义规则的限制，这就是‘名2
 ’在省略状态下的语义联想难度。‘名2
 ’的语义联想难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名2
 ’自身的语义类型，二是‘名1
 ＋的＋名2
 ’结构的分布环境”。

换一个角度说，“的”字结构是否能够独立使用，除了其本身的结构特点之外，还同语义、句法、话语、语用甚至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因素相关。无定代词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所指，其实际意义完全来自前指。作为代词的一种，无定代词和前指之间的关系受约束原则B的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建立同指关系（Chomsky 1981，胡建华、石定栩2005）。除此之外，无定代词指代什么完全取决于上下文和语境（van Hoek 1995, Sperber & Wilson 2004）。这里所说的上下文，当然包括“的”字结构本身所表示的意义，以及不同量词对于补足语的选择性限制。

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既会使用显性的语言形式，也会使用没有语音内容的零形式，还会通过明示、暗示或者隐涵（implicature）来表示言外之意。要正确理解一句话，就必须将各种结构意义和非结构意义都考虑进去。正常情况下，听话方会假设说话方在按照交流的合作原则办事（Grice 1989），所提供的显性语言形式数量恰到好处，所使用的零形式则不超出能够理解的范围，所以会尽力为听到的语言形式寻找合理的解释。如果句子中出现了指代形式，特别是零形式的代词，而最直接的前文又不能提供合适的前指，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从较大的范围或者语境中去寻找所指，也就是关联理论所说的要进行深化工作（enrichment）；如果听话的人费尽心机仍然找不到合理的所指，就会认为句子有问题，或者干脆放弃努力，认为句子不可接受（Sperb & Wilson 1995, Sperber & Wilson 2004；何自然、冉永平2001；王建华等2002）。

独立“的”字结构的解读在两个方面牵涉到深化工作。一个是无定代词如何从语境中取得所指，上面已经做了一些探讨，以后还会另文进一步讨论；另一个是如何建立无定代词与“的”前成分的关系，或者用朱德熙先生（1978，1983）的话来说，如何确定哪一个“格位”被“提取”了。

“的”前谓词性成分是朱德熙先生所说的DJ（1978）或VP（1983），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定语小句或定语从句（Aoun & Li 2003, Del Gobbo 2003, Chen 2005, Sio 2006），所以才有“的t”能够提取VP的格位，而“的s”不能提取格位的说法。不过，“的t”和“的s”其实是同一个句法成分，与VP有着同样的结构关系，表面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VP内部的差异。所谓的“转指”“的”字结构并非都能独立使用，所谓的“自指”“的”字结构也并不一定都不能独立，从完全独立到完全不独立形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关键在于人们能否为独立“的”字结构找到合理的解读，而这一点又取决于定语小句中是否有明显的缺位，缺位同无定代词的关系是否要通过深化工作才能确定，以及深化工作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完成。

小句里可以出现的名词性成分很多，有些与动词的关系较为密切，通常充当主语或宾语，也就是形式句法里所说的外部论元（external argument）和内部论元（internal argument）；充当状语的名词性成分和动词的关系较为疏远，形式句法里称之为附加成分（adjunct）。当然，附加成分中还可以再分成两类，表示工具和与事的与动词的关系要稍微紧密一些（朱德熙1983，Tsai 1995，Lin 1998）。这种亲疏之别也会反映在人们对于“的”字结构的认识上。如果定语小句有论元以零形式出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句中有缺位；如果以零形式出现的是附加成分，人们就不一定能很快找到句中的缺位。

比如例（54）（引自朱德熙1983）里那个“的”字结构中没有施事，但有受事和工具。如果用来修饰中心语，最有可能修饰指人的名词性成分，也就是能够在定语小句中充当施事的、朱德熙先生（1978）所说的“潜主语”。定语小句说的是用中草药治病，以“大夫”之类作为中心语自然最合适了。正因为如此，如果这个“的”字结构所修饰的是无定代词，几乎不需要什么深化工作就可认定此无定代词表示施事，所指代的集合应该是人、专业人士或大夫之类。





（54）用中草药给病人治好关节炎的（大夫）





（55a）的情况稍有不同，定语小句中施事和受事齐全，并没有明显的缺位，但由于出现了代替缺位的复指代词“它”，而复指代词通常是和中心语同指的，所以（55a）有个非常明确的解读。如果像（55b）那样以无定代词来充当中心语的话，此代词也就应该理解为工具，所指的集合应该是可以治疗关节炎的工具，包括银针、中草药和膏药之类，所需的深化工作不多。一旦去掉了复指代词，这种定语小句中的缺位就会变得不明显，需要的深化工作自然也就增加了。如果像（55c）那样，受修饰的名词性短语相当于定语小句里的工具，深化工作应该不算太困难；如果像（55d）那样，受修饰的是零形式的无定代词，定语小句里的缺位是什么便很难确定，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一般人很可能会放弃深化工作，简单地认为此“的”字结构不可接受（Ning 1993, Aoun & Li 2003）。





（55）a．李大夫用它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中草药

b．李大夫用它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c．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中草药

d．？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定语小句里的缺位通常与所修饰的中心语同指，但也可能与上文甚至语境中的某个成分同指，如果像（56a）和（56b）那样两种缺位同时出现，就会形成朱德熙先生（1978）所说的歧义“的”字结构。这种“的”字结构一旦独立使用，要确定哪个缺位与无定代词同指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没有上下文或语境提供深化所需信息，一般人就多半会放弃努力，干脆认为（56c）不可接受。





（56）a．写的人

b．写的字

c．？？写的





所谓的“自指”“的”字结构（朱德熙1983），实际上就是定语小句中没有明显缺位的。在修饰表示工具、时间、地点、原因的名词性成分时，中心语的所指往往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这种定语小句中缺位的实际功能，就像例（57）中那样；一旦像例（58）那样没有显性的中心语，这种定语小句中是否有缺位，或者说缺位是什么，就需要花费很大的深化功夫才能确定。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往往不会接受例（58）中的独立“的”字结构。





（57）a．王师傅切肉的刀

b．本科生上课的时间

c．游客晚上过夜的旅馆

d．飞机失事的原因

（58）a．？？王师傅切肉的

b．？？本科生上课的

c．？？游客晚上过夜的

d．？？飞机失事的





定语小句内部的缺位是影响深化工作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也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旦将独立“的”字结构放到实际语境中去，缺位的影响就有可能被冲淡甚至被抵消。比如（58b）和（58d），单独出现时一般都会认为不可接受，但一旦像（59a）和（59b）那样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可接受程度就会大大增加。





（59）a．研究生答辩的时间已经确定了，但本科生上课的还没有最后落实。

b．这次控制塔断电的原因找到了，机场雷达失灵的原因也已查清，但飞机失事的还有待调查。





同位“的”字结构的情况与此有些相似。（60a）那样的同位小句里没有任何缺位，一旦像（60b）那样，同位名词短语以无定代词的形式出现，就很难确定“的”字结构在说什么了。不过，只要像（60c）那样找到合适的上下文，这种结构还是可以有确切解读的。





（60）a．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报道

b．？？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c．王大夫给病人治好了癌症的报道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由此可见，“的”字结构的独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独立“的”字结构本身没有固定的所指，“的”字结构能否独立实际上取决于独立后能否找到合适的所指，而寻找所指的过程受句法、语义、语篇、语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可以归结为零形式无定代词的句法语义功能。

8.5　结　语

本章讨论独立“的”字结构的地位，主张独立“的”字结构与不能独立的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都是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定语，或者都是名词性短语的同位语。所谓的独立“的”字结构，实际上仍然是定-中结构或同位结构，只不过“的”后成分是个无定代词短语，而且是零形式的无定代词。独立“的”字结构的确切意义取决于无定代词的所指，而无定代词同前指的关系则同各种语法关系甚至人们的认知能力有关，独立“的”字结构的大部分特性，都可以因此得到解释。

注释


①
 　这里的讨论不包括“是……的”结构中的那个“的”。


②
 　这里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与张谊生（2002）的做法殊途同归。他将独立“的”字结构分成两种，一种是省略了中心语的，一种是中心语为隐含成分的。所谓的隐含，是句子里不能出现的句法成分（吕叔湘1987），也就是一种指代成分。不过，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句子里不能出现的指代成分PRO地位过于特殊（Chomsky 1981），所以这里不采用张谊生的说法。


③
 　例（17）可以说成“今年招收的学生视力普遍较差，他们中间戴眼镜的很多”。通常情况下代词“他们”和方位词“中间”都以零形式出现，而零形式的代词和“他们”一样，都应该以“今年招收的学生”为前指。


第九章　限制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

9.0　描写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

第五章里说过，定中结构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1a）那种词修饰词的复合名词，二是（1b）、（1c）和（1d）那种短语修饰短语的复杂名词性短语。朱德熙先生（1956，1982b）称前者为粘合式，后者为组合式。由形容词充当定语时，粘合式的只能使用“白”那样的“简单形式”；组合式的可以像（1b）那样使用简单形式，也可以像（1c）那样使用“复杂形式”（朱德熙1956）。如果中心语像（1d）那样是数量短语，形容词的复杂形式也可以直接充当定语，形成表面上的粘合式（吕叔湘1999，石定栩2002a）。





（1）a．白纸

b．白的纸

c．雪白的纸

d．白白胖胖一张小脸





朱德熙先生（1956）还指出，粘合式定语是限制性的。（1a）里的“白”表示一种属性，加在“纸”这个类名上，形成一个新的类名“白纸”。“白”是给“纸”分类的根据。如果“的”字结构像（1b）那样由简单形式构成，其作用也是限制性的，而且往往有强调的意味。如果“的”字结构像（1c）或（1d）那样由形容词的复杂形式构成，其作用就是描写性的，“雪白的”不是分类的根据，而是用来描写所论及的状态或情态。

赵元任先生（Chao 1968）把“限制性”和“描写性”的对立推而广之，包括了各种形式的定语，也包括了所有“的”字结构。他认为描写性“的”字结构逻辑上不如限制性的那么强势，例（2）中“可怜的”只是描写“孩子”的状况，而不是将其与别的孩子区分开来。按照同一逻辑，他认为（3a）中“戴眼镜儿
 的”是描写性的，而（3b）中那个则是限制性的。





（2）可怜的孩子，饿了也没的吃！

（3）a．那位戴眼镜儿
 的先生是谁？

b．戴眼镜儿
 的那位先生是谁？





目前的主流意见将所有定语都分为描写性的和限制性的两类（黄伯荣、廖序东1979，1997，2007；刘月华1989；杨润陆、周一民1995；房玉清2001；邢福义、汪国胜2003；方梅2008），但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文献中关于多项定语排序的讨论，也通常以这一分类为基础（张卫国1996；刘月华等2001；陆丙甫2003，2008）。

还有过一些略微不同的说法，如称描写性为修饰性（黄伯荣、廖序东1979），用区别性和限定性取代限制性（梁社会、张卫国2006），以及主张限制性是从描写性派生出来的（陆丙甫2003，2008）等等。

9.1　定语分类中的困惑

将定语分为描写性的和限定性的两类，并且以此来解释相关现象，显然已经成为共识。不过，落实到具体语料的分析时，常常遇到无法解释清楚的困难。同样是表示质料的定语，“木头房子”中的被归纳为描写性的（刘月华等2001），而“石头房子”中的却被说成了限制性的（黄伯荣、廖序东2007）。甚至同样由动宾结构组成、同样表示中心语的工作职责，例（4）那个“的”字结构算是限制性的（黄伯荣、廖序东2007），而例（5）那个却算是描写性的（刘月华等2001）。





（4）驮炊具和行装的骆驼

（5）教语文和算术的老师





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朱德熙先生（1956）从表面形态出发，以粘合式定语中的简单形式形容词为“甲1
 类”，组合式定语中的简单形式为“甲2
 类”，复杂形式形容词为“乙类”，并认定“甲1
 类”和“甲2
 类”形容词构成的定语是限制性的，而“乙类”构成的定语是描写性的，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赵元任先生（Chao 1968）改为按逻辑意义的强弱进行判断，虽然操作起来很不容易，但至少只有一个标准，不至于各执一词。

国内文献中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五花八门，但主要分为三类。一类以词类地位为标准：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充任的定语是限制性的；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或复杂形式充任的定语是描写性的（房玉清2001）。一类以语义或说话人的意向为标准：“限制性定语从数量、时间、处所、归属等方面对中心语加以限制”，“用这类定语修饰某事物时，一定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说话者认为有必要或者必须加以区别”；而“描写性定语从性质、状态、特点、用途、质料、职业、人的穿着打扮等等方面对中心语加以描写”，“说话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所描写的事物本身，而不理会是否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刘月华等2001：470—473；杨陆润、周一民1995；黄伯荣、廖序东1979，1997，2007）。第三类以定语的音系标记为标准，带有对比重音、表示强调的定语表示旧信息，是限制性的；不带对比重音的是说话者提供的新信息，是描写性的（陈宗利、温宾利2004：80）。

以说话人的主观意向为标准，可操作性似乎很强。困难在于说话人很少会直接表明说话的意向，听话人或读者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猜测，这就很容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例（6）中“隐隐的”被视为典型的描写性定语，理由是说话人只关心当前战场的情况，并不关心是否还有其他的炮声（刘月华等2001）；而例（7）中“隆隆的”则被归入限制性定语之列，理由是“雷声”所表示的是期盼已久的、确定的事物，“隆隆的”指明了是“这个”雷声而不是“那个”（甘玉龙、秦克霞1993）。两个短语的结构完全等同，中心语又都是光杆名词，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到底根据什么来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恐怕很难说得清楚。





（6）远处传来了隐隐的炮声。

（7）天边响起了隆隆的雷声。





按照词类来判断描写性和限制性定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是，为什么由某些词类充当的定语一定是限制性的，而其他词类充当的定语却只能是描写性的，始终没有明确的解释。另一方面，按照词类标准所得出的结论，同按照语义或主观意向所得出的结果，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粮食仓库”的定语由名词充当，按词类标准是限制性的；但“粮食”所表示的是“仓库”的用途，按照语义标准就应该是描写性的。诸如此类的矛盾很难调和，也是关于定语分类的讨论常常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依赖对比重音固然很容易操作，但却弊多利少。一方面，书面语中如何判断重音很不好解决；另一方面，如果坚持无重音定语是描写性的，有时就会扭曲句子的意义。比如在例（8）中，对比重音完全可以落在主语“婆婆”上，但如果因此将宾语的定语“我做的”分析为描写性的，只是提供无关紧要的附加信息，而不改变中心语的所指，全句的意思就会变成“婆婆”不喜欢吃饭。这显然有违一般人的语感。





（8）婆婆不喜欢吃我做的饭。





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是主张“有些描写性定语……在描写状态的同时，也起限制作用；有些限制性定语也有描写作用……”（黄伯荣、廖序东1997：81）。不过，这样一来两种定语之间的差别几乎不复存在，不再有加以区分的必要，分析时的可操作性也就更差了。

9.2　关于描写性

要走出这种困境，更合理的做法是重新审视描写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这一组概念。描写性或描写式（descriptive）是句法语义分析中的常用概念，比如“是”字句就可以分为等同性（equational）的和描写性的两种。在例（9）里，“是”两边的名词短语表示同一个事物，两者的位置可以互换而句子的真值不变，这种句子就是等同性的。例（10）中“我们”与“汶川人”并非同一个事物，后者所表示的事物在那场天灾之后成为一种象征，可以用来表明说话人的态度。这里的谓语说明主语的一种属性，而不会影响主语所表示事物的范围，因此是描写性的。





（9）a．理工大学的现任校长是唐伟章教授。

b．唐伟章教授是理工大学的现任校长。

（10）我们都是汶川人。





形容词短语表示事物的性质，充当谓语时说明主语的性质、属性、状态、情状等。在以形容词短语为谓语的小句中，充当主语的名词性短语表示一个集合，其成员都具有某种特性，谓语的作用是描述这一特性，而不会改变主语所表示事物的范围。在例（11）中，各句的主语“苹果”都表示一个集合，受到谓语的描述后仍然表示1同一个集合，这样的谓语就是描写性的。





（11）a．苹果红，叶儿绿。

b．苹果已经很红了。

c．苹果红红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描写性的根本特征在于只对相关成分进行说明，而不改变其所表达事物的范围。如果描写性定语真的存在，其根本特点就应该是不会改变中心语所表示的范围。中心语所表示的事物形成一个集合，在受到描写性定语修饰后，整个定中结构应该仍然表示同一组事物，仍然是原来那个集合。

9.3　关于限制性

赵元任先生（Chao 1968）关于汉语描写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的论述，在境外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有表示赞同的（Huang 1982, Tsao 1986），也有表示反对的（Del Gobbo 2001, 2003; Zhang 2001, 2008）。更多的是部分赞同，但对细节加以修正的（Tsai 1999, Lin 2003）。这些讨论多半不采用描写性和限制性这一对概念，而是借用了印—欧语中限制性与非限制性（restrictive vs. non—restrictive）定语的对立（Huang 1982; Tsai 1999; Zhang 2001, 2008; Lin 2003），或者是同位性定语小句与限制性定语小句（appositive vs.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这一组概念（Del Gobbo 2001, 2003），将描写性定语归结为非限制性定语，或者是同位性定语1
 。

非限制性定语小句也好，同位性定语小句也好，说的都是（12a）那种名词性短语后面用逗号隔开的成分，也就是在语流中由停顿隔开的小句。在英语中，这种小句和定语小句有着相近的形式，但只能由wh—关系代词引导而不能由that引导，结构上不是中心语的组成部分，所以句法特性与一般定语小句有着很大的不同（Emonds 1979, Sells 1985, Safir 1986）。这类小句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插入语（Loock 2007）。（12a）中men后面的小句不影响men所指的范围，整个名词性短语所表示的集合不受该小句的影响，这种定语小句就是非限制性的。在（12b）中，men表示一个集合，而men who were working twelve hours a day所表示的是men的一个子集，整个定中结构的所指范围要比中心语小很多，这种定语小句就是限制性的。





（12） a. Police asked the public to stay away from the men, who were armed and dangerous.

b. We saw the men who were working twelve hours a day.





限制性和非限制性的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英语等印—欧语言，而且在许多自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Keenan and Comrie 1977, Comrie 1989, Demirdache 1991）。尽管结构关系和表面形式多种多样，两种定语的根本区别还是在于限制性定语会缩小中心语所指事物的范围，而非限制性定语不会改变相关集合的范围。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汉语定语的功能，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在（13a）的定中复合词里，中心语“花”表示所有种子植物的繁殖器官，是一个颇大的集合。“红”对“花”进行修饰，形成的复合词表示一个子集，成员小于中心语所表示的集合。同样地，后面几例中“红的花”、“很红的花”、“红红的花”、以及“鲜红的花”都只能表示“花”的一个子集。也就是说，这些结构中的定语都是限制性的，尽管（13a）中充当定语的是甲1
 类形容词，（13b）中的是甲2
 类形容词，（13c）中的是甲2
 类的复杂形式，（13d）和（13e）中的是乙类形容词。





（13）a．红花

b．红的花

c．很红的花

d．红红的花

e．鲜红的花





（14a）中的“白衬衫”本身是定中结构，表示“衬衫”的一个子集。“白衬衫”受到一个甲1
 类形容词的修饰，形成的“新白衬衫”是“白衬衫”的子集。有意思的是，由甲2
 类形容词充当定语组成的（14b），所表示的同样是“白衬衫”的子集；即使是由乙类形容词构成的（14c）或（14d），所表示的也同样是“白衬衫”的子集。





（14）a．新白衬衫

b．新的白衬衫

c．崭新的白衬衫

e．九成新的白衬衫





很显然，在定中结构里，无论由甲1
 、甲2
 还是乙类形容词来充当定语，结果都是定中结构在整体上表示中心语的一个子集，也就是形容词性定语一定会改变中心语所表示事物的范围，并不存在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区别。

名词性定语的表现与此十分相似。“木头房子”和“石头房子”里的中心语都表示一个相当大的集合，而整个定中复合词所表示的集合却要小得多，这显然是由定语造成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木头”和“石头”都是限制性定语，尽管前者曾经被说成是描写性的（刘月华等2001）。例（15）中各个定中结构的中心语都表示一种建筑材料，形成一个不小的集合，而整个定中结构所表示的集合都要小得多。很显然，这些定语也都是限制性的，尽管（15a）里的定语是光杆名词，（15b）里的定语是复合名词，（15c）里的是“的”字结构。





（15）a．钢铁构件

b．镀塑钢铁构件

c．镀塑钢铁的构件





动词性定语同样如此。在“驮炊具和行装的骆驼”里，中心语表示一个较大的集合，而整个定中短语所表示的则是个很小的集合；在“教语文和算术的老师”里，中心语“老师”表示一个较大的集合，整个定中结构所表示的集合则小得多。这里所指范围的缩小，显然是由定语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词性定语都是限制性的，虽然曾经有人认为其中一个是描写性的（刘月华等2001）。

9.4　与DP相关的定中结构

在国外文献中，关于汉语描写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的争论，多半牵涉到限定词短语DP，主要是含有指示词“这、那”的短语。赵元任先生（Chao 1968）认为“戴眼镜儿
 的”在（3a）中是描写性的，而在（3b）中是限制性的，差别来自“那位”同“戴眼镜儿
 的”的相对位置。“那位”有时候也可以说成“那一位”，所以Lin（2003）用DNC（determiner—numeral—classifier）来表示这一组成分。Huang（1982）大致上赞同赵元任的观点，但认为例（16）里定中结构的唯一性由DNC所确定，“那本”的功能是直指（deictic），而后面的定语是非限制性的。例（17）的“那本”落在了定语小句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能发挥回指（anaphoric）作用，整个定中结构的唯一性由定语小句确定，该定语小句因此是限制性的。





（3）a．那位戴眼镜儿
 的先生是谁？

b．戴眼镜儿
 的那位先生是谁？

（16）那本我昨天买的书

（17）我昨天买的那本书





Tsai（1999）的看法正好相反，主张例（18）中那种结构位置低于DNC的定语是限制性的，而例（19）中那种位置高于DNC的定语小句是非限制性的。更多的人则认为无论位置高于DNC还是低于DNC，一般的定语小句都是限制性的（Del Gobbo 2001, 2003; Zhang 2001, 2008; Lin 2003）。





（18）阿Q在写那本大家都会喜欢的书。

（19）阿Q在写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本书。





争论双方显然都认为定语的功能取决于其相对位置，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定语的限制作用，以及DNC与其补足语的关系。英语的限制性定语和中心语是同一个短语的直接成分，而非限制性定语小句和名词性短语只有间接关系（Vries 2000, Loock 2007）。汉语的定语小句总是同中心语构成一个短语，结构上和英语的非限定性小句不同，所以很难像Del Gobbo（2001，2003）那样，套用后者的句法特性来检验前者是否具有限定性。英语限制性定语小句的主要功能是缩小中心语的所指范围，从中划出一个子集来（Safir 1986, Biber et al 1999），汉语定语小句是否具有限定性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去考察。

“书”在例（16）中表示类指，指称一个近乎无穷大的集合，而“我买的书”则是“书”的一个子集，所指范围的缩小显然来自定语的修饰作用。“我买的”因而应该是限制性的。这一结论符合Tsai（1999）的判断，也同Del Gobbo（2001，2003）、Zhang（2001，2008）以及Lin（2003）的主要观点相似。

DNC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同限制性定语相似。（3a）中“戴眼镜儿
 的先生”是“先生”的一个子集，成员可多可少；“那位戴眼镜儿
 的先生”则是子集的子集，而且是单一成员集合。集合的进一步缩小是由DNC“那位”造成的。同样地，例（16）中的“那本”也起了限制作用，形成一个单一成员的集合。

DNC里面的D、N和C还有另外的作用。例（16）里的名词性短语之所以能表示明确的、大家都知道的“书”，完全依赖于“那”的直指（deictic）或回指（anaphoric）作用，而其单数地位则由“（一）本”造成。不过，例（17）的“那本书”却受“我昨天买的”修饰，似乎又不像是表示确定的事物。Huang（1982）解释说，例（17）的“那”起“回指”（anaphoric）作用，整个短语的唯一性取决于定语小句，所以“我昨天买的”是限制性的。Lin（2003）不赞同这种解释，而是采用McCloskey（1979）的假设，主张话语中如果包含没有明说的信息，可以通过在语义结构中加入自由性质变量（free property variable）来加以表达（Bach & Cooper 1978）。例（17）就带有这样一个变量，在语义翻译过程的一定阶段发挥作用，确保定语小句能起限制作用。

实际上，Huang（1982）和Lin（2003）说的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那”作为指示词，主要表示离说话人较远的、需要再次提到的事物或者现场可见的事物，也就是表示远指（distal）、定指（definite）、以及回指或直指。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那”并不表示全部三个意义的状况。比如在例（20）中，说话人以为自己的想法听话人应该清楚，便直接请对方将“那本书”拿来。由于远处的书不止一本，听话人能明白“那”的远指及直指意义，却无法理解其定指意义，因而要求说话人澄清，从符合“那”要求的集合中挑出一个子集来。也就是说，说话人用前一个“那本书”表示一个环境中可见的、成员为单数的集合，而听话人却将其理解为一个复数的集合。说话人于是用“我昨天买的”加以限制，从中划出一个子集来。第二次出现的“那”可以理解为第一个“那”的重提，也就是表示“回指”。Huang和Lin说的是指示词这一特殊用法的不同侧面。





（20）A：请把那本书递给我。

b：哪一本？

A：我昨天买的那本。





按照这一思路，（3b）和（19）里的“那”都属于这种情况，里面的定语小句也都是限制性的。

9.5　受定语修饰的代词与专有名词

Tsai（1999）认为例（19）里“大家都会喜欢的”是非限制性的，主要的根据在于“那本书”表示一个定指的单一成员集合，理应不能再被缩小，其修饰语也就不可能是限制性的。按照这一推理，例（21）、（22）和（23）中专有名词的修饰语似乎也应该是非限制性的。





（21）你们会看到跑得更快的刘翔。

（22）到了山顶才发现，远看像一位妇人的望夫石更像一棵耸立的大树。

（23）婆婆眼里的桂荣是个又贤惠又能干的好媳妇。





作为著名的跨栏运动员，刘翔当然是独一无二的。不过，他在公开信先是将写信时的自己和之前的自己相比，请全国人民“相信我还是以前的刘翔”，然后用例（21）刻画了一个将来的、具有某种特殊性质的刘翔。很显然，尽管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刘翔，但是公开信却从时间上构建了一个至少有三个成员的集合，“跑得更快的刘翔”和“以前的刘翔”都是其中的子集。同样地，“望夫石”虽然只有一块，但例（22）由远至近在空间上构建了一个至少有两个成员的集合，“远看像一位妇人的望夫石”是其中的一个子集。例（23）中的“桂荣”在婆婆和别人眼中有两个不同的形象，在认知上形成一个集合，“婆婆眼里的”从中划出一个子集来。也就是说，这几个定语虽然修饰专有名词，但同样都会缩小中心语的所指范围，都是限制性的。

例（24）中受修饰的是代词“你”，似乎也是个只有单一成员的集合。不过，写这首歌的人将倾诉的对象分成了若干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一个集合，每个有着不同特点的“你”都是一个子集，都是由限制性定语划分出来的。





（24）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一旦受到限制性定语的修饰，专有名词、代词和普通名词在句法上的区别便会被掩盖起来，所形成的名词性短语也就具有大致相同的特性，既可能成为定指短语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不定指短语的一部分，所以（21’）、（2030’）和（24’）都是能说的。





（21’）你们会看到一个跑得更快的刘翔。

（23’）婆婆眼里的那个桂荣是个又贤惠又能干的好媳妇。

（24’）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那个同桌的你。





Lin（2003）并不否认汉语中大部分的定语是限制性的，但却觉得表示稳定性质的定语也可以发挥非限制性作用。他的主要依据是例（25）与例（26）在可接受程度上有差别，而两句中定语的语义不同。Lin因此得出结论，如果定语相当于属性谓语（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就是非限制性的，可以修饰专有名词；如果定语相当于事件谓语（stage—level predicate），就不会是非限制性的，也不能修饰专有名词。





（25）向来就不爱读书的小明现在也开始读起书来了。

（26）*坐在草地上的张三很喜欢抽烟。





例（25）与（26）之间的对立确实存在，而且也的确和定语的语义相关，但却不一定能得出Lin（2003）的结论。例（25）中“向来就不喜欢读书”表示一种稳定的属性，说话人用来修饰“小明”，目的是从认知上划分出一些个体，从而形成一个集合，进而讨论其中的一个子集。例（26）中“坐在草地上”表示一个偶发事件，说话的人以此来修饰专有名词，从空间和时间上划分出许多个“张三”来，也形成一个集合，而“坐在草地上的”是其中的一个子集。很显然，表示稳定不变的属性也好，表示偶发无序的事件也好，定语总是对中心语加以限制，将其所表示的集合缩小为子集。如果中心语是专有名词，表示独一无二的事物，说话人就按照某种条件构建一个集合，然后用定语从中划出一个子集来。

例（26）中的确存在语义冲突，但却不应该完全由定语负责。这里的主语表示一个由偶发事件区分出来的子集，但谓语却在描写经常发生的惯常行为。如果没有特殊的语境，偶然“坐在草地上”和一直“喜欢抽烟”似乎不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大多数人会因此觉得这个句子有违常理。如果像例（27）那样，主语是由特定事件界定的集合，谓语描写同时出现的偶发情况，句子就很容易接受了；同样地，如果将例（26）的谓语稍微改动一下，例（28）那样的句子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改动一下例（25）的谓语，例（29）那样的句子其实也很难接受。很显然，例（25）和（26）之间的对立并非完全取决于定语的特性，也不能说明例（26）的定语是非限制性的。





（27）正在静坐运功的周伯通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28）坐在草地上的张三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射雕英雄传》。

（29）？？向来就不爱读书的小明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9.6　对名词性成分的描写

汉语所有的定语都是限制性的，并不等于汉语没有对名词性成分进行描写的手段。谓语的基本功能是对主语进行描写，名词性短语有时候也会作为谓语的一部分，间接发挥描写作用。比如在例（30）中，“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的”对“英雄”加以修饰，形成一个比“英雄”小的子集，用在“是”字句里对主语进行描写，表示“谭千秋”具有这类英雄的地位。整个定中结构在句子中的描写作用和定语的限制性并不矛盾。在赵元任先生（Chao 1968）的名句例（2）中，“可怜的孩子”有两种可能的解读，一是作为“饿了也没的吃”的主语，表示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的一个孩子；二是独立成句，全句所表达的意思相当于例（31），“可怜的孩子”是描写性谓语的一部分。不论是哪一种解读，“孩子”都表示一个集合，而“可怜的孩子”是其中的一个子集，定语“可怜的”总是限制性的。





（30）谭千秋是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的英雄。

（2）可怜的孩子，饿了也没的吃！

（31）这真是个可怜的孩子，饿了也没的吃！





国内关于描写性定语的论述中，最常见的是“描写性定语的作用主要是描绘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突出其中本来就有的某一特性，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黄伯荣、廖序东2007：64）。“壮丽的故宫、绿油油的庄稼”里的定语，因此都被认定属于描写性的。

人们使用“绿油油的庄稼”，当然是要突出“庄稼”的当前特点，也是要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但这和定语是否有限制性并没有必然联系。“庄稼”表示一个大集合，内含“绿油油的庄稼”、“金黄的庄稼”等许多子集。这些定中结构之所以能表示“庄稼”的子集，是因为里面的定语对“庄稼”进行了限制。如果一定要对“庄稼”加以描写，就只能使用例（32）那样的句子，让“绿油油的”充当谓语。





（32）庄稼绿油油的。





即使是像例（33）和（34）那样，中心语为专有名词，而且定语表示中心语的固有属性，定语也仍然不会是描写性的。虽然“浙江大学”是独一无二的事物，但“历史悠久的浙江大学”并不等于“师资力量雄厚的浙江大学”，两个定中结构所表示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说话的人在意念上将“浙江大学”分割为许多方面，形成一个集合。每个定中结构都不等于中心语，而是中心语所表示集合的一个子集。只有像例（35）那样，用谓语加以陈述，“浙江大学”才会始终表示同一个集合。





（33）历史悠久的浙江大学是我国的著名学府。

（34）师资力量雄厚的浙江大学显然在竞争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35）她最后还是去了浙江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而且历史悠久，自然占有很大的优势。





名词性成分可以像例（36）那样表面上单独充当谓语，也可以像例（37）那样在联合复句中充当谓语，描述承前省略了的主语。可以充当谓语的还有例（38）里那种独立“的”字结构。从表面上看，例（38）中“从纽约来的”似乎在修饰“博士生”，和（12a）中英语的非限制性定语非常相似，所以有人（如方梅2008）称这类结构为描述性“后置定语”。





（36）你都三个孩子的爸爸了，还这么爱闹。

（37）我们都崇敬谭千秋，（他是）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的英雄。

（38）我今年收了个博士生，从纽约来的。

（12）a. Police asked the public to stay away from the men, who were armed and dangerous.





问题在于例（38）并不等于例（39）。第八章里说过，独立“的”字结构修饰的是个没有语音内容的无定代词，相当于英语的one，其所指来自当前的语境，或者是前文出现过的某个名词性短语。例（38）中那个“从纽约来的”同样如此。其后面的无定代词，有可能以“博士生”为前指，但也可能像例（40）那样，以某一个特定集合为前指。只要该集合包括了人、学生、或者是例（41）中那样的“美籍华人”，句子就可以成立。





（39）我今年收了个从纽约来的博士生。

（40）我今年收的博士生叫廖蓉丽，哥伦比亚大学刘长乐的学生，从纽约来的。

（41）我今年收了个博士生，（她是个）从纽约来的美籍华人。





也就是说，这个“从纽约来的”地位并不特别，功能相当于例（41）的“从纽约来的美籍华人”，也类似于例（37）的“永远活在湖大人心中的英雄”。单独抽出来作为一类，在句法分析上利少弊多。

9.7　余论

在汉语的定中结构里，中心语表示事物的一个集合，而整个定中结构表示该集合的一个子集。就句法关系与语义表达而言，汉语的所有定语都是限制性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各种定语对于中心语的限制性作用完全相同。朱德熙先生（1956, 1982b）认为限制性定语是分类的根据，赵元任先生（Chao 1968）认为限制性定语是用来区分事物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的事实。同样是“纸”的子集，“雪白的纸”显然要比“白纸”要小得多。定中结构所表示集合的大小牵涉到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中心语所表示事物集合的大小、单个定语限制作用的程度以及定语的叠加等等。

中心语所表示的事物可多可少，形成的集合中大者有亿万个成员，小者只有一个成员，由小到大形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只要中心语所表示的集合不是无穷大，受到限制后形成的子集就一定会小于原来的集合。

定语所表示性质的涵盖范围有大有小，对中心语的限制程度也就有高有低。在汉语的颜色系统里，“白”是上位概念，“雪白”是下位概念，而江浙方言中的“雪雪白”则是“雪白”的下位概念。如果用这些词语作为“的”字结构的一部分，修饰相同的中心语，就会形成例（42）那样的连续统，子集、子集的子集、子集的子集的子集，一个比一个小。





（42）白的纸＞雪白的纸＞雪雪白的纸





同样地，（43）中“黄”、“鹅黄”、“淡鹅黄”形成一个上位概念到下位概念的连续统，（44）中几个复合名词所表示的事物也就相应地形成一个连续统。





（43）黄＞鹅黄＞淡鹅黄

（44）黄丝线＞鹅黄丝线＞淡鹅黄丝线





在一定意义上，例（43）的连续统是对定语“黄”进行内部修饰而形成的。如果对定中结构进行外部修饰，让定语叠加，则可以形成例（45）那种连续统。





（45）土布＞白土布＞本地白土布＞上等本地白土布





从理论说，定语的叠加可以无限制地反复进行，因而可以将中心语所表示的集合不断缩小，直至缩成一个单一成员的子集。在这样的连续统中，如果最初的集合表示一个类别，最末端的子集必然表示个体。如果要对定语的限制性进行分类的话，限制程度的高低是有可能作为标准的，但这要留待以后再专文讨论了。





附注

需要注意的是，Del Gobbo（2001）和Loock（2007）所说的“同位性定语”与朱德熙先生（1982b, 1984b）所说的“同位性定语”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这里说的描写性定语，后者是由“的”字结构充当的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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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去年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与一位年轻的国内同行讨论今后的研究计划，说起准备出一本关于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书。她觉得十分奇怪：名词的分类最为简单，句法功能的变化最少，能说的差不多都说过了，还有什么值得写本书来讨论的呢？如此尖锐的问题，正好挠到了我的痒处，忍不住讲起故事来了。十几年前到香港任教，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给硕士班讲现代汉语语法，而且要求有一半要讲传统语法，从马建忠讲起。当时我并没有犹豫，满口答应了下来。不管怎么说，我学的是现代语言学，而且专攻汉语句法，这种baby grammar应该难不到哪里去吧。谁知等到拟定了大纲，要开始准备讲义了，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近百年的锤炼，由《马氏文通》引进的、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体系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不但看上去天衣无缝，几近无懈可击，而且借用一位行家的话来说，能想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了，已经没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广语法教学，特别是针对中学生的语法教育，已经总结出一套简单易学的教学语法体系，直接搬过来给语言学硕士班的学生上课，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了。

大段大段地引用《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之后，渐渐发现体系中各个部分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只要完全按照规定的思路走，全盘照搬体系的定义，绝不引用体系之外的例子，就一定是言之有理，而且总能够自圆其说；但只要越过雷池一步，哪怕是非常小的一步，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考虑到教学语法以普及为目标的特点，我又转向学术专著和论文，有针对性地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看看从事理论研究的前贤与同行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之后，我对于国内的句法语义研究佩服到了极点，材料搜集之丰富详尽，论证分析之巨细无遗，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不过，心头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捧着这些研究成果进课堂总还是觉得底气不足，而且常常会越讲心越虚，生怕学生对某一定义提出质疑，更怕学生寻根究底，要求解释体系以外的东西。最麻烦的是，香港的学生向来不依赖课本，而是习惯于课堂讨论，随时提问是家常便饭，到了后来，只要一听见“老师，我想问……”，我就会心里发毛。

教过几轮之后，主要的难点比较清楚了，也开始悟出了一些道道，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目前国内通行的语法体系基本上以结构主义为蓝本，很多语法概念实际上译自外语，或者是仿照外语词汇创造出来的，常常需要稍做改动才能适用于汉语实际。几经周折之后，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发生变化，再加上汉语的新造词汇通常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很容易造成望文生义，一不小心就会衍生出一些额外的意义来。到了最后，不少概念变得相当模糊，允许不同角度的多重理解，结果在理论上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也给语法教学带来了很多困惑。

我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就是由语法概念的定义引起的。比词大一级的句法单位，在草创时期所依据的法语里通常称为locution或expression，在革新时期所依据的英语里一般称为phrase，都是由相对的结构地位所确定的、比小句低一个层次的、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句法单位，与其内部结构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就locution或phrase的翻译而言，片语、仂语、短语或者词组都是可以接受的选择；就概念表达的准确性而言，片语、仂语和短语都可以独立加以界定，不会因牵涉其他句法单位而造成混淆，因而也都是不错的表达方式。至于词组这个概念，由于牵涉到另一个语法单位词，就很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引进初期，词组可以与其他几个概念互换，多半界定为一种语法单位，可以由一个词单独构成，也可以由几个词按照一定的关系组合而成。后来有人坚持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词组这个概念，觉得单词成组不合乎逻辑，便去掉了定义的前一半，认定只有“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词构成的句法单位”，甚至坚持只有用两个实词构成的单位才是词组。这样一来，单个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就不再具有词组的身份了。

这一定义现在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并且不再局限于phrase的某个特定译法，而是涵盖了词组、短语、片语等各个同源概念，还进入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成为该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课堂教学来说，这是件好事。只要严格照章办事，只是列举偏正、谓宾、主谓等各种词组的例子，自然能够顺顺当当把该讲的都讲完。只可惜有的学生不听话，偏偏不按牌理出牌，要问在“我走！”这样的句子里，单个的代词“我”和单个的动词“走”应该算哪一种成分，这可就把我问住了。后来照搬教学语法系统的办法，解释说句子既可以由词构成，也可以由短语构成，而“我走”是主谓词组，由一个代词和一个动词构成。如果独立成句，主谓短语“我走”就成了由两个词构成的句子。学生算是勉强给打发走了，但是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解释，却让我在以后的几个月没睡过一天安稳觉。

如果说针对词组的问题让我悄悄地独自后悔了几个月，那么关于语气的问题则毫不留情地把我晾在了讲台上。一次语法专题讨论课上，有学生问起独立使用的主谓词组是否就是句子，我按照主流意见回答说还需要有语气才行，比如陈述句就是主谓词组与陈述语气的组合。学生接着问语气是否就是mood，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学生又问，那么构成疑问句的是什么mood呢，这一下子可把我给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胡诌几句，搪塞了过去。下课后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才发现是上了当。

Mood是印欧语中常见的句法现象，如英语里就有indicative mood、subjunctive mood和imperative mood等几种，由不同的形态标志与结构形式表示。这几个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分别译为陈述语气、虚拟语气和祈使语气。英语中还有另一套术语declarative sentence、interrogative sentence以及exclamatory sentence，用来描述不同的sentence type。这些概念在外语界通常译为陈述句、疑问句以及感叹句，算是句子的类型。汉语界则将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都算作语气，并且将imperative mood也算作祈使句，搬过来作为一种语气。近年来又有人将英语的modality也译为语气，而且同样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与感叹句四种。

这几种译法本身都没有问题。就句法分析而言，在不同的句法范畴里用“陈述”来表示indicative和declarative，或者将imperative归入不同的范畴，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做法。吕叔湘先生当年（1942）将mood称为“语意”，将sentence type算作狭义的语气，再加上一个“语势”，三个范畴合起来算做广义的语气，更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折中办法。但是，一旦不考虑mood，sentence type和modality的原本定义，只是简单地根据汉语译名将它们算做同一个概念，并且以此来分析汉语的句子，麻烦就来了。Indicative mood可以出现在declarative sentence中，也可以出现在interrogative sentence中，imperative mood与subjunctive mood也同样如此。学术界对于modality的理解分歧更大，而且归在modality名下的句法范畴还要多一些，但同样与sentence type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小。如果翻译术语时不考虑基本内涵，不考虑前人已有的译法，不照顾左邻右舍，只是找一个自己认为相像的汉语概念，就很容易造成混乱。如果在应用翻译过来的概念时不小心考证，只是望文生义，就必然会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我因此被学生抓住痛处，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遇到的另一次挑战来自语法研究的方法论。结构主义以句法成分的分布为研究对象，对于句法成分功能的分析也以分布为主要区分手段。这一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之后，的确为汉语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使许多汉语句法现象得到了系统分析。不过，再好的理论方法也有自己的短处，如果将短处推向极端，危害就更大了。

结构主义巅峰时期的方法论以分布为主要目标很正常，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有着明确的目的，多半是为了记录、分析还没有文字材料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其研究对象往往只局限于可以找到的句子，而不包括不符合语法或不能说的东西。如果用来描述未知语言，这种研究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长处，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找出基本规律，总结出一个大致准确的语法体系来；但如果用来描述本族语言，试图建立一套精确的语法体系，这种方法就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在汉语主谓谓语句的分析上表现得最为彻底。从50年代关于主宾语的大讨论开始，“这本书我很喜欢”之类的句子就是个棘手问题，句中的“这本书”到底应该算主语还是前置宾语，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直到主谓短语作谓语这一理论问世之后，才有了一个简单而又直截了当的分析方法，可以从分布的角度为类似的句式提供统一的解释了。

主谓短语其实就是小句，但被分析为短语之后就取得了不同的句法地位，充当谓语也就理所当然了。“这本书我很喜欢”之类的句子也就因此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主谓短语的范围极广，能够充当谓语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说，“这本书我很喜欢那本书”是不能说的，但“我很喜欢那本书”显然是个可以接受的主谓短语，为什么就不能充当谓语呢？如果我们的语法课不对外开放，只是讲给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听，主谓谓语句不失为不错的分析方法，凡是能说的句子都能解释；但如果讲给母语为其他语言的人听，或者是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则会碰到重重困难，因为无法解释什么是能说的主谓谓语句，什么是不能说的，也无法防止学生造出“上海我很喜欢北京”之类的句子。换句话说，作为对于实际分布情况的一种描述，主谓短语作谓语是符合汉语事实的；但作为对于汉语句法规律的归纳总结、作为一种理论，这一分析的语料基础就过于狭窄，定义也不够清晰，缺乏针对普遍现象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因而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公平地说，在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氛围中，按照当时的认识水平，主谓短语作谓语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突破，解决了当时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难题。其局限性主要是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既同如何认识句法成分的分布有关，也同如何处理不可接受的语料有关，而且这种局限性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微乎其微。不过，汉语句法理论发展到今天，主谓谓语句假设的局限性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很容易在课堂上受到学生的挑战。

接连不断的挑战与困境，几乎将我逼入了绝境。万般无奈之下，决定放手一搏，看看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于是将自己的一些基本想法总结出来，先拿到1998年的洛阳“国外语言学研讨会”上去征求意见，然后以《汉语的灵活性和汉语句法》为题公开发表，登在世纪之交的《当代语言学》（2000）上。文章发表后得到的反馈还算比较正面，受到鼓舞之余便动手解决具体问题。由于同教学的关系较为密切，名词、名词性成分和“的”字结构是最先着手研究的。想到一点做一点，做了一点写一点，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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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几年之后，觉得问题梳理得比较清楚了，文章也积累到了一定数量，就想结集出版。当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张进凯先生看了初稿之后，建议不要用文集的形式，而是将相关内容整合在一起，形成一本专著。这样做内容可以更为集中，而且照顾的面可以更广，漏洞也会少一些。这个建议十分合情合理，只是执行起来不那么容易。单独发表的文章往往自成一体，彼此之间不必有任何联系，甚至可以有不同的假设，不同的结论，但专著的章节之间不但必须观点统一，而且内容上需要有逻辑性，文字上要前后连贯，一气呵成。于是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补充必要的内容，并且在各个章节之间架设桥梁。在这期间，有些增补的内容已经在学术刊物上面世，也有些还来不及发表，但又必须经受同行的考验，就只能先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向同行请教，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论文：





2006．　“的”和“的”字结构，在“第十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上海。

2007a．　体词谓语句与词类的划分，在“两岸三地现代汉语语法语义研讨会”上宣读，香港。

2007b．　无定代词与独立“的”字结构，在“第四届汉语语法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武昌。

2008．　谓词性宾语的句法地位，在“第十五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宣读，延吉。





原来的论文也好，现在的这本书也好，有不少基本观点与目前的主流意见相左，但这样做绝无半点对前贤和同行的不敬。正如文章里经常说到、书中也不断重复的那样，现代语言学的基本信念之一是单靠反例并不能推翻现存的理论，只有更好的理论才能取代原有的理论。也就是说，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好的和更好的之分。语法研究的目的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要尽力寻找能更好、更全面地解释语言现象的理论。另一方面，本书沿用了形式句法的基本研究方法，不但考察能说的、合法的汉语语料，还尽力考察了不能说的、不合法的各种语料，以便做出较为全面的描述。在此过程中，力图严格遵循赵元任先生的原则“说有易，说无难”，也就是在考察语言现象时小心求索，一时找不到例证不等于永远找不到，更不能因此就轻易否定某一现象的存在。

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朱德熙先生的影响。在老一辈的语言学家中，朱先生是最注意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描述，也是最注意考察不能说的语料的；朱先生对汉语事实的分析有很多独到之处，他的很多理论至今仍无人可以望其项背；而且朱先生的文章推理严谨，逻辑性极强，百看不厌，常看常新。正因为读他的东西最多，受他的影响最深，这本书几乎每章的内容都是受朱先生的启发而写成的。当然，这并不等于本书就是朱先生理论的翻版，或者是朱先生理论的简单注释。那样做有违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很难得出什么新的成果，也就根本不值得拿出来献丑了。本书是对朱先生理论的继承，也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里，对汉语句法理论加以发展提高的一种尝试。

本书能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朱德熙先生工作过的地方问世，圆了我以实际行动祭拜朱先生的一个旧梦，也给了我一个与国内同行切磋的机会。感谢北大出版社汉语与语言学编辑部的主任沈浦娜、责任编辑李凌以及现在已经离开了的张进凯先生，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这本书是无法问世的。


内容简介





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通常都会使用表达事物的语言成分，名词或者类似的成分因此在语言运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在继承百年来语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现代汉语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句法地位、句法功能和句法特性；但又不拘泥于传统语法的理论与方法，也不面面俱到地讨论同名词相关的所有问题，而是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框架，沿用形式句法的方法论，重点讨论几个关键的概念，澄清一些理论上的误解误判，并试图为几个有争议的难题提供新的、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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